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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归为三类：进口替代战略、贸易自由化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已有研究发现，与进口替代战略对经济发展促进乏力相比，贸易自由化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以后的近35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那么，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到底有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有，又是具体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何种机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作用？它们的力度、量级有多大？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通过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1世纪中，不断的贸易自由化和以出口导向的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全球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又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从而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在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国民福利的提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力求解答的内容。

事实上，中国近35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深化政策；二是鼓励“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出口导向政策。全书的论证正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更准确地，本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角度上，本书是笔者的另外一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该书更多是从加工贸易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书有十三章，可以分成三部分。本书先从全球视角梳理中国的国际贸易概况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并着重探讨我国的国际发展如何帮助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在第一部分中，本书还从产业显性比较优势的角度对我国与东盟十国的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接着从全球视角的一般均衡角度深入探讨贸易开放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则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微观实证研究。笔者首先系统深入地探讨在考虑到占中国出口“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背景下，我国21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事实上，适当增加进口不仅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进口中间品与本国中间品的有机合成可产生1+1＞2的熊彼特创造效应，因此，我们接着考虑在行业产品存在差异化的情况下，进口增加如何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如果考虑了企业和行业的产品异质性以后，又有何不同？进一步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到企业的出口和内销选择？更核心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研发行为、如何实现进口品的质量升级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的？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提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明显地削弱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呢？本书第三部分力求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理解开放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首先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重要现象，我们接着研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地，我们通过中印两国的国际比较考察中国的人口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选择。基于这一发现，我们更全面地从全球视角研究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内在有机联系。最后，提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顺利发展，重在理清经济战略思路，不妨从过去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来促进产业升级、国民福利上升，实现全民族小康生活的实现。

同笔者的《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一书类似，本书有如下几方面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用大型微观海量数据对各个研究主题进行严格的实证计量分析，以确保结果准确可信。除了第十一与第十二章因研究视角不同的关系用了全球贸易宏观数据，其他各章都是用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2000—2008年）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2000—2006年）进行研究。这样保证各章所用数据一致，不但可以避免采用宏观行业数据研究可能产生的加总误差；而且便于不同章节的横向比较，有力地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度。据作者所知，由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是近年来才可得，目前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还比较少，因此，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我国的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空白。

特色之二是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互结合。先前许多相关研究要么是没有理论模型引导的简化式实证研究；要么是没有实证证据的单纯的理论建模。本书的实证研究是建立在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企业异质性理论之上的。大部分章节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各个影响机制和渠道。

特色之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以中国经济为主要考察对象，并做到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书中各章都是以中国经济为考察对象和研究背景的，并考虑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中国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它的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是如何给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的。全书的布局按照宏观—微观—宏观的格局展开，从而避免“见树不见林”的情况，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外贸和经济全局。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方面，第一章首先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国际贸易概况，并探讨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经济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更为先进，但不太具有竞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还从一个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第二章同样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国际贸易及产业比较优势变化。该章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1分位行业数据，研究了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并针对东盟各国如何提高贸易竞争力给出建议。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既存在互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会促进东盟国家同行业的出口。然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则会挤出东盟各国同行业的出口。近年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既给东盟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面临挑战。东盟国家可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R&D投资和培训更多的熟练工人等，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章继续利用国际贸易宏观数据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贸易保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麦敕勒（1949）指出，对大国的进口行业征收关税可能会降低其国内相对价格，因而减少了它在经济中的产量份额。针对这一观点，本章发展了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转换对数函数系统的一个理论模型，并据此估计美国贸易政策对其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通过采用美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成员方的行业面板数据，并在控制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后，得出了在服装和玻璃行业呈现高关税导致低产量份额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内生性，以及运用各类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作为测量行业保护的工具后，这些发现也同样稳健。因此，本章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贸易中该领域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证明了麦敕勒悖论理论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的确在服装业中存在。

第四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文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文章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3.53%。

值得强调的是，第四章是本书的核心章节。该章的英文版本笔者已独立发表在具有125年历史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
 上。该文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评为2015年度最佳论文（Best Paper Award）。事实上，自1990年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决定从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中的论文每两年超过百篇论文中选出最佳论文，并给作者颁发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自1996年起，改为每年度评选一次。评选委员包括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经济学期刊》主编和一位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理事。在过去25年中，一批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如Acemoglu（1994）、Ethier（2002）、Friedman（1996）、Heckman（1999）等教授）曾先后获得该奖。因此，本人也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位独立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Royal Economic Society Prize）的华人经济学者。

该章在三个重要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外贸和中国经济的理解。第一，文章丰富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增长的理解。第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加工贸易是重要的贸易形式。但贸易改革和加工贸易的相互作用却很少被探讨。因此，在加工贸易享受特殊关税优惠的背景下理解贸易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显得十分必要。第三，除了采用被广泛接受的在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的方法，本章首次在企业层面衡量最终品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

第五章则是从进口的角度专门讨论进口品对生产率的影响。该章基于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讨论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解决了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后，本章发现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考虑行业差异化问题，我们发现进口仅对同质性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市场集中度，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效应对于同质性行业更为重要，而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为重要。

第六章研究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章也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第七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零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助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本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文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则进一步考察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本章通过使用2000—2005年我国高度细化的海关全样本进口数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的提升作用。为了准确地将质量从进口品价格信息中分离出来，我们运用了Kh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由于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受到最终产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我们运用倍差法，选择受到关税免除保护的加工贸易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该章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较为准确地在产品细分层面上估算出其他国家出口到我国的中间品质量；第二，在实证层面，证明了关税减免有利于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第三，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的问题。

第九章和第十章则重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第九章主要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需求弹性的影响。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发生在同一时期，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在贸易改革的过程中被弱化？在中国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很有意义。本章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以加工进口企业为“控制组”，以一般进口企业为“处理组”，使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提高了0.065。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越大，企业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得越多。

贸易自由化之所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迅速提高。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在要素选择上的灵活性，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会采用更省劳力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导致劳动需求弹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以非技术工人为主，其可替代性高，如果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过大，很可能损害非技术工人的利益，拉大个人收入差距。在当前产业和技术升级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对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一方面补充我国技术工人的稀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

从第十章起我们又把研究的视角转到宏观层面上来。我们首先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章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因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该章对已有文献主要有两方面贡献。第一，已有文献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使用国家级、省级、行业级别的宏观数据。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探究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无法探究微观层面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层面探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本章首次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的数据分析这一问题。第二，影响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很多，即便包含再多的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也总是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章使用倍差法进行研究，有“控制组”作对照，可以减少需要考虑的变量个数，因而能很好地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

第十一章则试图从中国的人口要素禀赋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我们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

既然人口结构对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作为人口结构的核心变量——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呢？这是第十二章的研究主题。我们通过一个修改版的引力方程论证了人口抚养比是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个有较低的抚养比或者较高的劳动人口比的出口国相较它的贸易伙伴而言，会有更丰裕的劳动力，从而可以生产和出口更多的产品。对于进口国而言，一个有着更多劳动禀赋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因而有能力进口更多。

我们发现：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利用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并控制多边阻力等因素，在引入劳动人口比之后，对贸易引力方程的回归分析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测：贸易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会增加双边贸易流。出口国（进口国）平均劳动人口比上升1%，出口（进口）会上升至少3%（2%）。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人口大国（如中印）或贸易大国（如中美）的贸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的这篇文章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许多正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战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去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国家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人口特征，这使得在劳动密集部门出现了国内过度供给。从这一点来看，如林毅夫（2007）所一直强调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被这些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所采用，是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的。也如姚洋和余淼杰（2009）指出的，中国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当然，当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则应该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而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在第十三章中，我们首先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实证论据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明显提高，出口的产品专业化、差异化更加明显。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最主要的两股动力。更重要的，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继续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需要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目的国家，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则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并鼓励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业行业的创业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当然，这部分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在本书中展开，但会是笔者以后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总之，本书用西方经济学模式的规范研究，研究我国贸易开放政策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书中大部分实证结论都是基于大型微观数据而得，结论比较可靠准确。研究结果不仅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并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对中国外贸的研究对认知整个全球贸易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该书各章都已经过国际、国内学术界严格的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并发表在国际一流、国内顶级或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大部分章节也是笔者与同事和学生合作的成果。具体地，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章是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该章主要内容已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上。第二章是与我目前的博士生崔晓敏合作的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其英文版已作为东盟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的工作论文发表。第三章是笔者独立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标题为《国际贸易的麦敕勒悖论及其验证：来自美国及OECD成员的经验证据》的论文。该文曾获得第15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奖。

在第二部分中，第四章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章节。其英文稿已由笔者独立发表于The Economic Journal
 上。或许因为主题相对重要，该论文国际影响比较大，目前谷歌学术引用次数不同版本加总已过百次。英国皇家经济学学会专门在其主页网站撰稿给大众介绍本文的主要发现。第五章是与我的博士毕业生李晋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第六章是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第七章也是与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世界经济》上。第八章则是与我的硕士毕业生、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生李乐融合作的成果，主要成果已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

在第三部分中，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与我的学生梁中华博士合作的成果，主要成果分别发表在《南方经济》和《管理世界》上。第十一章则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第十二章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田巍老师及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周羿博士合作的成果，该文最初发表于《经济研究》上，并获得第18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最后一章是与我的学生王宾骆硕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上，并应邀被收集到《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文集》中。

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专著。第一本是《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书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第二本是《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该书也有幸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和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感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丘东晓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许多同事们平时的帮助和关爱。此外，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月梅老师、林君秀老师、刘京老师、郝小楠老师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张睿、硕士研究生黄杨荔同学帮我校对了本书，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对我的一贯支持和鼓励，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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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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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自1979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30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

 。尽管中国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24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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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金额猛增至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1978年，初级产品占中国GDP的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5%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缩减至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3.5%。伴随着农产品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30年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1980年的65%攀升至2009年的96.5%左右（Yu，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锐减至2009年的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7.3%上升至27.8%。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升级呈现出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1995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实现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2001年以后），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章将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30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3，2009，2012；林毅夫等，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建立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主体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在当时一直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战略实现了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机遇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等问题（林毅夫，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得到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的生活水平。在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点。首先，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章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本章其余部分的组织架构如下：第二节介绍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前，国内制造业面临的诸多问题；第三节探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及特点；第四节审视并诠释工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如政策制定；第五节调查研究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结构调整对创造就业岗位的影响，并仔细审视制造业就业变迁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经验，第六节探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要点；最后，第七节小结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第二节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在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1952年，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57.7%，所吸纳的劳动者数量占中国受雇劳动力总数的8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尤其是，人均农业和工业产出为143元（按1952年价格计算，相当于6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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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改革之前，一个扭曲的产业结构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反过来造就了一个闭关自守的经济、犹如深渊的贫困境况和扭曲的收入分配。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类似，中国在1949年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采纳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农业国，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中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之相反，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违背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defying, CAD）的战略，这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且中国不得不依赖高度集权的、计划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政府被迫相应建立起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前经济体系中的这三大要素被称为“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林毅夫等，2004）。

首先，为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压低利率、汇率、工资薪酬、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林毅夫，2003）。建设重工业的众多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中国资金匮乏。为了满足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利率以降低资金成本。此外，重工业还需要资金密集的中间产品和设备，而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无法生产这些产品，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是重工业项目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的外汇也非常短缺，因为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仅限于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农产品。中国政府被迫高估本币兑美元的汇价以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中国人民币汇价从1950年的每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升值为每1美元兑换1.7元人民币，在此期间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50%。

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唯一途径是降低各类投入要素的成本。与压低利率相对应，中国政府也为城市职工设定了较低的名义工资。该工资薪酬与工人们的努力程度无关，但工资水平根据等级和资历而有所差别。在1978年前，中国企业员工的平均年工资是550元（按照1971年的汇率，相当于223美元）。人为压低的工资遏制了城市工人们的购买力。倘若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行就市，城市工人们将没有能力消费大多数的上述产品。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农产品设定为很低的价格，以创造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牺牲农民利益来贴补城市工人（林毅夫和余淼杰，200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住所控制制度（所谓的“户口”），以防止农村居民迁移至城镇地区来寻找工作岗位。户籍制度自1958年起付诸实施。

其次，中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很多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每个要素市场都出现了超额需求。然而，鉴于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是固定的，一个基于市场供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无法付诸实施。为了应对过多的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一系列有计划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定量供应各类资源。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外贸体系。鉴于人民币汇率被人为调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外贸企业发现出口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假若没有企业出口商品，有限的外汇储备将很快枯竭，从而中国将无法进口必要的设备和中间产品。为了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被迫通过设立对外贸易部的方式在外贸领域实施垄断，外贸部授权12家全国性的专营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充当“气囊”（air-lock），将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并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业务。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定量供应资金，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各类原材料和自然资源。

最后，根据上述扭曲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还采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建立起众多的国有企业，在农村地区也建立了人民公社。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价格扭曲旨在积累资金，这对于成功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企业性质是私人所有，他们可以在企业所有者内部分配利润，这样将无法积累所需资金，从而可能阻碍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企业的所有制必须是国有的。此外，即便某一家国有企业被赋予经营自主权，由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工人们也会偏离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国家必须剥夺国有企业的任何经营自主权，并采纳类似傀儡的企业经营体制。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强制进行的，以确保国家能垄断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这些措施被付诸实施，以进一步确保国家可积累足够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林毅夫，1990）。

因此，中国建立起一个旨在支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制。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企业能够降低投入品成本和赚取尽量多的利润，该利润反过来被用于积累资金。高度集权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机制能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工业，与之相对应，中国采用了一个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以促使此类安排变得顺畅合理和成功推行。

然而，如上所述，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因为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是一个资金极度匮乏的国家（林毅夫，2003）。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可能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并恐将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显然，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战略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并导致工人们过着低水平的生活。

有趣的是，这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由于1978年之前的相关数据有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倘若有研究报告，也少有研究报告为这一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然而，正如研究报告Hsieh-Klenow（2009）所发现的，即便在当今，中国要素市场仍有大量的、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遗留的价格扭曲（林毅夫，2003）。倘若此类扭曲得到修正，中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望提升25%以上。针对这个实证问题的答案远非确凿无疑。但是，我们仍能间接地捕捉到经济改革之前的价格扭曲。譬如，图1-1暗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畸形。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显著上升，从1952年的19.5%激增至1978年的49.4%；与此同时，农业占比呈现下滑趋势，从1952年的57.7%滑落至1978年的32.8%。然而，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双双下滑，这表明制造业占比上升是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萎缩为代价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和农业占比下降并非显示产业结构扭曲的指标。然而，鉴于中国的人均GDP仍处于极低水平（按1979年汇率计算，为243美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偏高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扭曲，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实。首先，在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比重从1952年的35.5%攀升至1978年的56.9%；其次，制造业内部的投资分布也偏向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的5.7倍上升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的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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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各产业构成（1952—1978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鉴于重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无法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尽管重工业占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该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仅占全国的7.9%。与之相反，由于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轻工业占1978年中国GDP的比重为3%，但吸纳的受雇劳动力占全国的4.6%。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超过73%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活动。此外，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广大农民不能借助重工业的发展而增加收入。与之相对应，即便在中国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20年后，中国仍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1978年人均GDP为381元（按1978年汇率计算，相当于221美元）。

总之，中国在1978年之前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与基于中国要素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不一致。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也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节　中国的工业增长与结构升级

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摒弃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采用了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但资金匮乏的国家，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理论，倘若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有望从对外贸易中受益。然而，中国政府需要加紧努力以纠正现有的价格扭曲，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畸形，这主要源于政府采纳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在本节，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趋势和特点。

首先，我们将审视中国产业构成的模式和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各个时间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们还将探讨每个制造行业所显示的比较优势。然后，我们将讨论各制造业之间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链升级。鉴于中国经济腾飞以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主导作用，对产业内部贸易的仔细审视表明，中国的产业内部贸易是加工贸易蓬勃发展的结果（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材料以便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这也表明产业内部贸易规模增长基本上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一、结构转型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的构成见证了最近30年间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若中国坚持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将维持如图1-1所示的1978年之前的快速增长态势。但是，如图1-2所示，这一局面在1978年后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在中国GDP的比重维持不变，但最近30年制造业的占比略微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猛增至2010年的42%。此外，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滑，从1978年的28.3%下降至2009年的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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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的构成（1978—2010年）（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制造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占比从1978年的43.1%上升至1991年的48.9%。与之相对应，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8—1982年）的8.5倍下降至1991年的6.5倍。这些成果表明，中国正从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执行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优先发展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该战略类似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发展战略。通过采用该战略，中国能够利用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增加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

显然，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可借助于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GDP比重的变化状况。如图1-3A所示，1999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是制造业GDP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12.3%）。在十年后，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GDP的比重已发生显著变化。如图1-3B所示，2009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在制造业GDP中的占比已锐减至仅有1.47%，而通信设备成为制造业GDP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占比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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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A　生产部门在中国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整理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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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B　制造业各部门在中国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整理计算而得。


二、价值链升级


中国对外贸易额持续增长是审视其价值链升级的理想窗口。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且落后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定义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仅有10%。然而，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增长超过6倍。200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7%，远高于美国的25%，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较高。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危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并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是该国采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所带来的经济成果（林毅夫等，2004）。该论点可通过制造业升级的动态演变而得到进一步的阐明。鉴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转型为一个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中国出口商品组成是反映制造业升级的适宜指标。在最近的30年间，中国的出口呈现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表1-1显示，1980年农产品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出口商品是低附加值的矿物燃料（如石油、油）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重要原因是，1978—1980年，中国主要油田之一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提炼加工的石油产品数量增长。中国政府深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当时轻工业出口商品的规模仍较小。截至1980年，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矿物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为23.6%。该占比在1985年攀升至26%，高于第二大出口类别轻纺和橡胶制品16%的占比。

表1-1　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各行业的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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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后三列的数字通过将该行业贸易额（即出口额或进口额）除以工业贸易总额的比例获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1985—1995年，随着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工业制成品。在第二阶段，纺织和橡胶制品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重要份额。表1-1显示，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出口的占比达20%，1995年升至21.6%的峰值。

有趣的是，1996年中国运输设备机械的出口额为353亿美元，高于同年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285亿美元。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中国进入出口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资本密集的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表1-2为21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成效提供了更多佐证。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异在于，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已逐步远离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和服装）。到21世纪初，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跻身中国十大出口商品类别之列。目前，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是电气机械和器材，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和机械器具。尽管矿物燃料和矿物油重新回到十大出口商品类别的行列，但与30年前的情形相比已显著不同。目前矿物油行业拥有很高的附加值产出率，2007年该比率高达77.7%，远高于2007年纺织业附加值产出率的26.2%。前三大行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50%。

表1-2　按国际海关HS两位数分类法统计的中国　前十大类出口商品（2000—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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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由本章作者编纂。

最有趣的现象或许来自第四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最近一个阶段，中国出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如航空器、计算机、药品、科学仪器）和电力机械。截至200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占世界高科技出口总额的18.1%（Yu，2011）。此类高科技行业涉及的附加值产出率（定义为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出的差额除以最终产出）较高。图1-4显示，三大高科技行业的增值率均呈现快速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的增值率从2001年的4.3%升至2007年的24.7%，增幅超过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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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高科技行业的增值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彰显了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如何促使出口的价值链升级，即从初级产品到机械和运输设备，甚至到高科技产品。


三、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鉴于中国出口了大量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有关中国在此类产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质疑已经涌现。关于比较优势的一个肯定性答案支持了中国已采取遵循比较优势之发展战略的观点。另一方面，有人或许认为，此类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并不明显。

表1-3显示了按照国际海关HS代码个位数划分行业，中国在21世纪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
5

 。倘若某个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在全球市场具有比较优势。1996年中国的诸多行业（如食品和饮料、化学和塑料、皮革、木材和造纸以及金属）具有比较优势。在这些行业当中，纺织服装业的比较优势最强，RCA指标高达3.692。进入21世纪，纺织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已经萎缩。然而，2008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仍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标为1.512。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该行业在1996年开始展示出轻微的比较优势；与中国纺织服装业比较优势逐渐下滑不同，机械设备的比较优势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宣称在以下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按降序排列）：纺织服装、食品和饮料、烟草和矿物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尽管如此，表1-3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通过生产和出口更多与动态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商品，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表1-3　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1996—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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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由本章作者编纂。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需要一国采纳基于当前比较优势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2004）。请留意，在甄别某个产业是否符合本国比较优势方面，该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倘若所在国政府不发挥适当的作用，遵循静态的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停滞不前，正如Amsden（1989）总结韩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与之相反，倘若一国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和甄别那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则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能自动跟随该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林毅夫，2012）。
6




四、产业内部贸易和加工贸易


得益于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最近30年间保持了每年9.9%的高增长率。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其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我们难以理解中国如何能够生产和出口数量比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Rodrik，2008）。

阐释该现象的一个假设是中国产业内部贸易盛行。与纺织服装行业相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内部贸易。产业内部贸易指数是通常用来衡量产业内部贸易水平的指标，其定义为1-｜X-M｜/（X+M），其中，X是该产业的出口额，M是该产业的进口额。倘若该指数等于1，则表示该行业有大量的业内贸易，因出口额与进口额相当。与之相反，该指数为0则表示该行业没有发生业内贸易。表1-4显示，一些行业（如机械、运输设备，以及光学和照相器材）具有较高水平的产业内部贸易。尤其是，2001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的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上升至0.94和0.9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和鞋类）的业内贸易没有如此普遍。

表1-4　各行业的业内贸易比例（1992—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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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产业内部贸易盛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抑或是其原因，各方对此仍抱有疑虑。在实施经济改革之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意识到，鉴于本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加工贸易是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个理想途径。的确，加工贸易是促使上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业内贸易水平处于高位的主要原因。

在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先从一家外国企业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原材料经过本地加工后，该国内企业出口获得增值的最终产品。图1-5显示，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已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的20类加工贸易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方式是装配加工贸易和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在装配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不支付任何款项从外国贸易合作伙伴获得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加工后，该企业通过收取组装费的方式将产品“售予”同一家外国公司（Yu，2011b，2014）。此类加工贸易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因中国企业缺乏资金来支付所进口中间产品的款项，但国内企业利用了中国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显然，此类加工贸易是典型的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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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中国的加工贸易（1981—2008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在90年代，采购投入品的加工出口贸易变得更加盛行。一家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并支付相关款项。在本地加工完成后，该国内企业将最终产品出售给其他国家或外国贸易伙伴。开展此类加工贸易的通常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中国加工企业从日本和韩国进口复杂的中间投入品和核心零部件。他们利用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组装最终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由机械和运输设备构成。如表1-4所示，目前中国进口了数量众多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这致使产业内部贸易水平较高。因此，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仍符合中国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


五、工业企业生产率提升


我们已见识了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很多例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贸易行业。然而，是否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源自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引发的“粗放式”增长，抑或是源自生产率提升推动的“集约式”增长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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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上，企业有动机通过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加工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该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之间的兼容性仍值得验证。

表1-5显示2000年至2006年期间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7万美元）的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和增长率状况。为获得准确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我们采纳了扩增的Olley-Pakes（1996）方式，以克服通常最小二乘法估计值可能存在的同时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如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
8

 一如预期，所有的制造业展现生产率为正值。所有制造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1.454，这支撑了一个论点，即中国企业在21世纪取得了技术进步。此外，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幅高达2.43%，该结果表明，生产率快速提升是21世纪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推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与烟草和纺织等行业相比，运输设备和通信设备等行业呈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该研究发现可作为额外的例证来阐释中国根据其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更新其制造业结构。

表1-5　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00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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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制造业年度调查（2000—2006年）。欲查阅详细的讨论，请查阅Yu（2011b）。

第四节　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可直接归因于其实施的“双轨制”战略。一方面，中国政府向较为传统的部门提供过渡期保护和补贴，以此作为维护稳定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采纳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方式扶持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的诸多行业，以创造富有活力的经济成长。双轨制改革包括两个重要的远景，一是改革微观经济管理体制，旨在为工人们提供更多激励，并提升生产效率；另一个是安排开展“双轨制”价格改革，这在保护陈旧的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企业进入能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诸多行业。因此，这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因此，中国已根据其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成功地升级了产业结构。


一、微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有组织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以确保国有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并帮助无法自力更生的重工业发展。人为压低和扭曲的价格创造了过多的产成品和投入要素需求。因此，中国政府被迫采用有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重工业。此外，鉴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民营企业将偏离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为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需要设立国有非私营企业，并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其结果是造就了士气低落的、缺乏激励和生产率低下的职工队伍。

为改善工人们的激励措施和提高生产效率，中国从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着手开展改革。在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农户们获准在完成国家定额后拥有自己的生产剩余。中国采用这一方式给农民们带来了激励，从而成功地开发了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其结果是，1978—1984年期间中国农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05%（林毅夫等，2004）。林毅夫（1992）等实证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产品总量增长的46.89%可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城镇地区，过去3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84年），国有企业被授予经营自主权，通过与国家分享利润和管理责任来提升其生产效率。初期的国企改革颇为成功，工人们的积极性得到改善，企业创造的利润逐年增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边界不太明晰，这一波改革带来了“寻租”问题。在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中国通过将企业上缴利润的政策调整为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利改税”），将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改为间接的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重新构建起适当的企业管理机制，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两项政策旨在划清企业可支配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边界。1988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政策将税收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一项资产抵押承包责任制于1987年被采纳，以便在国有企业和国家之间分享企业经营管理权。但是，1991年国有企业的绩效依然无法令人满意，且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1992—2002年），为努力改善国有企业疲弱的绩效表现，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股份制，而小型国企被私有化。自1992年以来，股份制被视作避免任何财产权模糊不清的最佳药方，而产权不明晰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根源。在促使小型国企更具生机和活力方面，第三阶段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成功。股份制澄清了国有企业的剩余权利，然而，众多的国有企业仍遭受诸多政府分支机构多头管理的困扰。在国企改革的第四阶段（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设立了正部级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唯一机构。此后，国有企业能够集中精力经营重要领域和行业，如通信、能源、矿业和重型装备等。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价格改革，以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因此，国有企业的绩效明显改善。

2003—2006年，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610家缩减至2610家，但平均年利润增长率达到21.7%。在此之前，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增长率为20.2%。如图1-6所示，1998年多个关键性的国企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毛利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净利润率以及净资产净利润率，都显著上升。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表现为阐释21世纪机械和交通设备产量及出口额激增提供了更多证据，因为开展这类业务活动的主要是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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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团队（2007），载Yao and Yu（2009）。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在21世纪变得充满生机活力和拥有较好的绩效表现？这其中至少有三种解释。首先，随着时间推移国有企业快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尤其是在最近30年间，这改变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多大型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且它们能够从国家获得更多资金和自然资源，这反过来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其次，国有企业仍通过优惠条件和低成本的方式获得融资和其他投入品，从而继续享受了政府补贴。最后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国有企业集中在电信等高度垄断的行业。与之相对应，此类国有企业能够享受到这些行业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s）。


二、产出品和投入要素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本质上，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自力更生是因为它们处在一个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行业。中国采用上述价格扭曲体系旨在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双轨制价格改革被中国政府用作维持对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发放补贴的途径之一。倘若所有的产出品和投入要素价格突然转为由市场供求决定，所有的国有企业恐怕会破产和关闭。数量众多的国企工人们将会被裁减和解雇，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恐将接踵而至。

为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针对产出品和投入要素实施了双轨制价格改革。中国政府设定国家计划内商品的价格，而国家计划以外的商品则由市场定价。在双轨制价格改革初期（1978—1984年），中国仍不允许存在市场机制；政府仅仅调整各类价格以缩小各类大宗商品的计划价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距。然而在1985年，中国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其结果是，国家计划之外的市场蓬勃发展，市场价很快大行其道。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宗商品和零售商品当中，分别有81%和91.5%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林毅夫等，2004）。一旦产出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投入要素的价格改革压力也显露无遗。

为应对要素市场的强烈改革需求，中国政府也着手开展必要的汇率、工资和利率改革，以及进一步实施其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本节讨论中国的汇率和利率改革，下节将阐释工资改革。在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当中，外币汇率被人为地压至很低的水平。然而，根据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理想的情形是汇率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以便各产业的比较优势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反过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可作为一个信号来指引中国政府甄别和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

如图1-7所示，中国汇率的双轨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中国实施了三重汇率体系。该体系包括官方汇率、内部结算汇率和掉期汇率，在此期间，前两类汇率是最重要的。官方汇率被用于大宗商品和服务的外部交易。相比之下，内部结算汇率被固定在一个恒定水平（即1美元=2.8元人民币），用于将中国企业的创收外汇兑换为人民币。中国政府逐步调降官方汇率，以便让其向内部结算汇价靠拢。因此，在第二阶段（1995—1994年），中国仅有双重汇率体系，其中官方汇率代表着计划体系，而掉期汇率代表着市场体系。在汇率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留存机制，鼓励企业出口和赚取外汇储备。因此，有些企业拥有过剩的外汇，而其他企业则出现外汇短缺。于是中国推出了外汇掉期市场，为贸易公司开展外汇兑换提供便利。通过这个方式，均衡掉期汇率的确反映了人民币的真实成本，因为它是由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掉期汇率逐步且稳固地发展。到1993年，中国大约80%的国际贸易通过掉期汇率结算（林毅夫等，2004）。在第三阶段（1994—2005年），双重汇率合并为单一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8.61元人民币，这在整个第三阶段都是固定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2005年，当时中国开始采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随后的六年（2005—2011年）里，中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8.27调整至6.5，人民币升值约20%。目前大家普遍相信，倘若存在该汇率水平的话，中国正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Ma等，2012）。1994年以来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再度作为汇率改革的里程碑，让诸多的制造类企业展现出其真实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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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演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为促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需要消除诸多要素市场（如资金成本）的价格扭曲。只有当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政府才能推广资本节约型技术并全面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中国第一波升息浪潮始于1979年，当时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被双双上调。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调高利率的10个时期。但是，1990—1992年中国调降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1992年之后，中国启动新一轮升息潮，主要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市场蓬勃兴起。然而，与汇率改革相比，中国利率改革一直以缓慢而渐进的步伐推进。尽管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实质利率维持正值，但直到今天利率水平仍并非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相反，利率仍被用作向大型企业提供补贴的方式；而大型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仍在持续。


三、新生行业的增量改革


如上所述，两股基础力量促使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改革和制造业升级。一股力量是采用“双轨制”改革，另一股力量是对非国有的自力更生行业开展增量改革。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时，中国政府转变思维集中力量推进非国有经济的改革。该政策一般被称为“增量改革”，这符合中国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TVEs）的蓬勃发展可作为阐释这一增量改革的最佳范例，这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正如林毅夫等（2004）所阐明的，以下的几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呈现快速扩张态势。首先，乡镇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促进农村完成原始生产要素的积累。与国有企业主要涉足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同，大多数中国乡镇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20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受到严格限制，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乡镇企业可获得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并在不依赖大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赚取可观的利润。其次，乡镇企业能创造稳定的财政收入，因它们的产品在市场颇受欢迎。由于中国实施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市场上的轻工业产业严重短缺。乡镇企业的主要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可以轻易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最后，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保护的优越处境截然不同的是，乡镇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市场竞争，这促使它们竭尽所能地改善其生产率。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乡镇企业能够自力更生、维持自身活力和创造可观的利润，并为将来的发展积累足够的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筹划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润风险机制上。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同，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通常来自基层，其获得提拔晋升的空间有限。因此，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留存在本乡镇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鉴于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们具备掌握更多企业运营相关信息的优势，地方政府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地监督和管理。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此类劣势，地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通常偏爱实施股份合作制（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下属企业共同拥有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以厘清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剩余索取权关系的明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乡镇企业成为私营企业，转而向地方政府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快速发展壮大，得益于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随着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取得成功，中国有能力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


四、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


除了国内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之外，中国快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得益于其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内向封闭的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度很低，仅有10%。如图1-8所示，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猛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左右。如前所述，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出口额的快速增长的确显示了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带来的经济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生产很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商品，这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由于此类产品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上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导致中国大量出口其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消化市场存货（林毅夫，2004；姚洋和余淼杰，2009）。大量的货物出口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和促进了资本积累，这反过来提升了中国整体的要素禀赋。中国可根据正在发展变化的要素禀赋来相应推动制造业产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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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78—2010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门户开放改革发端于设立各类自由贸易区。这一过程可总结归纳为三个阶段，从点（一些城市）到线（东部沿海地区），然后扩展至整个地区（即东部和中部省份）。1980年中国遴选四座城市（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作为经济特区（SEZ）。这些经济特区基本上用于出口加工产品，只要特区企业的进口商品是组装起来用于出口，该企业的进口商品可享受豁免关税的优惠。1984年中国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开放了14座沿海城市，随后不久，中国设立了多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1991年中国政府还开放了四座北方口岸，以开展与俄罗斯和朝鲜的贸易活动。此时，中国大部分开放城市位于东部地区。然而，中国在1992年决定以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的形式开放更多的中部城市。

1992年中国开始推动进口关税和各类非关税壁垒的自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报告，中国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从1992年的42%左右降低至1994年的约35%。此外，为了给中国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地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将进口关税水平从1994年的35%进一步调降至1997年的17%，短短三年内的关税税率降幅达到50%。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兑现承诺在2005年将关税降低至10%左右。尽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引发争议（Krug-man-Obsfeld，2008），这无疑给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带来了进口商品引发的激烈竞争。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能够在各类政府保护体系之下维持运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效率的乡镇企业将会被市场一扫而空。因此，仅有高效率和充满生机活力的乡镇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这反过来促使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成为可能。

中国门户开放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获取世贸组织成员地位，中国政府不得不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很多价格扭曲，以遵循世贸组织的各项要求，这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2009）。此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使得国内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因中国需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林毅夫等，2004）。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凭借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按照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来扩大其生产，从而使中国成为一座“世界工厂”。

加工贸易是中国最新的同时或许是最重要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促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远胜过印度。如前所述，通过组装加工，中国的加工贸易在80年代起步；随后借助采购投入品加工的方式，促使加工贸易在90年代变得繁盛流行。大多数加工企业是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公司的外资子公司，并集中于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一年2000年，政策制定者决定设立出口加工区，到2010年中国出口加工区的数量增加至55个。出口加工区享受与经济特区同等的自由贸易优惠政策，但它们还具备额外的优势，如出口加工区内的加工企业能免受全面而复杂的行政管理和监管架构的束缚。凭借上述有利条件，出口加工区的遍地开花，中国的加工贸易一直占据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并为加工企业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刺激了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第五节　经济结构转型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8年中国的总人口达到9.62亿人，而总人口规模在2009年增长至超过13.3亿人。在经济改革年代，中国保持了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率，因此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蔡昉，2010）。如图1-9所示，中国的抚养比率（非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在1982年和2009年分别是62.6%和36.9%，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抚养比率之一。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截至2009年年底，受雇员工总数为7.98亿人。
9

 该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如何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引发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化的原因，随后将仔细审视中国产业升级导致的制造业各行业内部的就业变动情况。最后，我们将讨论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如何促进减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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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中国总人口和抚养比率（1982—2009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各行业的结构变迁和就业人口变化


如前所述，在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中国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仅能吸纳数量很少的工人。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有很高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如图1-10所示，1978年中国大约有70.5%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相比之下，仅有17.3%的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其余12.2%的劳动者从事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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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三大产业的总雇员人数及人员结构（1978—2009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自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最近30年，中国经历了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转型。如前所述，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28.3%下滑至2009年的仅11%，第三产业的占比从1978年的23.9%上升至2010年的42%。第二产业的占比仍保持稳定。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具有正相关关系。在2009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占比下滑至38.1%，该占比在30年内的降幅达到50%；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人数占比则增至34.1%，该占比在经济改革后激增了近两倍；第二产业的员工总数比例也增加至27.8%，占比在30年间接近翻了一番。

中国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1年），农业从业者的占比从70%快速下滑至60%左右；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迅速上升。第一产业从业者占比快速下降可归因于中国在农村地区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改革前夕被废止，很多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转而投身于城市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中国启动双轨制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并拥有更大的激励动机来通过雇用更多固定工和临时工扩大其生产规模。尽管新雇用固定工需要国家批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仍可雇用那些原本是农村地区的农民作为临时工。因而，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数量增长。与之类似，根据中国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增量改革也导致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去从事非农行业。

1988—1991年期间中国就业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出现短暂的停滞，此后的1992—1996年，中国经历了就业结构剧烈变动的第二阶段。在90年代初期，中国进一步放松了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迁移限制。如图1-11所示，在1993—1996年期间，超过6000万劳动者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民工迁徙的路线主要是从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奔赴沿海地区。在第二阶段末期，尽管中国有一半的劳动力仍从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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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中国的农民工人数（1993—2004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然而，第三阶段（1996—2001年）的特点是就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步伐变缓。两个因素可解释这一变化。首先，1997年和1998中国面临外部需求萎缩的严重冲击，这源于1997年和1998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很多亚洲国家纷纷调降本国货币汇率以刺激出口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然而，中国宣布人民币固定汇率维持不变，使得中国的商品处于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受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中国企业不能扩大生产，因此无法吸纳更多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其次，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被裁减和安排下岗，为城市地区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供应。自1997年以来，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绩效欠佳的被动局面，中国政府缩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甚至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一缩减规模的举动导致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迫使他们在城市地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疲软而供应充足，使得外来农民工失去了就业空间。图1-11显示，农民工人数从1996年的6000万人锐减至1997年的约4000万人，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

中国就业人数结构性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地位使得国内企业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为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因此，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从2001年的21%增加至2009年的27.8%。尽管55%的中国人依旧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仅有38.1%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度仅为11%。经济结构转型促使中国从30年前的农业国升级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数次调高工资薪酬，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Yao and Yu，2009）。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仍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第一产业而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就业人数变化


通过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在80年代将制造业结构从石油粗加工和采矿升级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借助加工贸易，中国在90年代以来将制造业结构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突出标志是采用机械和运输设备。此类制造业升级也体现在最近30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上。

我们必须核实随着时间推移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第二产业员工总数的比例变化情况，以审视制造业就业变化的演变过程。1982年，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启动，制造业工人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71%左右。但该比例到2009年已经下降至50%左右，表明更多的工人转向从事建筑等行业，这部分源于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减少。

更重要的是，2009年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不再是纺织或服装业（见图1-12），尽管这一过渡期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雇用了大量员工。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是通信设备（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9%），紧随其后的是运输设备（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8%）。该研究结论再度表明，制造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步伐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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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09年制造业各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三、经济结构转型与减贫


在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政府实施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善。当时国家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有限的物资几乎全部投向重工业。因此，中国经济困难并缺乏必要的物资来发展轻工业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重工业创造的利润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中国政府还在城镇地区设定了较低的固定工资。在农村地区，农民承受了农产品价格不及工业日用品价格的不利交易条件。此外，农村地区禁止从事农副业生产（如渔业和畜牧业）。因此，农村地区民众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中国在1949年政治独立之前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体，国家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民几乎不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因此，大约3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627元人民币（按照目前汇率计算，相当于大约100美元）。

自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最近30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已促使中国的减贫事业大获成功。根据Chen-Ravaillon（2008）的估计，1980年中国的贫困率高达41.6%，但2004年贫困率已下降至15.9%。农村家庭的人均年度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3.6元猛增至2006年的3587元，在30年内增长了26倍（见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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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中国减少了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自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将人民公社的农村管理制度调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旨在扶持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价格扭曲政策也逐步得到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被废除。与之相适应，农产品的交易条件也迅速得到改善，这些举措非常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第二，农民们获得了重新分配的土地，他们被赋予了完全的生产自主权。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改善。第三，2006年起中国政府还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这项沿袭两千多年的传统税收。因此，农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中国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这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正如此前分析的，乡镇企业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与从事第一产业相比，在乡镇企业获得一个工作岗位通常可确保一份较高的收入。乡镇企业位于农村地区，而极端贫困通常也出现在该地区（Naughton，2005），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明显促进了贫困人群的减少。

此外，服务业占比上升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1-2所示，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70年代末期的25%上升至目前的42%左右。由于餐馆等服务行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该行业能够吸纳来自中国农村的大量农民工。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比第二产业员工总数增长更为显著。特别是，服务业在全国就业人数的占比已从1978年的12.2%提升至目前的33%左右。相比之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仅从1978年的17.3%增加至目前的27%左右。

同时，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因势利导举措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中国开始甄别全国的贫困县，随后拨付大量扶贫资金以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002年中国还制订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并强调发展在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发挥的特殊作用。凭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快速增加财政扶持资金，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已得到极大地缓解。

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城市地区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如图1-13所示，城镇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43.4元人民币猛增至2006年的11759.5元人民币（按名义价格计算），增幅超过30倍。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以及私营部门的蓬勃兴起。在90年代后期，当国企改革处于停滞不前局面时，中国政府决定缩减大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允许裁减和下岗一部分工人并鼓励工人们提前退休。1998年中国新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帮助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中国政府还创立了被称作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新机构，允许下岗职工在该机构最长挂靠三年。此外，小型国有企业获准转制为私营企业。通过上述努力，四分之三的国企下岗职工在21世纪找到了新工作。而其余的下岗职工在城市或私营部门工作，或提前退休。中国政府还拨付大量财政扶持资金为提早退休的工人们补缴养老金。因此，中国在21世纪赢得了城镇地区的低失业率。

第六节　可供学习借鉴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济已经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农业经济转型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凭借最近30年中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9.9%的推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动机。得益于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封闭的经济体华丽转身为一个先进而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卓有成效地改变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面貌，并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汲取两条主要的经验。首先，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采用了与劳动力丰富这一潜在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发展战略，当时中国错误地将重工业作为发展的优先事项，并选择了一整套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政策，投入要素和产出品的价格被扭曲，以适应这一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企业无法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自力更生。相比之下，一旦中国选择了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大力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扭曲的要素价格得到矫正。企业被赋予足够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利润在企业内部和政府之间进行分享，以激励中国人的首创精神。那么，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并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因而，中国有能力积累资本和提高在产业链中的阶梯位置，逐步发展更多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次，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甄别并因势利导发展与各自潜在竞争优势相符的新兴产业。在任何行业，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通常不太清楚或并不太关注本国经济的要素禀赋。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真实反映本国经济中各要素的充裕或稀缺状况，众多企业才会遵循本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林毅夫，2009）。各要素之间的相对比价关系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要素市场的所有价格扭曲，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然而，各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创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它们还需要在甄别和因势利导推动经济结构形成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基于以下的原因（林毅夫，2012）：首先，有关产业升级的信息获取需要政府拿出专门的投资。随着一国经济中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单纯一家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来收集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在全球制造业前沿有哪些产业与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匹配。此类信息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因收集这些信息是代价不菲的；但企业分享这些信息的边际成本则接近零。政府应该收集并分析此类信息，以避免在此类信息上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投资。

再次，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需要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之间开展协调配合。某个行业的一家企业或许不能将各类要素投入的供应问题内在化，比如，依靠内部力量解决熟练劳工和本行业专门技术的问题。此外，一家制造企业升级取得成功也需要一个成熟的、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软件系统，如金融机构和市场分销机构。这些要素几乎无法由某个特定企业来提供。相反，政府可以为不同行业多家企业之间的协调配合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最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一个风险很高且代价不菲的投入。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不得不为新产品和较好的加工技术支付巨额的研究开发费用，但它们同时承受了高概率的失败风险。由于新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其他企业将追随并分享额外的经济效益。倘若研发企业的利益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得到保护，很少会有企业具有投资开展创新的动机。相应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将会趋于停顿。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专利体系不同，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往往缺乏成熟市场和全球产业前沿原本提供的、适当的专利保护。作为补偿，政府必须为此类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这方面，政府的调节和指引是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并未提供一个优秀范例来阐明这一理念。

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能甄别适当的经济增长机遇，以及如何能因势利导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2012）建议采用一个具有六个步骤的框架。

第一，某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一个参照对象，即一个要素禀赋相似但人均收入比本国高出一倍的成功国家。譬如，中国可以作为越南和印度的学习借鉴范例，因两国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度，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越南和印度的两倍多。

第二，通过甄别中国的前十大贸易品，某国（如印度）政府可将本国企业已经进入的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政府应实施一整套政策来消除壁垒或缓解价格扭曲，而这些价格扭曲或妨碍国内企业提升产品的价值链，或妨碍其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一个良好的范例是，中国在80年代采用各种政策鼓励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有任何产业并未纳入对照组但被证明具有竞争力和生机活力，则政府也应该因势利导为此类企业提供必要的产业政策扶持。

第三，倘若没有国内企业涉足一些参考对照行业，政府应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企业可以从这类外商直接投资中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90年代初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左右，随后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维持在3%的较高水平。80年代海外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激增，为国内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并明显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令其从一个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更具资本密集型特点，甚至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产业。

第四，倘若某个国家由于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陷入一个不利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该国政府或许可以像中国一样采用双轨制改革。尤其是，设立各类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将有助于鼓励形成产业集群，由于资源有限和收入较低，政府不可能在整个国家都构建起令人满意的基础设施投资。如表1-6所示，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共设立超过160个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和高科技开发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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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截至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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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orghton（2005），作者自己编译。

第五，政府应该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此类鼓励政策或许包括短期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直接贷款和获准使用外汇储备。譬如，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给予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授予这一优惠政策也比承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国民待遇”标准要理性得多。因此，一国应根据自身要素禀赋推动的潜在比较优势来更新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协调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七节　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经济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工业比重更高，但不太具有竞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还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最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相类似，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且并非完美无缺。譬如，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绊脚石（Hsieh-Klenow，2009）。因此，中国双轨制改革的遗产，如金融结构中残留的价格扭曲、课征资源税，以及服务业中的垄断现象，还需要推行进一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第二章　中国和东盟贸易及产业比较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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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采用UC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1分位行业数据，研究了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并针对东盟各国如何提高贸易竞争力给出建议。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既存在互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会促进东盟国家同行业的出口。然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则会挤出东盟各国同行业的出口。近年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既给东盟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面临挑战。东盟国家可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R&D投资和培训更多的熟练工人等，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节　引言

除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过去20年中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速度最高。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发展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它们在2011年依然维持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亚洲生产了世界上50%的汽车、62%的液晶显示屏、86%的智能手机以及100%的数码相机（Hiratsuka，2013）。21世纪，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大多数国家的外贸往来中与中国的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GDP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和日本。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维持高速增长，其近十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2013年中国的GDP是9.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同期GDP（16.8万亿美元）的一半。此外，2013年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的GDP为16.2万亿美元，非常接近于美国的同期水平值。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渐向东亚转移，新兴的东亚经济体已经做好准备从亚洲经济增长中受益。201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总GDP为20.5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的GDP占总额的55.7%。2012年，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为7.6%。在过去20中，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在内的新兴东南亚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2000—2011年，这些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2011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5%、5%和5%。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柬埔寨和老挝在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4%和8.5%。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在内的新兴东亚经济体在未来的十年中甚至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一些东亚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维持了30年以上超过6%的经济增长。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也在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和东盟实现了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化出口增长率约为13.7%，其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8.4%一直增长到2007年的39.1%。而东盟十国在过去十年平均出口增长率为7.9%。自1975年以来，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内的六个相对发达的东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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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3.6%。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接近200%。1993年以来，包括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在内的四个不太发达的东盟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约为38.4%。

自中国和东盟自贸区谈判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的贸易额迅速增加。2014年，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第三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和美国。如图2-1所示，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出口迅速增加。2000年，中国出口到东盟和东盟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分别仅占其出口总额的6.94%和4.96%。而到2011年，中国的总出口额为1.9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到东盟的部分占8.96%。东盟的总贸易额为9285亿美元，其中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占到15.32%。此外，中国和东盟双边进口额也稳步增长。2011年，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为1930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11.1%。与此同时，东盟从中国进口了1530亿美元的商品，占其总进口的13.4%。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和东盟的工业结构互补性较强，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使得一些产品能够以更低成本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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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总出口额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欧国家的需求疲软，进而导致中国出口的增势放平。此外，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攀升，其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相比投资和出口将更多地依赖消费，相比工业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这为东南亚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扩大其经济水平提供了机会。那么中国的贸易如何影响东盟的贸易？更重要的问题是，东盟国家如何抓住中国增长放缓的机会，进一步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本章将从三个方面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将利用SITC 1分位行业数据，通过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并区分了中国出口到东盟以及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其次，我们计算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并在行业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比较。最后，我们将研究东盟各国如何提高其贸易竞争力，并给出政策建议。本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章主要使用的数据和主要变量的衡量；第四部分提供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证据；最后为结论。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亚太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Wong and Chan，2003；Ba，2003；Leong and Samuel，2006；Acharya，2014），而贸易关系则是我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重要方面。随着2010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本章主要和三个方面的研究相关。首先，本章与中国崛起对那些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影响的研究相关。尽管中国崛起对其他经济体的威胁是普遍的，但考虑到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和出口结构（Wong and Chan，2003；Shafaeddin，2004），不少研究预期中国崛起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最大的（Lall and Albaladejo，2004）。一些研究强调中国崛起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同时存在竞争和互补效应，而并非一个零和博弈（Felker，2003；Shafaeddin，2004；Ravenhill，2006；Coxhead，2007；Coxhead and Jayasuriya，2010）。

本章的研究还与垂直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方面的文献相关。亚洲国家在全球化生产中担任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Feenstra，1998；Gereffi，1999；Ber-gin et al.，2009；Koopman et al.，2014；Yu，2015）。作为东亚和东南亚区域贸易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将会增加其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中间品需求（Chirathivat，2002；Mcdonald et al.，2008）。Percival（2007）指出东南亚国家在缓解中国巨大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尽管东南亚国家在出口最终产品上难以和中国竞争（Weiss and Gao，2004；Greenaway et al.，2008），但它们能够从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的增加中获益。此外，随着全球化生产系统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将在垂直化贸易中技术密集的产业上共同发展（Wong and Chan，2003；Lall and Albaladejo，2004；Coxhead and Jayasur-iya，2010）。

本章还与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相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普遍认为一个有效的贸易协议将会促进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并提高其经济福利（Wong and Chan，2003；Shafaeddin，2004；Antkiewicz and Whalley，2005；Lee and Park，2005；Urata and Kiyota，2005；Lee and Shin，2006；Mcdonald et al.，2008）。中国和东盟自贸协议也将会为贸易双方带来正的净贸易收益（Chirathivat，2002；Wong and Chan，2003；Tongzon，2005）。

第三节　数据和主要变量衡量

东盟和中国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均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库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商品贸易数据库，它提供了世界各国细化到行业层面的商品贸易数据。关于行业分类，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三个标准：国际公约协调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编码）、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以及按经济大类分类（BEC）。本章主要使用1分位的SITC行业数据
13

 来识别中国贸易对东盟同行业贸易的异质性影响。而国家层面的贸易数据则来自CEIC数据库
14

 。

此外，GDP、制造业附加值、劳动人口、城镇人口、简单平均的关税以及东盟各国对美元的汇率的数据都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等于其附加值和制造业劳动人口的比值。值得一提的是CEIC数据库中的数据为从其他统计机构搜集和整理而来，包括各国的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总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此外，由于CEIC数据库中缅甸的GDP数据均为截止到每年3月底而并非12月底，本章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数据库中搜集了缅甸截止到每年12月底的GDP数据。


一、出口额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出口迅速增加。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在2003年达到顶峰，约为41.8%，随后逐渐下降，并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变为负值，近年来则迅速反弹。由表2-1可知，2011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是2000年的8.7倍。此外，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而全球金融危机时，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7.1%。除了2009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的增长速度都要快于其GDP和总出口的增长速度。如表2-1所示，2011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
15

 的15.3%，占其总GDP的6.4%。

我们将东盟十国根据经济实力分成两组，分别为六个相对发达和四个较

不发达的东盟国家。2000—2011年，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在内的六个相对发达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逐年增加，贡献了超过90%的东盟对中国的总出口。尽管其他四个较不发达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仅占东盟对中国总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十分迅速。2002年以来，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对中国的出口逐渐增加。此外，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或者GDP的比重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全球金融危机时有所减少，但是在2009年后便迅速反弹并一直上升。

表2-1　东盟对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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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缅甸的GDP数据来自IMF的全球数据库。除特殊说明外，其他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如果原始数据为按照本币标价，则本章采用当年汇率的平均值将其转化为相应的美元数值。此外，东盟总的贸易额不包括东盟各国内部的贸易。


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李嘉图模型，一国的贸易模式和其比较优势密切相关。关于一国比较优势的衡量有很多方法，本章采用的是Balassa（1965）中提出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t
 时期国家c
 行业k
 的显示比较优势（RCA）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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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
kct

 为t
 时期国家c行业k的总出口。RCA指数在控制出口总额的情况下，衡量了国家c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出口优势。如果RCA
kct

 大于1，则国家c在行业k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反之，则国家c在该行业上具有比较劣势。

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故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也应该在行业上具有异质性。因此，本章衡量了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在SITC 1分位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根据表2-2，东盟在动物和植物油、脂肪和蜡行业上具有十分强的显示比较优势，其RCA指数平均在5.7左右。此外，东盟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上具有弱比较优势。2000—2011年，东盟逐渐失去其在制造机械和运输设备方面的比较优势。然而，东盟包括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将采用每一个东盟国家在SITC 1分位上的RCA指数。

表2-2　中国和东盟的RCA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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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东盟的RCA指数为所有在UC Comtrade数据库中有出口数据的国家的RCA指数的算数平均。

2000—2011年，中国在食品和活畜、饮料和烟草、除燃料外不可食用的原材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物和植物油、脂肪和蜡、化学品及相关产品行业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些行业的RCA指数均小于1。其中，中国在动物和植物油、脂肪和蜡这一行业上最不具备比较优势，其RCA指数平均为0.08。然而，中国在制造业上始终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在各杂项制造业产品生产上的RCA指数均保持在2.2以上。此外，中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这一行业的RCA指数逐渐从2000年的0.8增加到2011年的1.45。

第四节　实证结果

由于中国和东盟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贸易结构，因而文献中普遍认为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互补效应。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出口结构一方，使得中国崛起对东盟的威胁最大，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12年之后逐渐放缓，这为东盟各国提供了发展机会。在考虑中国和东盟各国行业比较优势差异的基础上，区分了中国贸易增加对东盟贸易的竞争和互补效应。具体而言，我们从三个方面研究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首先，计算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并在行业和时间层面进行了比较。其次，利用行业数据，将中国的出口分成对东盟和对其他国家出口两个部分，并分别研究了它们对东盟出口的影响。最后，探讨了东盟各国如何能抓住当前的发展机会提升其贸易竞争力。


一、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


为了分离中国出口增加对东盟出口的竞争和互补效应，在实证回归中考虑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两个指标。若东盟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则其可以选择更多种类的中间品进行生产，并可从进口中间品中学习新的生产技术，这些能够帮助东盟提高其技术水平和最终产品质量。因而，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将会促进东盟的出口。本章将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这一影响定义为互补效应，反映了中国和东盟的出口的互补性。另外，东盟和中国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将会挤出同行业东盟的出口，即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为了区分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竞争和互补效应，本章考虑以下形式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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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kct
 表示t时期东盟国家c行业k的总出口；CEX＿ASEAN
kct

 表示t时期中国行业k对东盟国家c的出口；CEX＿ROW
kt

 表示时期t中国行业k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X
kct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如国家c简单平均的关税以及其对美元的汇率等；α
 
k

 、
c

 和ε
t

 分别表示行业、国家以及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ω
kct

 表示异质性冲击；β
 
1

 估计了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互补弹性，因而文章预期其回归系数为正；相反，β
 
2

 则估计了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替代弹性，因而文章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

表2-3考虑了四种回归形式，且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然而，仅（2）及（4）列控制了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仅（3）和（4）列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如（1）列所示，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将会促进东盟的出口，即互补效应。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则会挤出东盟的出口，即替代效应。此外，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随时间逐渐增大，这和2000年以来东盟出口逐渐增加的事实相吻合。在控制了国家和行业层面固定效应之后，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对数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对数的回归系数略微增加。和（1）列的结果相比，（3）列中两个主要回归系数的大小有所下降。和（2）列的结果相比，（4）列中互补效应略微变弱，而替代效应有所增强。且这两个回归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具体来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加1%，东盟同行业的出口显著增加0.22%；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加1%，东盟同行业的出口将显著减少0.45%。

表2-3　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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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
kct

 表示t
 时期国家c
 行业k
 的总出口。所有线性回归的标准误均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并注明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度水平。

此外，本章还研究了中国出口对东盟同行业显示比较优势的影响。尽管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依然导致东盟同行业出口的增加，但是其对东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中国出口的增加是否会使得东盟同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提高取决于中国和东盟出口增加的相对大小。然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将会挤出东盟的出口，进而导致东盟同行业的比较优势降低。尽管回归中，两个主要回归变量的系数都和表2-3一致，但它们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因为回归同时控制了时间、国家和行业层面固定效应以及其他变量，而回归的样本相对较小。


二、出口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根据文献和实证分析，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既存在互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那么面临中国近期增长放缓的现状，东盟各国如何才能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竞争力呢？本章将利用CEIC数据库提供的国家层面贸易数据，在引力模型
16

 的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根据引力模型，文章进一步控制了东盟国家的GDP和世界GDP中扣除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部分。此外，为了研究东盟国家如何能提高其贸易竞争力，文章还控制了劳动人口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表2-4中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间层面固定效应，但仅回归（2）控制了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如（1）和（2）列所示，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和表2-3（4）列相比，其数值略增大。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对数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但并不显著。此外，东盟GDP和世界GDP中扣除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部分的对数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并不显著。
17

 （1）和（2）列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对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具体来说，东盟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其出口显著增加0.9%。因而，东盟各国可通过提高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竞争力。

表2-4　东盟出口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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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线性回归的标准误均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并注明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度水平。


三、出口、贸易自由化和城镇人口


东盟各国可以通过提高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竞争力。那么它们又如何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呢？文献中通常存在两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贸易自由化和内部提升机制。贸易自由化包括关税减免和自贸区协议等，使得本国企业面临更强的进口竞争，进而使得只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会被迫退出市场，因而本国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提高，其出口竞争能力也会上升。内部提升机制则是指东盟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提高其出口和竞争力水平，如增加R&D投资、雇用或培训更多的技术工人等。

表2-5中（1）列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影响，（2）列则考察了城镇人口数目对其出口的影响。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及国家层面固定效应。由（1）列，关税减免将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显著提高。具体来说，一国的平均关税下降1个百分点，其出口将显著增加0.04%。由（2）列，城镇人口增加1%，东盟国家的出口显著提高1.24%。随着城镇人口数目的增加，预期技术工人数目也会增加，因而东盟出口的竞争力也会提高。此外，（1）和（2）列中，中国对东盟出口对数的回归系数和表2-3类似，均显著为正。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回归系数尽管为负，但其在（2）列中并不显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对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外，文章还考虑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关税以及城镇人口数目的交互项的影响，但可能由于样本相对较小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表2-5　关税、城镇人口和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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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和（2）列中还控制了GDP，但其回归系数并未列示。所有线性回归的标准误均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并注明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度水平。

第五节　小结

为研究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本章计算了中国和东盟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并使用1分位的SITC行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进而为东盟各国如何增加出口、提升贸易竞争力提供建议。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互补效应。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会促进东盟同行业的出口。相反，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则会挤出东盟同行业的出口。中国经济增长变弱为东盟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东盟各国可通过提高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竞争力。具体而言，东盟各国可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内部提升机制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出口。贸易自由化包括关税减免、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加快自贸区谈判等；内部提升机制则包括增加R&D投入、雇用或培训更多的技术工人等。


第三章　贸易保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18



麦敕勒（1949）指出，大国对进口行业征收关税可能会降低其国内相对价格，因而减少了它在经济中的产量份额。针对这一观点，本章发展了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转换对数函数系统的一个理论模型，并据此估计美国贸易政策对其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通过采用美国的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成员的行业面板数据，并在控制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后，得出了服装和玻璃行业呈现高关税导致低产量份额这一现象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内生性后，及运用各类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作为测量行业保护的工具后，这些发现也同样稳健。因此，本章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贸易中该领域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证明了麦敕勒悖论理论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的确在服装业中存在。

第一节　导言

传统国际贸易学认为一国进口关税的增加会导致进口品国内相对价格的上升。但麦敕勒（Metzler，1949）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悖论”——大国进口关税的增加对其进口品国内相对价格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进口关税本身直接增加了可进口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进口需求的减少压低了外国相对价格，换言之，进口关税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如果前者的影响小于后者，那么即使加上了关税，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也将下降。

基于上述推论，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了产生麦敕勒悖论的充分条件。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一些重要的相关文献，如Komiya（1967）、Minabe（1974）、Batra（1984）、Chipman（1990）、Endoh and Hamada（2004，2006），等等。但是，时至今日，麦敕勒悖论仍只是被看作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且未被任何实证研究证实或推翻过。本章的目的在于弥补这方面实证研究领域中的空白。更确切地说，我们试图研究麦敕勒悖论是否会在大国（尤其是在美国）发生。

对麦敕勒悖论进行实证检验是一项非常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观察到的价格数据已是吸收了进口关税和贸易条件两个方面变化之后的事后（ex-post）数据。因此，如果不是绝无可能的话，要从事后数据中区分出大国关税对其行业影响的两种不同变化的确困难。

然而，尽管我们无法观察到进口关税对国内价格的直接影响，我们却能设法估计出进口关税对国内产量份额的间接影响。当然，这里我们应该意识到，国内产量份额的下降并不足以证明麦敕勒悖论的存在：进口竞争型行业产量份额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关税增加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行业的产量份额下降可能是由于要素禀赋随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的。要素禀赋之所以会随时间变化则可能是由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例如，在一个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中，若劳动力从外国转移到本国，则根据罗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因得到更多的劳动力而相应地扩张。

第二，另一个可能导致本国行业产量份额下降的原因是出口导向型（export-biased）的技术进步。出口导向型行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就会导致可出口产品的扩张。因此，资源将从进口部门流入出口部门，进而引起进口部门的缩减。

第三，经济中的非贸易部门的扩张也会引起贸易部门相对萎缩，进而导致进口竞争型贸易部门相对收缩。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其他的国内行业政策（如生产补贴）也可能会使出口行业扩张和进口部门萎缩。

第四，需求面的因素也会引起一行业产量份额的变化。例如，一行业产品的替代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消费者增加对该行业产品的购买，从而导致该行业产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上升。换言之，一行业产品的替代品价格的上升会（因需求曲线的右移）导致该行业在GDP中所占的产量份额上升。相反，一行业产品的互补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消费者减少对该行业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该行业的产量份额。

因此，为了从实证上证实麦敕勒悖论的存在，我们必须控制可能影响行业产量份额变动的其他因素。以往的研究表明，可以用GDP转换对数函数的模型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能够准确清晰地体现出各行业的进口关税、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变动对某一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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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GDP转换对数函数实证估计研究包括Burgess（1976）、Kohli（1990a）、Learmer（1984）、Harrigan（1997）及Feenstra and Kee（2004）等。对偶理论已证明了估计总成本函数与估计GDP函数是相等价的。因此Bur-gess（1976）就通过估计总成本函数得到美国的贸易品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其非贸易品是劳动密集型的。

相应地，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利用主投入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数据直接来估计GDP对数函数。运用这种方法，Kohli（1990a）得出美国的消费品是资本密集型而其出口品和投资品则是劳动密集型的。另外，由于行业产量份额也受到技术差异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也是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Harrigan，1997）。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使用GDP转换对数函数的模型来检验出口的多样性对一国生产力的影响（Feenstra and Kee，2004）。

总之，用估计GDP转换对数函数的方法来估算国际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变动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是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来对麦敕勒悖论进行实证研究。如果在进口竞争性行业存在麦敕勒悖论，那就意味着，在控制了许多其他因素之后，增加进口关税后仍然导致了该行业产量份额的下降。我们接下来也会检验各种非关税壁垒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因为非关税壁垒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也有重要影响。由于小国无力改变其贸易条件，故麦敕勒悖论只可能在大国发生；美国又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于是我们用美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的代表来估计。在这里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我们只采用七个主要制造业（食品、服装、造纸、化工、玻璃、金属和机械）的相关数据来进行估计。

当然，一行业产量份额的下降可能反过来使国内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因此去游说政府采取有利于该集团的贸易政策（Grossman-Helpman，1994）。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用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控制这种由反向的“因果倒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事实上，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我们依然发现在一些部门（如服装部门）存在麦敕勒悖论所描述的现象：高行业保护导致低行业产量份额。

第二节　麦敕勒悖论

为了理解麦敕勒悖论，我们考虑一个两部门的标准经济：出口部门（x
 ）和进口部门（m
 ）。其GDP函数为：

GDP=p
x

 y
x

 +p
m

 y
m

 　（3-1）

其中，p
x

 、
m

 、
x

 和y
m

 分别代表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的价格及产量。我们先来分析进口关税的直接影响。图3-1显示了一个小国自由贸易平衡时，该国经济在E0
 点进行生产，这是该国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斜率为-pm
 /px
 的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在进口关税为τ的情况下，新的均衡点为E1
 。因此，该国生产更多的可进口品，同时进口品价格上升，进而使该国的产量份额上升。

[image: ]
图3-1　有关税的小国均衡



在存在从价关税（τ
 ）时，该国生产的可出口品减少，生产的可进口品增加；因此，进口部门扩张（从M0
 至M
1

 ），而出口部门萎缩。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大国却未必成立，因为进口关税增加会改善大国的贸易条件。如图3-2所示，进口品关税的存在使得可出口品国内相对价格较低，因而本国生产者会降低可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同时，本国消费者会转向较为便宜的可出口品的消费，换言之，可出口品的相对需求上升，于是，该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因此，麦敕勒（1949）指出，对一个大国而言，进口关税的增加可能会降低本国进口品的相对价格：

当然，进口关税是导致国内进口产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进口关税也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本国进口品相对于其出口品的世界价格下降了，即改善贸易条件。而且这种间接的下降效应可能超过直接的上升效应。

[image: ]
图3-2　进口关税增加可能改善大国贸易条件



注：本国的进口关税提高了可出口品的相对需求，降低了其相对供给，从而本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当该国采取非关税贸易措施，如出口补贴的，类似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可出口品增加，因而其相对供给上升。同时，由于消费者将用可进口品代替可出口品，其相对需求下降。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共同作用使得该国贸易条件恶化。当间接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超过出口补贴带来的直接效应时，可出口品的市场份额就会下降。

为便于直观理解，现举一例说明。假设出口价与进口价世界价格比（P
x

 /P
m

 ）为1/3，进口品关税为10%，则当进口国为小国开放经济时，其出口价与进口价国内价格比为1/（3×1.1）=1/3.3。显然，进口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上升（因为1/3＞1/3.3）。但当进口国为大国开放经济时，其贸易条件可能改善。假设出口价与进口价国内不含关税时价格比现因贸易条件改善上升到1/2，则算上关税后为1/（2×1.1）=1/2.2，进口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因为1/3＜1/2.2），而这正是麦敕勒所指的悖论。

麦敕勒（1949）指出，如果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进口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关税将会提高国内的进口品相对价格。进一步地说，当考虑到关税收入的再分配时，若关税收入转移到私人部门并被私人部门而非公共部门消费，则该国贸易条件必然会改善。

由于麦敕勒1949年的模型仅包括贸易品，Komiya（1967）和Batra（1984）把非贸易品也包含在模型中，重新检验了麦敕勒悖论。他们都在理论上证明了，在与麦敕勒所推导的充分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麦敕勒悖论仍然存在，只是他们在这个条件下对参数的解释有所不同。Minabe（1974）指出，对麦敕勒悖论的理论分析，应使用平均弹性而不是点弹性。他还证明了，如果从价关税较高，则麦敕勒悖论将不复存在。

在最近的研究中，Endoh and Hamada（2004，2006）则研究了麦敕勒悖论不存在的条件。他们都指出，当斯拉茨基矩阵可逆时，麦敕勒悖论将不复存在。换言之，在麦敕勒（1945）提出的总替代假定下，如果贸易伙伴间用总替代矩阵所表示的产业结构相互类似，就意味着收入效应不显著，此时麦敕勒悖论将不复存在。鉴于收入效应与收入转移密切相关，Chipman（1990）则着重讨论了麦敕勒悖论的收入转移问题。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关于进口关税对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影响的文献均是单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麦敕勒悖论是否在实证上得到支持还有待回答。

在美国，行业进口关税增加会如何影响其行业产品份额呢？在图3-3中，运用1974—1990年美国与14个OECD贸易伙伴间的平均进口关税数据，首先在图3-3中来描述其七个主要制造业（食品业、服装业、造纸业、化工业、玻璃业、金属业和机械业）中关税与行业产品份额间的关系。从图3-3中初步观察到，高关税导致了这所有七个行业的产量份额下降，这明显与传统认识相悖。因为根据传统理论，某行业进口关税的增加会使资源流入该行业，从而提高其产量份额。换言之，麦敕勒效应可能在这些行业中存在。当然，单是数据结构的简单描述并不足以说明这七个行业全部存在麦敕勒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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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美国制造业七个行业的进口关税与行业产量份额的关系



注：以上每张图都是用文中提到的数据计算的。

第三节　实证模型

将上述标准的GDP函数模型从两类商品拓展到多种商品，我们得到如下的GDP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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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p
1

 ，……，p
N

 ）是N种商品的价格，V=（v
1

 ，……，v
M

 ）是M种要素的禀赋，t
 是时间参数，用来描述技术进步。在文献中，如Harrigan（1997），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这种方法只有在假设技术是希克斯中性时才有说服力。在这里，我们考虑更一般的技术变化，而不仅仅局限于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因此，我们采用一个更一般的方法，这种方法在Mckay, Lawrence and Valstuin（1983）的文章中使用过。我们只用时间趋势作为刻画技术进步的变量，这主要是考虑到技术水平是由于技术变动而随时间演变的，因而技术水平就表现为时间的函数。

我们使用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数函数式，事实上，该式曾被Christensen, Jorgenson and Lau（1973）；Diewert（1974）；Kohli（1978）；Feenstra（1994）以及Harrigan（1997）等采用过。这种函数形式很灵活，它提供了所述GDP函数的二阶近似表达式。确切地说，它具有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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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GDP对数函数的参数，我们有三个限制条件。首先，假定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价格对GDP的影响是一次齐次的，这在Kohli（1978）等的研究中使用过。因此，我们对相关参数有如下限定：

[image: ]


其次，为了保证要素投入对于GDP的影响也是一次齐次的，我们假定：

[image: ]


最后，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根据Young定理，我们假定GDP对数函数的对称性成立：[image: ]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进口关税对其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我们可从式（3-3）中获得第i个产业的产量份额s
i

 
20

 ，因此，将对数GDP函数（3）的右边进行微分，我们得到下式（具体推导详见附录）：

[image: ]


这表明，第i个部门的产量份额取决于技术、价格以及要素禀赋。利用这些变量的数据，我们可以估计出相应的参数γ
0i

 、
ij
 、
 φik

 和φ
it

 。

众所周知，麦敕勒效应只会在大国开放经济出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是大国开放经济最理想的代表。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检验麦敕勒效应的样本国。目前，非贸易品部门已占美国GDP一个相当重的份额。
21

 为深入探讨进口关税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我们把所有商品分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类，这样我们可以控制非贸易品部门的影响。令贸易品价格为p*
 ，非贸易品价格为pn*
 ，我们把式（3-4）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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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星号（*）、N
T

 和N-N
T

 分别代表美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数量。

类似地，出口国c的产量份额函数可表示为：

[image: ]


为进行估计，我们将所有商品加总到一个统一的水平（如SIC 2位码）。这样，用式（3-5）减去式（3-6），我们得到不同国家每个行业的相对产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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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image: ]
 ，即产量份额对于价格的半弹性（semi-elasticity）衡量了部门j的价格对部门i的产量份额的影响。由于进口关税导致了各产业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之间存在差异，产量份额的交叉价格半弹性γ*ij与出口国c的相应γijc
 是相关的。为求简洁，我们假设国与国之间的此类参数完全相同：[image: ]
 。当然，真实的参数间可能存在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处理，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通常的处理做法是把它包含在误差项中（Feenstra，；2003）。类似地，我们也假定各国的罗勃津斯基半弹性[image: ]
 各行业j的从价进口税[image: ]
 选定某一年作为基年，我们把式（3-7）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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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式（3-8）最后四项分别衡量了GDP对本国价格的相对弹[image: ]
 [image: ]
 和进口国与出口国非贸易部门的价[image: ]
 对行业相对产量份额的影响。由于非贸易部门的价格数据目前无法获得，正如Harrigan（1997）所指出的，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把所有各项吸纳在一起并当成一个随机变量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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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个随机变量εict分解为三项：用来控制无法观察到的一国专有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别固定效应ηic
 、时间的固定效应μ
it

 以及一个用来体现所有未具体表述的影响因素
22

 的具有零期望异方差（σ2
i

 ）属性的特殊效应e
ict

 。也就是说，这个随机过程可以表示成更简单灵活的形式：



[image: ]


注意，这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已被与国别和时间对应的固定效应所表征。至此，我们可把式（3-8）写成下列实证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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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式（3-9）中，美国i行业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它自身的从价进口关税、（可用来衡量需求面因素的）其他部门的进口关税、各种要素的相对投入和产业技术水平。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每个产业的进口关税对自身产量份额的影响。为深入探讨这种影响，我们同样控制了出口国的相应产量份额、行业的固定效应以及年度相关的固定效应。

第四节　数据与估计结果

为估计式（3-9），我们用标准行业分类（SIC）4位码原始数据加总并分成七个主要的制造行业（食品业、服装业、造纸业、化工业、玻璃业、金属业和机械业）。如果所有产业产量份额的总和为1，则须在估计GDP对数函数时去掉一个等式（Feenstra，2003）。然而，由于这七个产业的份额总和小于1，我们可以直接对该GDP对数函数系统进行估计。


一、数据


表3-1概述了我们所用主要数据集的描述性统计量，我们在这里使用从价进口关税来表示美国的贸易政策。各国行业产量份额数据来自Mayer and Zignago（2005）
23

 。其他变量数据来源均列于附表。样本数据涵盖了1974—1990年17年，包括了美国的14个主要贸易伙伴（即13个OECD成员和墨西哥）。数据的覆盖范围与Harrigan（1997）类似：我们虽然没有包括德国，却增加了几个较小的OECD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爱尔兰、挪威和葡萄牙。我们也包括了墨西哥，因为它是目前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24

 表3-1包含了在七个主要产业中，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在产业产量份额之间差异的有关统计数据。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所涉及的七个制造业中，平均而言，美国的行业份额比重相对其OECD贸易伙伴都要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近年来在其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据BEA汇报，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逐年上升而制造业比重则是逐年下降的。
25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1987年仅为6%，但到1999年上升到近10%；制造业比重则由1987年的28%下降到1999年的23%。
26



表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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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变量来源参见附表。我们用美国的产量份额减去14个OECD进口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得到每个行业的产量份额差异。数据涵盖17年和14个经济体，共238个观察值。

各行业的SIC 2位码关税税率是由其SIC 4位码关税加总平均而得，后者则用行业所缴关税除以进口商品的海关估值得到。总体而言，如表3-2所示，在每个国家，食品、服装和玻璃行业的进口关税比造纸、化工和金属等其他行业要高一些。将1974—199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进口关税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主要是GATT/WTO各回合贸易谈判努力的结果。

表3-2　美国七大主要行业与14个国家的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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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来自Feenstra et al.（2001）。

更进一步地，各种非关税壁垒（NTB）在国际贸易政策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4年举行的GATT/WTO乌拉圭回合要求发达国家以接近40%的幅度削减进口关税，从而引起各国产业保护的手段从关税转向非关税壁垒。因此，我们也将非关税壁垒作为衡量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另一个指标来检验麦敕勒悖论。

非关税壁垒的数据主要基于UNCTAD多年的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TRAINS）所提供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1968年第二次修订版）。根据这种分类，非关税壁垒包括多种贸易措施，如价格控制措施、质量控制措施、海关费用、金融措施、技术性措施、垄断及其他各种综合措施。这里，我们按照Laird and Yeats（1990）的做法，用覆盖率和频率两种办法衡量非关税壁垒。确切地，行业的覆盖率定义[image: ]
 ，其中，wl i
 代表第l个产业总进口产品中产品i所占比重；而Il i是指示变量，当对该产品采取了某些非关税措施时，其值为1，否则为0。对应地，行业l的非关税保护频率定义为[image: ]
 ，其中，Nl是第l产业所生产商品总数；而I是指示变量，当对该商品采取非贸易措施时，其取值为1，否则为0。

表3-3提供了1990年后（1993年、1994年、1996年和1999年）美国对14个国家采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主要统计数据。在七个制造行业中，玻璃业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是最小的，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衡量，食品业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措施都是最高的。这意味着最近美国食品行业的生产商已从寻求关税保护转移到寻求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事实上，这些观察也与现实相符。美国对糖类的进口配额在2002年达到了140万吨，从而造成了其国内糖类价格比国际同类价格高出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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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美国七大主要行业对17个国家实行的非关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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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TB的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述数据涵盖1993年、1994年、1996年和1999年。NTM＿F表示非关税壁垒的频率指标，NTM＿C表示非关税壁垒的覆盖率指标，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文中有详细阐述。造纸业的数据未能获得。

要素投入的数据与Harrigan（1997）所使用的数据相一致。我们主要考虑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大要素投入。确切地说，我们把资本分为两个子类：非居住性建筑和生产性耐用品。我们同样把劳动力投入区分为三类：（a）高教育水平工人（即至少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b）中等教育水平工人（即至少完成了高中学业的工人），以及（c）低教育水平工人（即未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最后，耕地是用可耕土地乘以土地份额所得。


二、估计


我们的估计系统有七个等式。在每个等式中，因变量都是美国的产业份额，自变量是七个主要产业的从价进口关税、六种要素投入和一个衡量技术进步的时间趋势变量。除了时间趋势变量，其他所有变量都是对数形式，这意味着估计所得的系数可以解释为半弹性。

我们采用迭代的Zellner（1962）似不相关回归（SUR）并作两个限定：第一，对称性假定，行业i
 和j
 之间的产业份额交叉价格效应应当相等，即γ
ij

 =γ
ji

 。第二，所有要素投入的系数总和应当等于零，即[image: ]


表3-4报告了使用1990年以前的关税数据估计的主要结果。在这个SUR系统中，每个等式都包含三种类型的自变量：关税、要素投入以及时间趋势变量。我们同时包含了一个国别的固定效应和年度的固定效应，此处为节省篇幅而略去不予报告，但若需要可予提供。

由回归结果可见，各个行业的关税半弹性差异较大。在所有的七个系数中，服装、化工和机械行业的关税自半弹性（own semi-elasticity）是正值，食品、造纸、玻璃和金属行业的值是负的。机械行业的关税半弹性最大，然后是化工、服装、造纸、玻璃、食品和金属部门。特别地，化工、玻璃和机械行业的系数在常规统计水平下显著。正的系数意味着美国进口关税的增加促进了该行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扩张，这是增加进口关税后不存在麦敕勒悖论时的一般效果。进口关税的增加使该行业的制造商获益，从而刺激产品生产并促进行业扩张。

最有趣的发现来自玻璃业。玻璃业关税的自半弹性（-0.003）在统计上为负并高度显著。这意味着麦敕勒悖论在该行业存在。这个发现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关税的增加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并因此降低了国内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反地，化工业和机械业关税的自半弹性都在统计上为正并高度显著。这意味着麦敕勒悖论在该行业不存在。另外，由于食品、服装、造纸和金属的自半弹性都不显著，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麦敕勒悖论在这些行业是否存在。

至于进口关税对行业产出份额的交叉影响，其值正负均有。当某行业进口关税的交叉效应与其自身效应的符号一致时，两个行业是总体互补关系。与此相反，当自身效应和交叉效应符号相反时，两个行业是总体替代关系。例如，玻璃业的进口关税使本行业和服装行业显著收缩，但刺激了化工行业的扩张。这意味着玻璃制造部门与服装行业总体互补但与化工行业是总体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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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时间趋势变量反映了技术进步的效应（Mckay, Lawrence and Valstuin，1983），其回归系数对于所有制造业都是负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这段时期中，技术进步多出现于服务业，因而导致服务业的相对扩张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

最后，各要素投入对行业份额的效应整体上与Harrigan（1997）的结果一致。在表3-4中，资本投入被区分为两个子类：生产性耐用品和非居住性建筑。对大多数的制造业部门而言，生产性耐用品与行业产量份额正相关。有趣的是服装和机械行业的也显示正相关，但其系数是不显著的。与此相反，非居住性建设与美国行业产出份额是负相关的。上述发现意味着：（a）生产性耐用品的相对增长扩张了制造行业；（b）非居住性建筑对于服务行业至关重要，因此其相对增长导致了美国服务部门的扩张和制造部门的萎缩。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高教育水平与制造部门的规模正相关，中等教育水平与其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制造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对高度熟练工人的需求更大。低教育水平工人的系数正负均有，只有服装行业的系数为正且显著（0.09）。这是与事实相符的，因为纺织行业是一个相对下游的产业，只需要较低的技术水平。对于土地投入，在所有的制造行业中，可耕种土地与行业产量份额都是负相关的。这个意义很明显：根据罗勃津斯基定理，土地投入的增加将毋庸置疑地导致农业部门的相对扩张从而使得制造部门相对萎缩。


三、稳健性检验


为深入探讨贸易政策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我们也使用一个非关税壁垒的数据集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报告在表3-5和表3-6中。

表3-5报告了使用非关税壁垒数据对五个行业进行估计的结果（食品、服装、化工、金属和机械）。由于造纸行业的数据无法获得，而玻璃行业的数据又大量缺失，因此，这两个行业在此从略。我们首先使用覆盖率来衡量非关税壁垒，因为它具有可衡量每种被非关税壁垒保护商品比重的优点（Tre-fler，1993b）。各行业非关税壁垒对其产业份额的影响各有不同。其绝对量依次排列如下：金属（0.062）、食品（0.018）、化工（0.017）、机械（0.007）和服装（0.006），这五个行业的系数均为正值。这意味着当用非关税壁垒（覆盖率）来衡量贸易保护时，在所有考察行业中，我们不能肯定麦敕勒悖论的存在。相反，化工业的非关税保护自半弹性显著为正，说明该行业肯定不存在麦敕勒悖论，这也与表3-4的发现相符。

表3-5　利用非关税壁垒（覆盖率）数据估计而得的GDP份额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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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关税壁垒用其覆盖率来衡量。因数据缺失，玻璃和造纸工业未被统计。表中各列报告了食品、服装、化工、金属、机械五个行业的估计结果。括号数据为t统计量。因变量为各行业产量份额的百分比。自变量取对数。*（**）表示该系数在常规的95%（99%）置信度水平上显著。因篇幅所限，年度固定效应和国别固定效应此处从略。数据来源同附表。在每个等式中都有39个观测量。

由于非关税频率也是一种常用的衡量非关税壁垒的方法，因此我们也用它来检验麦敕勒悖论。如表3-6所示，化工业非关税频率正的自半弹性再一次说明了麦敕勒悖论在该行业肯定不存在。有意思的是，服装业非关税频率的自半弹性是显著为负的（-0.04），这表明了当用非关税频率来衡量保护水平时，麦敕勒悖论在该行业中存在。其他的行业则由于自半弹性系数不显著，因而我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表3-6　利用非关税壁垒（频率）数据估计而得的GDP份额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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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关税壁垒以其频率为指标。因数据缺乏，玻璃和造纸工业未予统计。表中报告了食品、服装、化工、金属、机械五个行业的估计结果。括号数据为t统计量。因变量为各行业产量额的百分比。自变量取对数。*（**）表示该系数在常规的95%（99%）置信度水平上显著。因篇幅所限，年度固定效应和国别固定效应此处从略。数据来源同附表。在每个等式都有39个观测量。

最后，我们在表3-7中总结了运用各种指标衡量贸易保护时所得的不同结果。很显然，在这七个制造业中，不管使用何种衡量指标，化工业都不呈现麦敕勒悖论。相对应地，当使用关税来衡量贸易保护时，玻璃业呈现了麦敕勒悖论。当使用非关税频率来衡量贸易保护时，服装业也呈现了麦敕勒悖论。至于其他行业，我们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

表3-7　各行业麦敕勒悖论存在与否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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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得结论来自表3-4至表3-6所回归估算结果。当一行业的贸易保护自半弹性在95%水平以上显著为正时，该行业没有麦敕勒悖论。相反，当一行业的贸易保护自半弹性在95%水平以上显著为负时，该行业则有麦敕勒悖论。当一行业的贸易保护自半弹性不在95%水平以上显著时，则答案为不确定。

至此，在控制了影响一行业产量份额的其他重要供给面和需求面的诸多因素之后，实证分析表明，在美国的某些行业（如服装业和玻璃业），当政府对其提高贸易保护水平时，其国内的行业进口价格因贸易条件的改善不升反降，从而导致其行业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其产量份额也随之相应下降。


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与内生性问题


本章先前的分析已在统计上清楚地表明了一行业的贸易水平如何导致该行业的产出份额变化。然而，仍有理由相信该行业由于产出的减少而会游说政府寻求保护。因此，贸易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来自各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诸如Brainard and Verdier（1997）之类的研究通过考察游说政府的成本来从理论上说明高保护行业有可能会出现低产出份额这一现象。这说明了行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干扰使得一行业的产出份额变化会反过来影响贸易保护的水平。换言之，为了使我们以上所得的实证结论更为可信，我们须控制由“动态累积倒果为因”而造成的贸易政策内生性问题。

如同Wooldridge（2002）一书所指出的，工具变量法是一个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当然，该方法的关键在于选取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理想上来说，该变量须与被工具化的自变量（在本章即是贸易政策）强相关而与因变量（在本章中即是行业的产出份额）弱相关。该工具变量还须通过且仅通过被工具化的自变量去影响因变量。在这里，我们选取了一行业的工会人数与该行业雇佣人数比作为该行业非关税壁垒政策的工具变量。这样做有以下原因相佐：

第一，许多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文献已指出规模较大的行业工会是与该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正向密切相关的。例如，Trefler（1993b）从实证上发现各种劳力特征（如美国行业工会规模与行业雇佣人数都同美国的非关税壁垒政策正向相关）。然而，倘若不考虑贸易保护渠道时，很少（如果有的话）有论文能发现工会大小与行业的产出份额有直接关系。

第二，由于数据缺乏的问题，我们只集中考察非关税壁垒政策的设定而不考虑关税壁垒政策的问题。如表3-3所示，我们用来估算的行业关税数据样本是1974—1990年。可惜的是，这一阶段相对应的美国各制造业工会数据在SIC 2位码水平上并不可得
28

 ，目前只有从1994年以后美国劳务部的汇报中才能获得这些数据。所以，我们只能集中考察非关税壁垒政策的设定。当然利用1994年以后非关税壁垒的数据仍然可以较好地体现这阶段美国经济的特点：自1994年的GATT/WTO乌拉圭回合以后，美国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多从以前的明保（关税）改为暗保（非关税壁垒）。

如表3-6所示，在未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只有服装业和玻璃业显现出麦敕勒悖论。由于玻璃业我们没有非关税壁垒数据，我们无法讨论其内生性问题。我们却仍可通过控制贸易政策的内生性进一步考察麦敕勒悖论是否真的在服装业中存在。表3-8汇报了利用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把表3-6所得的有关服装业回归结果放在表3-8的第一列。第二、第三列分别汇报了所用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服装业仍具有麦敕勒悖论。换言之，我们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3-8　服装业工具变量法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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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各回归中，因变量为各行业产量额的百分比。**表示该系数在常规的99%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值。因篇幅所限，年度固定效应和国别固定效应此处从略。

从技术面上来看，表3-8的各类相关统计检验结果均表明工会人数比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第一，第一阶段的F值在99%的水平上高度显著。第二，我们进一步检查这个工具变量是否与贸易保护水平相关。Anderson（1984）的经典相关可能性比率检验是用来判断我们的回归是否存在识别不足（under-identified）的问题。事实上，该检验结果高度拒绝模型识别不足的假设。第三，我们更进一步地检查该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仅为弱相关，倘若真的如此，此估计可能有偏。可是，Cragg&Donald（1993）的F值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这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第一阶段估算结果同样有效且可信。

最后，在表3-8的第四列，我们额外提供一个对工具变量有效性容易解释的证据。我们把工具变量直接作为一个自变量加到原回归方程中。倘若行业工会人数比率真的能直接影响该行业产量份额的话，那么我们预测该变量会统计显著。然而，如表3-8第四列所示，行业工会人数比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肯定了行业工会人数比率通过且仅通过行业贸易政策变量而影响行业产量份额变量。

第五节　小结

据我们所知，本章所介绍的文章是第一篇为麦敕勒悖论提供实证支持的论文。针对某个行业的进口关税可能会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而贸易条件的改善反过来导致了该行业规模的相对收缩。在控制供给和需求面的可能影响，并控制模型可能具有的内生性后，我们证实，麦敕勒悖论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在美国的某些制造业（如服装业）实际存在着。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在相关的经济分析中不能简单地将麦敕勒悖论予以排除。

本章的另一贡献在于方法论。使用一个GDP的转换对数函数模型，我们将贸易保护引入了传统的新古典贸易模型。以往的文献基本上都假设一个不存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框架来检验各种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国际分工的影响（Harrigan，1997）。在本章中，我们则考虑了一个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不为零的国际贸易框架，对新古典贸易模型进行了拓展。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模型中，诸如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等非贸易保护因素的经济效应均与先前的研究结论（Kohli，1991；Harrigan，1997；Feenstra and Kee，2004）高度相符。我们的模型由于考虑了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则可能更接近于现实。

倘若数据获得不成为问题的话，对本章的一个拓展则是可把农产品及非贸易品等直接包含在研究中，这样我们也许可能有更多有趣的发现。目前本章由于数据所限无法做到，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未来可扩展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生产率
29



本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文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文章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3.53%。

第一节　引言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是贸易实证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先前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最终品关税减免的影响。目前，研究重心转移到探讨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的影响上来。通常，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最终品关税减免（Amiti and Konings，2007；Gold-berg et al.，2010；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Amiti and Konings（2007）分析了印度尼西亚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发现企业从中间品关税降低所获得的生产率提升是从最终品关税降低所获得的生产率提升的两倍。此外，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发现对于印度一些行业中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甚至能够达到最终品关税下降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十倍。他们强有力地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间品关税下降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中间品投入，这比最终品关税下降造成的促进竞争效应更为重要。

不同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章发现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在21世纪最终品关税减免比中间品关税减免更能提高企业生产率。最终品（中间品）关税下降10%会使生产率提高9.3%（5.2%）。两类关税减免对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该结论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相比非加工贸易企业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占据中国总进口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进口享受零关税。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进一步下降对完全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无影响，但仍会影响到既从事加工贸易又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份额的增大，中间投入关税下降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降低。类似地，随着企业加工贸易份额上升，其内销产品份额随之下降，最终品关税下降带来的促进竞争效应随之减弱。

本章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丰富了现有文献。第一，文章丰富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增长的理解。中国占世界贸易10%的庞大的贸易体量一直被认为是其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一猜测几乎没有从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中获得支撑。
30

 本章的研究力图填补这项空白。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交易层面的海关数据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文章深入探究了对外贸易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第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加工贸易是重要的贸易形式。加工贸易是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本国加工之后再予以出口，赚取其中附加价值的过程（Feenstra and Hanson，2005）。为鼓励发展加工贸易，一国政府往往会对作为原料的中间品减免关税。尽管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存在一些研究
31

 ，但贸易改革和加工贸易的相互作用却很少被探讨。因此，在加工贸易享受特殊关税优惠的背景下理解贸易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显得十分必要。

第三，除了采用被广泛接受的在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的方法，本章进一步在企业层面衡量最终品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可能是由于数据所限，先前的研究通常利用投入产出表（如Amiti and Konings，2007）或是通过度量有效关税保护（如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来在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然而，这种便捷的方法可能存在缺陷。由于投入产出表并不区分进口中间投入和与关税减免不直接相关的国内中间投入，利用投入产出表可能无法精确度量企业面对的贸易保护程度。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生产数据和交易层面贸易数据中的丰富信息，本章能够新颖地构造出各企业面对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度量方法以估计贸易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据本章作者所知，这在文献中是在企业层面度量关税的首次尝试。值得指出的是，在采用传统的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的方法时，本章的估计结果保持稳健。

本章同时仔细控制了两类内生性因素：企业层面关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选择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首先，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其一来自关税本身的度量方法。由于企业可能进口多种产品，故用进口量作为权重能够反映某种产品对企业的重要性。然而，进口量与关税存在反向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当企业面对禁止性关税时，其进口和相应的进口权重为零。因此，中间品关税在度量上存在向下的偏误。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在所有回归估计中，企业层面关税在构造时均使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该权重根据企业第一次出现在样本年份的进口值构建。第二个内生性问题同关税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有关。关税可能会受到来自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如印度（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等国家可能会很大，但在印度尼西亚（Amiti and Konings，2007）等国家并不十分显著。鉴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0—2006年来自本国的压力可能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为了分析的完整性，文章仍采用工具变量（IV）方法以控制可能的反向因果。

另外一类内生性与企业自选择参与加工贸易有关。观察到一些中国企业同时参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而其他企业只参与一种类型的贸易，本章采用两种方法衡量加工贸易变量。首先，文章用一个加工贸易虚拟变量来识别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如果海关数据显示一个企业有加工贸易进口，则该企业被定义为加工贸易企业。然而，企业的加工贸易份额是内生的。企业首先要决定是否参与加工贸易，如果是，再决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为了处理这种自选择行为，文章使用了第二类Tobit模型。在第一步Probit估计中，文章发现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参与加工贸易以享受进口中间投入品零关税政策。在利用第二步Heckman估计得到企业加工贸易进口程度的拟合值后，文章在研究关税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主回归估计中将其作为加工贸易指标的度量以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决策的内生性。其他条件相同时，参与加工贸易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越低。

文章遵循标准的做法，分两步探究企业生产率与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关系。首先，文章使用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的方法来度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同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扩展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即使是在同一行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也可能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文章对各行业中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TFP分别进行了估计。文章同时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学习效应（De Loecker，2013）。尽管扩展的Olley-Pakes方法能够克服传统最小二乘（OLS）估计造成的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但其依赖于一个重要假设：资本对不可观察的生产率冲击更为敏感。然而，中国是劳动力充裕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在面对生产率冲击时，中国企业通常会调整劳动投入以重新优化生产行为（Blomstrom and Kokko，1996）。因此，文章同时采用了另外三种方法度量企业TFP：劳动生产率、Levinsohn-Petrin（2003）方法计算的TFP以及系统GMM方法计算的TFP（Blundell-Bond，1998）。由于系统GMM方法在估计TFP时控制了企业先前的生产率，能够避免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问题，文章将其作为度量企业TFP的主要指标。

理解贸易改革促使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相关机制同样十分重要。受之前研究的启发（Amiti and Konings，2007；Bustos，2011；Goldberg et al.，2010），进口中间品关税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十分明确，即关税降低使企业获得更多样的中间品投入。相对地，最终品关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其一是通过进口竞争压力直接使企业更具生产率，其二是通过淘汰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从而间接提高企业生产率。本章发现促进竞争效应更多通过企业在压力下提升生产率的渠道发挥作用，这与Horn, Lang and Lundgren（1995）的发现一致。本章也探讨了其他可能的渠道如进口广度与研发支出。与Amiti and Konings（2007）不同，利用本章数据集中的信息可以如Goldberg et al.（2010）一样直接测度企业的产品范围（在出口市场上）。此外，与Bustos（2011）类似，分析考虑了研发支出的信息。

最后，由于经济体层面的生产率是衡量一国福利的重要指标，本章最后一项工作是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加总时利用了Domar（1961）中的权重，该权重克服了开放经济中忽视纵向整合可能带来的加总偏差。简单来说，本章发现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降低至少贡献了同期生产率增长的13.53%。

第二节　加工贸易的特殊关税政策

加工贸易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进口部分或全部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在国内进行加工和组装之后，将增值后的最终产品复出口。截至2012年，根据海关总署的划分，中国共有16类特定类别的加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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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贸易类别当中，有两类是尤为重要的，即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33

 这两类加工贸易均享受零进口关税，但却有一处显著不同。在来料加工中，本国企业免费从其外国贸易伙伴处获得原材料和组装配件，但在本国完成加工后，必须将成品出售给同一外国贸易伙伴并收取加工费。相反，在进料加工中，本国企业在进口原材料时向国外出口商支付费用，同时加工后可以将成品出售到其他国家。

图4-1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一般贸易进口相比，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口只占总进口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在90年代初迅速增长，并在中国宣布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1992年超过了一般贸易进口。此后，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大于50%。有趣的是，80年代由于大多数中国企业缺少进口所需的资金，这一时期来料加工更受欢迎。自90年代后，进料加工更为流行。图4-2清晰地显示了这种趋势：在加工贸易进口中，来料加工进口与进料加工进口之比从2000年的0.41下降到2006年的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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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与一般贸易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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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中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



资料来源：海关贸易数据（2000—2006），作者汇编。

本章的首要目的是探究在加工贸易享受关税特殊优待的背景下，企业TFP如何对最终品和和中间品关税下降做出反应。因此，理解企业是否参与加工贸易是重要的。故所有中国企业被分为四类，即非进口企业和三类进口企业：一般贸易进口企业、混合型进口企业和纯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如图4-3所示，非进口企业不从事进口活动，所有原材料和中间投入都由本国市场获取。然而，非进口企业可以将其产成品销往国内和国际市场（如箭头（1）所示）。

在三类进口企业中，一般贸易进口企业不从事与加工贸易相关的进口活动，其只进口不用于加工贸易的中间投入品并且可以将产成品同时销往国内和国外市场（箭头（2））。
34

 与之形成鲜明对应，如图中虚线所示，纯加工贸易进口企业仅从事加工贸易活动，其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全部来自国外并将所有加工增值后的成品复出口（箭头（5））。这些企业充分享受进口零关税优惠。最后一类企业可能最为有趣，混合型进口企业既从事一般贸易（箭头（3））也从事加工贸易（箭头（4））。这些企业从加工贸易进口中享受零关税优惠，但仍为一般贸易进口支付关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混合型进口企业和纯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可能从事任何一类加工贸易活动，包括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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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四种类型的中国企业



注：虚线表示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实线表示企业非加工贸易进出口。

第三节　数据

为了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章采用了以下三组高度细化的大型微观面板数据：关税数据、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以及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

关税数据可以直接从WTO和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中获得。
35

 本章调用了中国2000—2006年在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 HS）6位码层面上的关税数据。由于产品贸易数据是基于HS 8位码水平上的，本章将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整合到HS 6位码层面以与关税数据对应。由于本章着眼于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影响力度，我们直接使用从价关税的平均税率来度量贸易自由化程度。


一、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


数据样本来自一个内容丰富的企业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库的企业总数从2000年的162855家上升到2006年的301961家。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在对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年度调查的基础上收集与整理的。数据库提供了企业三大会计报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全部信息。简单来说，数据库包含两类企业：全部国有企业（SOEs）和年销售额在500万元（770000美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36

 变量涵盖了企业主要会计报表中的100多个财务变量。

尽管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但一些样本信息仍不够准确从而存在误导性，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企业的错报。
37

 如同Cai and Liu（2009），本章采用以下标准去除异常样本。首先，重要财务指标（如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和工业总产值）有遗漏的样本被剔除。其次，雇员人数在8人以下的企业也被剔除，如Brandt, Van Biesebroek and Zhang（2012）提到的，这类企业在法律上是另一种企业形式。

根据Feenstra, Li and Yu（2015），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本章还剔除了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企业样本：（1）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2）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3）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4）企业识别编号缺失；（5）成立时间无效（例如成立时间在12月之后或在1月之前）。通过采用以上严格的筛选标准保证企业数据的质量，筛选后的企业数据在各年减少约50%（如附表1中（3）—（4）列所示）。

注意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一些中国企业本身不从事生产活动，仅是从其他本国企业处收集货物并出口或者向其他本国企业出售从国外进口的产品（Ahn, Khandelwal and Wei，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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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估计的精确性，本章在所有估计中将此类贸易公司从样本中剔除。特别地，名称中含有“贸易公司”或“进出口公司”字样的公司将被剔除。
39




二、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


高度细化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来自海关总署，覆盖了各贸易企业产品目录下的各种信息，包括产品的贸易价格、贸易量和HS 8位码层面的产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集不仅包含进出口数据，还细分出许多具体类别加工贸易部门的数据，如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数据。

表4-1报告了2000—2006年按年份和贸易方式整理的中国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统计摘要。总体上，在高度细化的HS 8位码层面上的18599507个交易层面观测样本中，有35%左右是一般贸易，65%左右是加工贸易。当用交易量作为衡量标准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比例：约43%的交易量由一般贸易贡献，进料加工占到约30%，来料加工仅占约10%，剩下的17%由除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外的其他类型加工贸易贡献。

表4-1　按贸易方式和年份分类的中国海关产品交易层面贸易数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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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合并


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是度量生产率的关键工具，而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则被用来辨识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但是，将企业生产数据和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合并面临一定的技术困难。虽然两个数据集拥有企业标识编号这一共同变量，但两组数据的编码系统却完全不同。
40

 因此，企业标识编号不能被用来当作匹配两组数据的桥梁。

为解决这一问题，依据Yu and Tian（2012），本章采用其他共同变量并利用两种方法来将两组数据匹配。首先，本章使用每个企业的中文名称和年份合并两组数据。即如果两个数据库中的某家公司在某一特定年份中拥有完全相同的中文名称，则其应该是同一家公司。
41

 如附表4-A1中详细描述的，文章利用原始的生产数据库获得了83679家匹配后企业，通过使用经上述方法精确筛选后的生产数据库，这一数字下降到总共69623家匹配后企业。为使精确匹配的企业数目尽可能多，本章采用另一种匹配方法作为补充。文章采用另外两个共同变量来标识每个企业：邮政编码和企业电话号码的后7位。这是因为每个企业都会属于某个邮政区域，并拥有自己独享并唯一的电话号码。尽管这种方法看上去很直接，但也存在一些技术上和操作上的难题。
42

 具体的合并步骤在附表4-A1中阐释。在将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合并后，本章最终得到同时出现在两个数据库中的76823家企业，同时包括了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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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合并后的数据占企业层面生产数据中全部有效出口企业数的40%左右，占出口值的53%左右。通过比较，本章数据匹配的成功率与其他使用同样数据库的研究（如Wang and Yu，2011；Ge, Lai and Zhu，2011）十分相当。

利用以上方法进行数据匹配的成功性如何？表4-2首先比较了合并数据集和全样本海关贸易数据集。在合并数据全部56459家进口企业中，一般贸易进口企业占到38.1%，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占到61.9%。如表4-2最后一列所示，这些数字与全样本海关数据中对应的数字较为接近：一般贸易进口企业占27.3%，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占72.7%。
44

 表4-2最后两行同时报告了合并数据集和全样本数据集中混合型进口企业和纯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在各年的占比。

表4-2　按照企业类型分类的合并后的进口企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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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匹配后的样本数据中包含56459个进口企业，而全样本贸易数据中包含217372家进口企业。

鉴于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对构建回归因变量（即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表4-3显示了2000—2006各年总销售额和总雇佣人数中由合并数据集中的企业贡献的比例。特别地，样本期间合并样本的出口值占全样本生产数据集总出口值的比例在50%—58%的范围内变动，这说明一些企业进入或退出用于计量估计的合并样本。合并样本同时包括了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
45

 此外，表4-4比较了合并数据集和全样本企业层面数据集的不同。合并样本比全样本企业层面数据集有明显更高的销售额、出口额和雇佣人数均值。这说明合并样本偏向大型企业，因此本章的结论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大型企业有效。

表4-3　匹配后样本及全样本数据中企业层面生产变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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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中的数据为匹配后样本中的销售额（出口额或雇员数目）与全样本中相应变量的比值。最后一列则为相应变量2000—2006年的平均值。

表4-4　匹配后数据与全样本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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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变量度量与实证方法

本节首先介绍了三个关键变量的度量方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和企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作为比较，文章同样介绍了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最后，文章讨论了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计量方法。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本章与Amiti and Konings（2007）一样使用改进的Olley-Pakes（1996）方

法度量中国在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假设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通常的估计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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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分别表示行业j中的企业i在第t年的产出、中间投入品、资本和劳动力。传统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计算真实产出和对式（4-1）进行OLS估计得到的拟合值之间的索洛残差获得。然而，采用OLS方法受到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这两个问题的困扰。企业至少能够预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部分变化，并据此优化要素投入以使利润最大化。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的要素投入有内生的反向作用。此外，低生产率的企业会被淘汰并退出市场，因此不会出现在数据集中，这意味着统计回归中的样本并不是通过随机选择产生的，并因此会造成估计偏差。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一种半参方法能够成功处理这两个问题。此后，包括De Loecker（2011，2013）和De Loecker et al.（2012）在内的许多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和改进。本章采用扩展的Olley-Pakes方法估计和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本章对各行业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函数分别进行了估计。基本思想是：不同行业可能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因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记作TFPOP1）需要分行业进行估计；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由于来料加工企业仅仅被动接受进口原材料而不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投入决策，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从事来料加工的企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也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生产技术（Feenstra and Hanson，2005）。在对非加工贸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中，由于非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可能出口也可能不出口其最终产品，本章加入了一个出口虚拟变量以反映进行出口的非加工贸易企业和不进行出口的非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率实现上的不同。同理，本章在控制方程中加入一个进口虚拟变量以反映非加工贸易进口企业和非加工贸易非进口企业（两类企业均进行出口）在生产率实现方面的不同。注意这两个虚拟变量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不是必要的，因为根据定义，加工贸易企业一定会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向国外出口产品。

企业可能通过加工贸易进口进行学习。如果通过加工贸易进口产生的生产率提升与投资同时发生，那么TFPOP1可能对资本的估计系数产生偏差。因此，如果不控制企业先前加工贸易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将会导致估计的生产率有额外的偏差。受De Loecker（2013）的启发，作为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记作TFPOP2）的另外一种方法，文章考虑了另一个控制方程，其中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企业混合在一起进行估计，更重要的是，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率从而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轨迹与非加工贸易企业相比存在内生的不同，一个加工贸易虚拟变量（若企业有加工贸易进口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被加入到控制方程中。

第二，本章使用了工业水平上的平减价格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一般期望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仅反映企业真实的技术效率。然而，此时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很可能同时反映了不同企业在价格、价格成本加成甚至投入要素使用方面的不同（De Loecker，2011；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用于消除不同企业产品价格不同的理想方法固然是使用企业特定价格进行平减（Foster,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2007）。然而，与多数其他研究一样，此类价格数据不可得。
46

 根据De Loecker et al.（2012），本章使用工业价格对企业产出进行平减。
47

 至于价格成本加成的问题，如Bernard et al.（2003）强调的，如果价格成本加成与企业真实效率正相关，则基于收入的生产率就可以很好地描述真实效率。

第三，本章在计算时将中国2001年加入WTO纳入考虑，因为这一正向需求冲击可以促使中国企业扩大规模经济，这也会反过来加大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的联立性偏差。特别地，在对资本系数的估计中，一个WTO虚拟变量（2001年之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被包括在内。

第四，国有企业（SOEs）属性也会影响企业利润率。中国国有企业通常受到国家的干预并且不一定进行利润最大化决策（Hsieh and Klenow，2009）。因此，构造国有企业变量并将其加入Olley-Pakes回归第一步的控制方程是重要的。
48



第五，在应用Olley-Pakes（1996）方法时，需要构造一个真实投资变量。本章采用永续盘存法作为真实资本和真实投资的运动规则。真实和名义资本存量根据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构造。
49

 本章使用了中国企业层面生产数据库中提供的准确的企业折旧率，而不是任意指定的折旧率。附表A2分别显示了各行业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生产函数的估计系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各行业内对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估计的规模弹性系数十分接近于常规模报酬系数。

扩展的Olley-Pakes方法假设资本对不可观察生产率冲击的反应服从马尔科夫过程，而其他投入要素不受到任何动态影响。然而，劳动可能也受不可观察的生产率冲击影响。如Ackerberg, Caves and Frazer（2007）强调的，Olley-Pakes方法可能没有足够的自由度来识别劳动力系数。这个考虑可能更贴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当面对不可观察的生产率冲击时，企业可能通过调整劳动力投入而非资本投入来重新优化生产行为。本章使用Blundell-Bond（1998）系统GMM的方法来刻画其他要素投入的动态影响。通过假设不可观察的生产率冲击依赖于企业之前时期实现的投入与产出，系统GMM法利用当期和上期所有类别投入要素来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建模。

特别地，模型有以下动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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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τi
 是企业i
 的固定效应；ζt是年份固定效应；PE
it

 是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当企业有加工贸易进口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当不存在测量误差时，随机误差项ωit无序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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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系统GMM法可以获得对模型系数的一致估计。其思想是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不是外生给定的，而会随资本的调整进行变化。总体上，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增加了0.17（由2001年的2.28到2006年的2.45），意味着年增长率为2.623，这与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的发现十分接近。


二、企业层面关税


企业可能生产多种产品，故其生产率可能受到多种关税的影响。因此，合理计算企业所面临的中间品关税水平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加工贸易进口在中国零关税。对于一个同时进行加工贸易进口（P）和非加工贸易进口（O）的企业，本章构建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FIT
i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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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是企业i第一次出现在样本年份对产品k的进口量。值得注意的是OUP=M，其中M是企业总进口的集合。加工贸易进口由于免关税，因此不包括在式（4-3）中。在构建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时之所以采用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是为了避免众所周知的权重的内生性问题：进口与关税存在反向关系。对面对禁止性关税的产品，其进口量和相应的进口份额为零，从而如果进口权重采用当期的进口量来衡量，企业关税就会面临向下的偏差。因此，根据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本章利用企业第一次出现在样本年份的数据来构造每种产品的进口权重。

接下来讨论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的构建。企业各种产品所有产出的国内价值是刻画产品对企业重要性的理想变量，然而该项数据目前尚不可得。因此，本章使用如下方法应对这种数据缺陷。根据Melitz（2003），高生产率的企业除了能在国内销售其产品外，同时也会出口。如此，则出口产品同时也会在国内市场销售。若假定企业的同一种产品在国内外销售的比例相同，对于年份t中的企业i
 ，本章考虑了如下形式的加权最终品关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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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是产品k在年份t的从价关税税率；括号中的分数代表产品k
 在该企业所有产品中所占的价值权重，这是用企业出现在样本初始年份产品k的出口值[image: ]
 与企业总出口值的比例来衡量。
51

 受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的启发，每种产品的出口值均固定在初始年份以避免企业生产率对最终品关税可能产生的反向因果问题。

这种度量方法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企业可能仅在国内市场销售某种产品而不将该产品出口（即针对某种产品是纯内销企业）。这种现象十分合理，许多近期研究也证明了多产品企业常常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销售不同的产品（如Bernard, Redding and Schott，2011；Arkolakis and Muen-dler，2012）。在这种情况下，式（4-4）中对应的该产品出口权重为零，企业面对的最终品关税无法反映任何鼓励竞争效应。这个观点对仅将产品出口的纯出口企业一样成立（在本章的匹配数据中约有12.2%的企业是纯出口企业）。为了保证文章主要的回归结果不受这些企业的影响，本章在所有回归中将纯内销企业和纯出口企业从样本中剔除。

第二，文章假定企业同一种产品在国内外销售的比例相同。注意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因为企业出口的产品构成可能与内销的产品构成十分不同。这对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占有重要的位置，生产的一些中间产品无法被本国生产部门使用。
52

 受数据所限，本章无法直接验证这一点。然而，由于这个问题可能根据行业和各部门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不同对企业最终品关税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章在进一步回归中根据行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程度区分了融入程度较强的行业和融入程度较弱的行业，同时根据各部门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对样本进行了划分。如下文所显示的，所有此类稳健性检验都表明：当考虑到企业内部出口和内销产品构成不一致时，本章主要结论依旧成立。

表4-5的（1）—（4）列分别报告了根据式（4-3）和式（4-4）计算的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平均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从2000年的15%左右下降到2006年的7.4%，下降了一半。其标准差在同一时期也下降了50%左右。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显著低于最终品关税，并在样本期间同样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4-5　中国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年份基本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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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层面关税


与Amiti and Konings（2007）类似，中国工业分类（CIC）2位码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是由在CIC 2位码行业层面上对HS 6位码层面的关税取简单平均得到的。
53

 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指数根据式（4-5）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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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IT
ft

 表示行业f中的企业在年份t面对的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τ表示投入品n在年份t的进口关税，括号中的权重表示投入品n
 在行业f
nt

 生产中所占的成本份额，该项数据可从中国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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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5中（5）—（8）列所示，其中的信息与（1）—（4）列用企业层面关税所得的信息一致：样本期间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有显著下降。标准差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化。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似乎低于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与之鲜明对应，企业层面中间品关税高于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存在低估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中间投入品行业中包括非进口企业使得式（4-5）中的权重存在偏差，而这一权重并不在相应的企业层面进口关税中出现。
55

 表4-6的简单相关系数证实了这一点：行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与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仅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042），而正如预期，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与企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强相关（相关系数为0.581）。最后，表4-7包括了回归中关键变量的统计信息概要。

表4-6　中国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简单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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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4-5中（1）—（4）列分别报告了按照公式（4-3）和（4-4）计算的初始年份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加权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均值和标准差。（5）和（6）列报告了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的均值和方差。（7）和（8）列则报告了利用中国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的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的均值和方差。

表4-7　2000—2006年主要变量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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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企业的出口范围为企业出口的种类。


四、实证设定


为了研究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章考虑如下所示的实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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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 TFPit
 是行业j中的企业i在年份t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FITit
 和FOTit
 分别表示根据式（4-3）和式（4-4）测算的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扩展的Olley-Pakes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但由于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有丰富的度量灵活性，我们将其作为生产率的主要度量。PEit
 是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在年份t有加工贸易进口，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回归方程中包括了企业最终品（中间品）关税和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用以刻画最终品（中间品）关税减免对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生产率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

此外，式（4-6）中的β
 5衡量了与贸易自由化无关的企业从加工贸易获得的其他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Xit
 表示企业其他特质，如所有权类型（即国有企业或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SOEs）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低经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Hsieh and Klenow，2009）。通过比较，跨国企业有较高的生产率，这部分是由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Keller and Yeaple，2009）或是面对较少的融资约束（Manova, Wei and Zhang，2009）。因此，本章构造了两个指标刻画国有企业和跨国企业的作用。特别地，如果一个企业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则该企业被分类为外国企业。外国投资流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香港、澳门或台湾地区，所以这部分投资在构造指标的时候也被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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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4-7归纳的，结果是在所有参与贸易的企业中，77%被分类为跨国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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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地，本章构造了国有企业指标，如果企业收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投资，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最后，模型的误差项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每个企业自身的固定效应ωi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如企业的管理能力；二是随年份变化的固定效应ηt
 ，用以控制不随企业变化的因素，如人民币升值；三是特异性效应μit
 ，其服从正态分布[image: ]
 ，用以控制其他尚留的因素。

然而，以上计量设定面临识别上的挑战。式（4-6）中的加工贸易变量是对加工贸易活动较为粗糙的衡量，可能高估了加工贸易企业的作用。比如，如果一个企业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很小，其仍然被分类为加工贸易企业，但其主要活动仍是一般贸易。为了克服这种挑战，本章考虑一个衡量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程度的连续变量代替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程度（Pext
it

 ）的衡量方法为企业i在年份t的加工贸易进口与总进口之比。特别地，本章考虑如下设定作为文章的主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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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变量Pext
it

 本身及其交互项的系数β
 
2

 、β
 
4

 和β
 
5

 面对新的识别挑战。由于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技术（Pavcnik，2002），这些系数在行业间不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决定参与加工贸易的决策也是内生的。之前包括Dai, Maitra and Yu（2012）在内的工作发现较低生产率的企业会自选择参与加工贸易。如果如此，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程度就是内生的，因为参与加工贸易程度较高的企业可能是低生产率的。故β
 2
 、β
 
4

 和β
 
5

 会随着企业的不同而变化。本章的估计方程因此包括了随机系数，并且与加工贸易参与度的内生程度相关，即这是一个相关随机系数（correlated random coeffi-cient, CRC）模型（Wooldridge，2008）。

Heckman and Vytlacil（2008）建议将CRC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即此处的加工贸易参与程度替换为其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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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节，本章将通过Heckman两步法（或第二类Tobit模型），利用下节中将会设定的外生变量Z
it

 来估计企业加工贸易参与度。特别地，有

Pext
it

 =E Pext（
it

 ｜Z）
it

 +ε
it

 , w
it

 h Eε｜Z）=0
it

 （4-8）

将式（4-8）代入式（4-7），可得：

ln TFP
it

 =β
 
0

 +β
 
1

 FOT
it

 +β
 
2

 FOT
it

 ×E Pext（
it

 ｜Z）
it

 +β
 
3

 FIT
it



+β
 
4

 FIT
it

 ×E Pext（
it

 ｜Z）
it

 +β
 5
 E Pext（it
 ｜Z）it
 +θX
it

 +ω
i

 +η
t

 +ε
it

 （4-9）

其中，误差项ε
it

 =β
 （2 FOT
it

 +β
 
4

 FIT
it

 +β
 ）5ε
it

 +μ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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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差项ε
it

 中的所有部分对Z
it

 的条件期望都为零，故ε
it

 与这些外生变量不相关，可直接进行估计。最后，根据Wooldridge（2008）的建议，标准误需要进行修正以反映使用了被估计的解释变量，本章将通过bootstrap法实现这一点。

第五节　估计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如之前描述的，合并后的数据集偏向大型参与贸易的企业，这也是本章主要的研究对象。然而，检查合并数据集较高的数据流失率是否会影响估计结果仍是值得的。因此，本章的估计始于对全样本数据集和合并数据集的比较。

本章使用传统的行业层面关税开始表4-8的估计。（1）、（2）列使用全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回归。由于全样本企业数据不包括加工贸易信息，加工贸易变量在估计中被省略。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控制行业差异而将所有行业中的企业混合在一起估计的做法是不妥的（Pavcnik，2002）。因此，本章在（1）列的估计中在CIC 2位码层面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行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均与企业生产率显著负相关，这与其他许多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2）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的系数仍旧为负且显著。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系数为正。然而，由于系数并不显著，故这一问题不必担心。这一发现与预期相悖，其可能的一种原因是全样本企业数据集包含了不从事进口的企业，这部分企业不会直接从进口中间投入关税减免中获益。

表4-8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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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1）和（2）列中的回归使用2000—2006年中国企业的全部样本，而（3）和（4）列则使用2000—2006年匹配后的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企业样本。此外，（1）和（3）列中的回归均控制了2位码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根据式（4-5），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通过使用2002年不随时间变化的投入产出表矩阵计算得出。（1）和（3）列的回归聚类在1位码行业层面。

表4-8报告的其他回归使用了合并数据集，其中只包括了大型参与贸易的企业。与（1）、（2）列形成密切比较，（3）列的估计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4）列的估计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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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合并数据集含有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信息，表4-9前三列的回归包含了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即如果企业有加工贸易进口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了检验回归结果对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估计方法是否敏感，（1）列使用了TFPOP1，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使用不同的控制方程进行估计；（2）列使用了TFPOP2，其中作为因变量的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一同进行估计。（1）列和（2）列同样没有包括最终品（中间品）与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和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均与企业生产率负相关，其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

表4-9　初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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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t值。*、**、***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1）—（5）列中的回归使用根据公式（4-5）和2002年不随时间变化的投入产出表矩阵计算的行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6）列则使用按照企业在样本初始年份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计算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1）—（3）列使用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额大于零时取1，反之取0），（4）—（6）列则使用加工贸易参与程度作为加工贸易变量的代理变量。（1）—（2）列中的因变量为根据Olley-Pakes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3）—（6）列则为根据系统GMM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表4-9中（1）、（2）列使用的Olley-Pakes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以下三个可能的缺陷。第一，Olley-Pakes方法不允许产出存在任何序列相关。第二，其假设企业在面对外生冲击时将主要调整资本投入。然而，由于中国企业能够得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但面对较紧的信贷约束，这可能不是中国的情形。第三，中国企业数据库中的投资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值，而这对于用Olley-Pakes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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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系统GMM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能更好地克服这些缺陷：该方法有充分的灵活性应对可能的序列相关并且允许企业调整不仅是资本，而且包括劳动力和中间品在内的所有投入。此外，系统GMM方法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不再依赖投资作为代理变量。本章因此使用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主要的衡量方法，并应用在表4-9（3）列及之后的所有回归中。

为了考察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可能的异质性影响，表4-9的（3）列包含了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与行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交互项。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本身和其与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然而，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符号有误，尽管不显著。本章怀疑这与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仅能粗糙衡量企业加工贸易活动有关，这可能高估了加工贸易企业的作用。比如，一个企业加工贸易进口可能仅占总进口的极小部分，但仍被归类为加工贸易企业，而其主要的活动是一般贸易。本章接下来考虑了一个衡量企业加工贸易参与程度的连续变量，并在表4-9的剩余部分替换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加工贸易参与程度的衡量方法为企业每年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

表4-9（4）列报告了系统GMM方法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行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结果。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系数仍然为负且统计显著。加工贸易参与程度变量为负且显著。由于本章一个新颖的特点是使用企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比较利用行业层面关税和企业层面关税进行回归的结果。由于式（4-4）中介绍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不适用于纯内销企业和纯出口企业，为进行比较，本章在以行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为度量的（5）列和以企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为度量的（6）列中剔除了这两类企业。

（5）、（6）列中最终品（中间品）关税的系数仍然负向显著。从经济量级来看，两列最终品（中间品）关税系数的差异较大。当将最终品关税的度量方式由（5）列中的行业层面变为（6）列中的企业层面时，系数从-1.07下降到-0.32。类似地，将中间品关税的度量方式由行业层面变为企业层面时，系数点估计值的下降幅度多于一半。

如此大的差异说明了使用行业层面关税的缺陷。第一，一个行业中某些最终产品关税减免可能与该行业中不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直接相关。因此，如果最终品关税在行业层面上度量，则鼓励竞争效应会被高估。同理，如果中间品关税在行业层面上度量，中间品关税减免带来的节省成本效应也会被高估。第二，与最终品关税相比，中间品关税在度量上的偏差可能更严重，因为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会因使用投入产出矩阵受到污染，投入产出矩阵将进口中间投入和与关税减免不直接相关的本国中间投入混合在一起。第三，忽视加工贸易进口“零关税”现象使得在计算中国企业面对的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时有额外的测量误差。为了避免上述可能的估计偏差，文章剩余部分将使用企业层面的关税度量。


二、自选择参与加工贸易


表4-9中（4）—（5）列使用了加工贸易进口程度及其与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交互项，然而加工贸易进口变量是内生的。如表（4-9）（1）列所示，加工贸易企业与低生产率相联系。因此，比较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有趣的。如表4-10最后一列所示，加工贸易企业总体上比非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低。有意思的是，加工贸易企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的差异逐年减小，意味着加工贸易企业正在赶超。这些比较十分直观。然而，加工贸易企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的规模显著不同。为克服这一缺陷，根据Imbens（2004）建议，本章对实验组（即加工贸易企业）和控制组（即非加工贸易企业）进行了最近邻匹配，匹配的协变量为企业用工人数和销售额。每个加工贸易企业都可以找到与之最类似的非加工贸易企业。表4-10报告了对实验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和控制组平均处理效应（ATC）的估计。其中，全部加工贸易企业ATT的系数为0.037并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总体来讲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比类似的非加工贸易企业要低。

表4-10　2000—2006年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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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聚集到企业层面的t值。*、**、***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本章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估计了实验组（加工贸易企业）和对照组（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此外，文章还在最近邻匹配方法中考虑了企业的规模和销售额。

表4-10中的估计提示我们低生产率企业可能通过自选择参与加工贸易。为对其进行控制，本章引入第二类Tobit模型，也即两变量样本选择模型（Cameron and Trivedi，2005）。第二类Tobit模型设定包括：（1）一个加工贸易参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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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it

 表示企业i
 面对的一个哑变量；（2）一个结果方程，其中企业加工贸易进口程度表示为其他变量的线性函数。

特别地，本章利用Probit模型估计下面的选择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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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其中，Φ（·）是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除了对数形式的企业生产率，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决定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企业所有者类型（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跨国企业）和企业规模（用企业用工人数的对数衡量）。此外，财务约束似乎是企业选择参与加工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Manova and Yu，2012）。根据Feenstra, Li and Yu（2015），本章使用企业有形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Tang/Asset）it-1
 刻画企业信贷约束的作用，这是因为用有形资产衡量的抵押物越多，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越低。注意两变量样本选择模型需要一个影响企业加工贸易决策但不出现在加工贸易程度方程中的变量（Cameron and Trivedi，2005）。此处企业年龄（Tenureit-1
 ）用于实现该目的，因为之前的研究证明了年龄越大的企业，出口概率越高（Amiti and Davis，2007）。通过对比，本章的样本显示企业参与加工贸易进口程度与企业年龄的简单相关系数接近于零（-0.04），这说明企业年龄可以不包含在第二步Heckman回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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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Tobit选择模型的自变量均取一期滞后，这是由于这些变量影响企业加工贸易选择需要一定的时间。

表4-11报告了第二类Tobit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对式（4-11）进行第一步Probit估计，发现低生产率企业更可能参与加工贸易。同样，大型的和跨国企业更可能参与加工贸易。然而，国有企业成为加工贸易企业的可能性较小。信贷约束较少（即有形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可能性较小，这与Manova and Yu（2012）的发现一致。最后，与预测一致，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可能参与加工贸易。文章接下来将第一步Probit估计计算的反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作为额外的自变量放入第二步Heck-man估计中。于是，在控制加工贸易自选择的内生性后，本章获得了企业加工贸易参与程度的拟合值，并用其在剩余的回归中代替实际的加工贸易参与度。

表4-11　利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二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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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聚集到企业层面的t值。*、**、***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选择模型在正文的式（4-10）和式（4-11）中刻画。第一步回归中的因变量是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第二步回归中的因变量是加工贸易参与程度。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方法为企业层面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年龄作为排除变量出现在第一步回归中，但不出现在第二步。企业有形资产比例的衡量方法为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估计中包括了中国3位码层面的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三、内生性问题


表4-8和表4-9中的设定面临以下三个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第一个问题与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度量有关，因为进口和关税相关性很强。这一问题通过在关税计算中使用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与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有关。随着企业生产率的增加，其某些产品出口增加的程度可能高于其他产品。这种产品出口不成比例地增加将会给在度量企业出口关税时使用随时间变化权重的合理性带来挑战。为避免这种可能性，如式（4-4），关税度量的所有设定均使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权重。

然而，仍然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尽管关税减免受到GATT/WTO合约的管制，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内生的，因为低生产率部门的企业可能会游说政府获得保护（Grossman and Helpman，1994），即将相关的经国际协商的关税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文章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控制这类反向因果。

为关税寻找良好的工具变量很有挑战性。受到Amiti and Konings（2007）的启发，文章在此处构造了滞后一期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作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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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经济理由如下：可能由于本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通常在移除高关税行业的较强贸易保护时遇到困难。因此，与其他行业相比，对之前一年关税较高的行业，预期其当期关税仍相对较高。

表4-12（1）列报告了以使用固定权重计算的前期关税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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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反向因果之后，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使企业生产率增加。如前所述，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在度量时假设企业每种生产产品在国内外销售的比例相同，这使得该度量方法存在缺点，因为企业出口的产品构成可能与内销的产品构成不同，这与行业融入全球供应链（GSCs）的程度以及行业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有关。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从样本中剔除纯内销企业和纯出口企业外，本章还进行了两组辅助回归。首先，所有行业根据以增加值与行业总产出的比例衡量的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深度”（OECD，2010）被分成两组（融入程度较强行业和融入程度较弱行业）。通过将2位码层面所有行业该比例的均值作为阈值，（2）、（3）列根据行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程度，将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回归。其次，（4）列和第（5）列分别对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进行回归，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度以各行业加工贸易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的比例度量，所有行业该比例的均值作为阈值。在所有情形下，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系数均显著且与之前的发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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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文章进行了一些检验。首先，文章使用Kleibergen-Paap LM卡方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因变量相关。如表4-12所示，模型未能充分识别的原假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其次，Kleibergen-Paap（2006）F统计量为拒绝第一步回归显著弱识别的原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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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表4-12下半部分报告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提供了较强的证据。特别地，工具变量的所有t统计量均显著。最后，由于使用了估计量作为因变量，所有标准误都通过bootstrap法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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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SLS估计更多稳健性检验


鉴于大型企业通常有较高的生产率，检验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仅反映了企业规模的作用就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检验这种影响是否对在回归中加入企业所有者类型敏感。因此，本章在表4-13中所有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中包括了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外国企业虚拟变量和企业用工人数的对数值（即企业规模的度量）。

由于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也反映了企业价格和价格成本加成的不同，表4-13中（1）列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由于企业用工人数的对数值已经是因变量的分母，将其作为企业规模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中是不合适的，本章使用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这一代理变量作为替代。

为进一步检验文章的主要结果是否对企业生产率度量方式和实证设定敏感，（2）列使用了Levinsohn-Petrin（2003）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同时控制了（1）列的其他变量。（3）列仍使用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但包括了以上提到的控制变量。整体来看，这些回归的主要结果与表4-12高度一致：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总体上小于最终品关税减免的影响。企业从关税减免中获得的生产率提升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加而减小。

到此为止，本章充分研究了中国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然而，尽管21世纪中国已经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同样也享受到了出口目的地的大幅关税减免。进入大型外国市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生产率提升的激励，尤其是在这种投资需要大量固定成本时。因此，为获得进口关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精确估计，控制中国出口目的地关税减免同样是重要的。

为度量企业出口目的地市场的关税减免，本章构建企业层面的外部关税指数（FETi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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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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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τckt
 表示年份t出口目的地国家c对产品k征收的从价关税。一个企业可能向多个国家出口多种类型的产品。式（4-12）中第二个小括号的比例[image: ]
 衡量了企业i生产的产品k销往国家c的出口比例，从而得到中国企业在不同出口目的地的加权外部关税。同样地，式（4-12）中第一个小括号的比例[image: ]
 衡量了产品k
 的出口占企业i
 总出口的比重。由表4-7所示，企业层面外部关税的均值仅为0.9%，显著低于企业层面最终品进口关税（8.6%）。这十分符合经济道理：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国家，它们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征收显著较低的进口关税。表4-13中（4）列报告了含有企业外部关税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企业外部关税的系数没有显著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已经在2000年之前进入外国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出口目的国关税减免对减少出口的固定成本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由于所有回归中的因变量都是用各种方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由于这些样本值是估计的而非实际观察得到的，存在一些样本值的估计比另一些估计更为精确的事实，对这种事实进行控制是必要的。因此，本章计算了行业内部各企业以及全部企业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差，除以相应的行业均值或总体均值，再乘以企业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以之作为表4-13最后一列回归的因变量。文章得到与之前类似的结论：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的增加而减小，最终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总体比中间品关税减免的影响要强。

表4-13　更多的工具变量稳健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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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聚集到企业层面的t值，标准误通过bootstrap法进行了修正。*、**、***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t表示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1）列回归中的因变量是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lnLPijt
 ），（2）列的因变量是Levinsohn-Petrin（2003）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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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列的因变量是传统方法计算的系统G M M全要素生产率[image: ]
 ，（5）列中的因变量是加权系统GMM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为：将lnTF-[image: ]
 乘以2位码层面行业内部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标准差。在所有工具变量估计中，文章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不随时间变化的2位码层面行业固定效应。（2）—（5）列中的企业规模以企业用工人数的对数值作为代理，（1）列则用企业资本—劳动比率作为代理。所有工具变量与表4-12中的相同。纯内销企业和纯出口企业从样本中剔除。

最后，系统GMM估计方法的灵活性事实上为一步得到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即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系数和关税系数能够同时得到。


五、传导机制讨论


本章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减免将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本章还并未针对关于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展开讨论。中间品关税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低的中间品关税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种类的进口中间投入（Helpman、Koren and Szeid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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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品关税减免则会促进产品间的竞争。然而，文献对于这种竞争效应是通过提高在位企业的生产效率，还是通过导致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并不十分清楚。

为检验这两种可能的影响渠道，本章在表4-14（1）列中引入了一直在位企业虚拟变量（即当企业从2000年到2006年都在数据中出现时该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回归发现一直在位企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表明始终在位企业具有较高生产率。为了研究竞争效应是否导致低生产率企业倒闭并退出市场，表4-14（2）列引入一个退出虚拟变量，当企业在下一年退出市场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退出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退出和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和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并不一致。

Amiti and Konings（2007）认为关税减免可能导致企业将其生产范围从低生产率产品转移到高生产率产品。由于印度尼西亚数据的限制，他们没有企业生产范围的信息。因此，他们使用产品转换虚拟变量作为替代方法。而本章使用的合并数据包含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数据。许多中国企业出口多种产品，最多可达745种出口产品。表4-14（3）列加入了企业出口范围的对数，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多种产品类型的企业具有较高生产率。表4-14（4）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生产范围的对数和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交互项。最终产品关税和企业生产范围对数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而中间品关税和企业生产范围对数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同Amiti and konings（2007）利用有限数据发现的研究结果一致，最终品关税减免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部分来自产品范围的变动。然而这一传导机制对中间品关税减免并不重要。

最后，贸易改革带来的企业生产率提升也可能是由于对新技术投资的增加（Bustos，2011）。具有较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很可能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表4-14（5）列通过引入企业研发支出对数，验证了这一推断。最后一列回归还考虑了企业研发投入对数和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交互项的影响。有趣的是，研发投入对数和最终品及中间品关税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减免带来生产率提升并不是由于对新技术投资的增加。这可能由于样本数据中的研发数据存在一些缺陷：约有80%的观测值并没有合理的研发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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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那些从关税减免中受益的企业来说，研发的影响存在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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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量级和福利贡献


本节将讨论关税减免经济影响的量级。如表4-12（1）列工具变量估计所示，因变量为对数值而自变量为水平值。因此，关键估计系数可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相应自变量的半弹性。若回归所使用的关税为自然数形式（如表4-7报告的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均值为0.086），则企业层面最终品（中间品）关税自身的系数为-1.33（-1.74）。如果关税以百分数形式度量（所以样本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均值为8.6个百分点），则这些系数变为-0.0133（-0.0174）。这表明对非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最终品（中间品）关税下降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上升0.133（0.174），即生产率提高13.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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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企业从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中获得的生产率提升降低。平均而言，由于企业加工贸易参与程度的拟合值均值是0.49，最终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是-0.0093（=-0.013+0.017×0.49），这意味着最终品关税下降10个百分点使得企业生产率提升9.3%。类似地，中间品关税减免的平均影响是0.0052（=-0.017+0.025×0.49），意味着中间品关税下降10个百分点使得企业生产率提升5.2%，几乎占到最终品关税减免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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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企业最终品关税下降了7.6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15%到2006年的7.4%），可以预测其带来了6.9%（=0.0093×7.4）的生产率提升并贡献了样本中企业生产率对数值提升0.17中的40.4%。同理，平均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了0.54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2.7%到2006年的2.16%），故预测其带来了0.28%（=0.0052×0.54）的生产率提升并贡献了企业生产率对数增加0.17中的1.6%。将这些数值加总，可得关税减免总体上对样本中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为42%。

由于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增长是一国生活标准最好的度量之一，本章的最后一步是为关税减免对中国总体生产率的贡献提供直观的经济解释。从企业生产率加总到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是重要的，这是因为，由于纵向一体化的存在，企业（行业）之间的中间投入会在上下游企业（行业）总生产率增加时使总体生产率有额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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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ar（1961）首先提出并在之后由Hulten（1979）和Feenstra et al.（2012）系统阐述了一种方法，经济体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使用“Domar矩阵”进行加总，该矩阵由每个企业总产出与经济体总体吸收（即总产出与贸易顺差之差）的比例定义。本章接下来使用各年的Domar矩阵计算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文章发现加总生产率的对数值提高了约0.53（从2000年的0.56到2006年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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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减免平均使生产率增加0.072（=6.9%+0.28%），因此贡献了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对数值增加0.53中的13.5%。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处的计算假设关税减免对于样本之外的企业生产率无影响。由于关税减免在现实中仍会对样本外的企业有积极影响，因此计算的关税减免对经济体总体生产率的贡献应被解释为下限。

第六节　总结

本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同时考虑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中间投入所享受的特殊关税优惠。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有类似的贸易情形：加工贸易在生产率提升的实现上有重要影响。总体上，文章发现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大型企业，最终品关税减免比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的影响要大。更有意思的是，中间品（最终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加而降低。

本章是第一篇研究加工贸易在中国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的文章。丰富的数据集使本章能够研究企业是否参与加工贸易的决定和企业加工贸易参与度对生产率的影响。通过这些信息，能够构造出企业层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这在文献中是首次尝试，这反过来也丰富了对中国加工贸易特殊关税改革的经济影响的理解。


第五章　进口、企业生产率与产品差异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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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基于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讨论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解决了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后，本章发现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y品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考虑行业差异化问题，我们发现进口仅对于同质性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市场集中度，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效应对于同质性行业更为重要，而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为重要。

第一节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逐步变成了与世界经济高度依存、高度融合的贸易大国。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不仅给国内的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技术的革新和创新的动力。得益于此，尤其是中国成功加入WTO之后，国内企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断提升的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体现，更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核心体现。研究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进口与企业生产率（Amiti and Klon-ings，2007；Topalova and Khanelwal，2011；Ge et al.，2011；Feng et al.，2012；Halpern et al.，2011；Yu，2013）。尽管衡量方法和具体数值存在差异，但是这些文献基本都支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具体地说，Amiti and Konings（2007）使用印度尼西亚企业层面的进口投入品数据，发现企业因投入品关税下降而获得的好处至少是产出品关税下降的2倍。另外，Halpern et al.（2011）发现在1993—2002年，匈牙利生产率的提升的三分之一受益于进口投入品。

在本章中，我们用2002—2006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讨论了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将进口分为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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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Rauch（1999），我们将行业分为同质性产品行业和异质性产品行业：（1）同质性产品行业是指在交易所或者行业清单中能够看到产品指导价格的行业；（2）异质性产品行业是指产品能够细化为非常复杂的单元的行业，比如旅游鞋、凉鞋、皮鞋等，它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价格。本章的研究发现：（1）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对于同质性行业而言，进口的竞争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同质性产品的生产企业往往承受更严峻的竞争压力，因此，企业更有动机主动提升生产率，而差异化较大的产品行业由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相对较小。（3）对于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当我们引入市场集中度后，由于一定的市场地位能够减轻企业的竞争压力，同时，企业也因此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研发，从而享受更多的技术外溢。因此，市场集中度越高，进口对于差异化较大的行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越明显。但是，由于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削弱了市场竞争，因此会降低进口对同质性行业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本章对于文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本章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一些文献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通过关税分析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但是，这些文章或者是仅考虑进口中间产品，或者是仅讨论进口最终产品，或者是忽略了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本章通过直接研究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进口，同时考虑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全面地讨论了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例如，Amiti and Konings（2007）研究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数据时，将中间投入品进口引入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之中，发现当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下降10%时，企业生产率分别提升1%和3%，文章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与他们的文章不同的是，本章关注的是进口而不是关税，因为目前很多贸易保护是通过非关税壁垒而不是通过关税来实现的。本章直接研究进口，既包括了关税壁垒又包括了非关税壁垒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Ge et al.（2011）讨论了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渠道，并进一步说明进口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使用印度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使用有效贸易保护率来衡量中间投入品的贸易保护进而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文章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相比这些文章，本章既考虑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也分析了最终产品进口，同时，本章还讨论了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不同及原因。Yu（2015）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将加工贸易引入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分析中，指出相比于产出品关税的下降，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将逐步变弱，文章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上。本章与这篇文章的重要区别在于，本章在讨论进口对于差异化的行业的企业生产率影响过程中，关税仅作为处理反向因果关系引发的内生性问题而使用的工具变量。最后，在寻求合适的工具变量时，本章与Feng et al.（2012）相似。两篇文章都是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本章还充分讨论了行业的差异化问题。

第二，为了解释进口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考虑到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对于企业技术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市场竞争具有削弱作用，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市场集中度及其与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同质性产品因其产品特性，通常面临着更为激烈的进口竞争，但是，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减弱了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降低了企业提升生产率的积极性。虽然高度集中的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以技术研发，但是同质性行业却从中获益较小。相比之下，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因为行业细分领域较多，进口的竞争效应被弱化，但是高度集中的市场有助于企业技术研发、享受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因此，差异化较大的行业从技术外溢中获益更高。据此，我们认为进口的竞争效应对同质性行业更显著，而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显著。其中，进口的竞争效应是指由于进口产品增加了其所在行业产品的竞争压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主动提高自身生产率。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则是指本国企业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通过对进口的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产品的学习、研究和利用，达到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效果，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第三，本章准确地衡量了企业生产率。文章使用修改版的Olley-Pakes（1996）的半参数方法来构建、衡量企业的生产率。Olley-Pakes（1996）假设资本对于不可观测到的生产率的变化反应更加灵敏，使用半参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OLS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可能面临的两类有偏性问题：同期性偏误和选择性偏误。类似余淼杰（2010），本章采用这一方法并做必要的调整以使其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与海关数据和企业差异化程度的数据较好地融合在一起。

第二节　数据

为了充分研究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生产率的影响，本章使用了三个高度细化的数据库：规模以上企业数据、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和产品差异化数据。

第一套数据为2002—2006年的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包括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与Cai和Liu（2009）相似，本章使用如下方法来清理数据和去除异常值：首先，丢失关键的金融变量的观测值被排除在外；其次，我们去除工作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再次，根据公认会计准则基础，类似Feenstra et al.（2013），本章删除符合以下任何一项的样本：（1）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的企业；（2）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的企业；（3）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产的企业；（4）没有识别编号的企业；（5）成立时间无效的企业等。

第二套数据为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这套数据包含非常丰富的贸易产品信息，包括贸易价格、数量和价值。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计算回归模型中的两个主要变量：中间投入品进口和企业层面的关税。

第三套数据为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数据，来自Rauch（1999）。根据Rauch（1999），在SITC标准下，使用两种估计方法对贸易商品进行分类：保守的估计方法（con）和宽松的估计方法（lib）。对于每一种估计方法，又可分为以下三类：异质性商品（N）、同质性且在交易所中交易的产品（W）、同质性且拥有指导价格的产品（R）。本章重点研究产品差异化程度，因此对数据进行了调整。考虑到能够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和拥有指导价格的商品本质上都属于同质性产品，因此，本章后续研究将这两者合并为同质性产品（H）。

企业生产率的衡量需要使用企业层面的产出数据，而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品则依赖于产品层面的海关数据。但是，将两类数据融合却面临着极大挑战。尽管两套数据有一个相同的变量（如企业的编码），但是每个数据的编排系统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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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文章，使用两种方法和部分变量来实现两套数据的连接。首先，我们使用企业的中文名称和年份对于两套数据进行融合。如果在同一个年份，有两个企业有相同的中文名称，那么这两个企业应该是同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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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使用邮政编码和企业电话号码的后七位作为上述方法的一个补充。在一个邮政区域内，企业应当有唯一的电话号码。尽管这个方法看起来很直观，但是实际操作上必须克服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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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数据融入其他两套数据。由于海关数据、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以及产品差异化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产品分类标准。因此，为了将三套数据融合在一起，我们使用联合国统计局数据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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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5-1），成功地将产品差异化程度与HS 8位的产品数据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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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统计描述

[image: ]


表5-1报告了回归中所有主要变量的数据概况。本章中，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使用海关贸易数据中的企业进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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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企业或者进口中间投入品，或者进口机器等资本品。我们首先将中间投入品与广义经济分类标准（BEC）数据融合，然后去掉那些标记为资本品的数据。这样，样本中留下来的仅为中间投入品进口。相比之下，无论是从企业层面产出数据还是产品层面海关数据都无法分离出企业最终产品的进口。因此，最终产品的进口是用总的行业进口数据去除同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进口后得到的。通过使用修正后的Olley-Pales（1996）的企业生产率数据，我们得到了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图5-1与图5-2分别表示2002—2006年，企业生产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最终产品进口之间的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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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关系图



资料来源：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

[image: ]
图5-2　企业生产率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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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产品进口关系图



资料来源：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

第三节　实证研究与结果


一、基准回归


为了检验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采用以下的计量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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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image: ]
 是根据Yu（2015）使用修改后的Olley-Pakes（1996）的方法计算得出的企业i在t年企业生产率（取对数）；IIMit
 表示中间投入品进口；FIMit
 表示行业层面的最终产品进口；Xit
 表示企业i在t年的其他控制变量，例如是否是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是否是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企业规模等。国有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较低的经济效率，因此生产率也会较低（Hsieh and Klenow，2009）。相比之下，跨国企业由于享受更多的技术外溢（Keller and Yeaple，2009）和更少的金融约束（Manova et al.，2009），通常会表现为较高的生产率。因此，我们回归模型中包括这两类企业的虚拟变量来控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于企业生产率可能存在的影响。绝大部分来自外国的资本流入都是以港澳台为渠道的，因此，这些地方的投资在我们的指标中都被认定为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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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地，我们建立了是否是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国有企业其值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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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本章还使用了劳动力雇佣人数（取对数）来代表企业的规模和控制变量（Eaton et al.，2011）。我们将其他我们没有控制的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变量归入误差项。这里将模型误差项分为三个部分：（1）用于控制时间不变要素的企业特定固定效应ωi；（2）用于控制不随企业变动的年份固定效应ηt；（3）用于控制其他效应的标准误差项μit
 。μit
 满足正态分布[image: ]


表5-2是上述方程的基准回归结果。表5-2（1）列结果显示了简单的企业生产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关系，与文献和预期一致，二者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表5-2（2）列中，我们加入了最终产品进口以衡量行业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加入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雇佣人数等作为控制变量。表5-2（3）列在表5-2（2）列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年份，进一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表5-2（2）—（3）列中的回归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进口、最终产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关系十分稳健。最后，表5-2（4）列采用固定效用回归的估计方法，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再次肯定了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正向相关关系。考虑到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章进行了验证，发现Corr（中间投入品进口，最终产品进口）=0.1268，表明二者的相关性较低。

表5-2　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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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小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1）列回归描述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和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基本关系。（2）—（4）列，主要解释变量包括进口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进口。（1）—（3）列为OLS回归结果，而（4）列中考虑了企业特质，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回归模型。


二、差异化行业分析


尽管已有相关文献通过本国的微观数据，指出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是，本章进一步深入探讨对于不同类型的行业，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怎样的差异。为此，我们使用Rauch（1999）的产品差异化数据来对行业进行分类。具体来说，我们用虚拟变量Ni
 来表示行业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根据Rauch（1999），当产品能够在交易所交易或者拥有指导价格时，我们称其为同质性产品，此时，N
i

 变量值为0，否则为1。

为了检验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加入产品差异化程度与进口的交互项，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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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在式（5-1）中介绍的变量外，在式（5-2）中我们还加入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IIM化程度的交互项FIM

it

 ×N
 
i

 ，最终产品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
 FIM
 

it

 ×N
 
i

 用以捕捉进口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生产率的提
 升效果的差异。在表5-3的（1）列，我们使用保守估计作为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估计方法。根据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本章发现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的系数都为正向并且显著，最终产品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向弱显著。这表示，进口对于同质性产品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表5-3的（2）列中，我们使用宽松估计作为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估计方法，作为表5-3（1）列回归的稳健性检验，除产品差异化程度数据估计方法的差异外，其他解释变量均与表5-3（1）列相同，回归结果与表5-3（1）列基本相同。


表5-3　扩展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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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中*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t值。（1）列使用的是保守估计数据，（2）列使用的是宽松估计数据。（1）—（2）列均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方法。


三、内生性检验


尽管在上述回归分析中，我们试图控制所有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因素，包括所有制、规模、年份以及不随时间改变的企业自身的特质，但是，回归方程仍然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不一致。具体来说，Krugman（1980）、Melitz（2003）、Alcalá and Ciccone（2004）以及Kasahara and Lapham（2010）等已经通过理论和实证指出，企业进口或者出口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一方面中间投入品由于进口产品的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使得企业生产率水平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高的企业也倾向于进口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以扩大产出。因此，存在计量上的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

对此，本章选择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首先，考虑到中国已经正式加入WTO，其关税水平必须符合WTO既定的规则，并遵守“入世”的承诺。因此，关税水平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其次，产品关税越高，企业的进口越少，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以，中间投入品关税比较适宜作为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工具变量。

由于中间投入品进口是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衡量，作为它的工具变量投入品关税指数也应该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在中国，企业进口贸易分为两类：一般产品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通常是指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考虑到加工贸易享受免税政策，根据Yu（2013），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加工贸易进口（P），也有非加工贸易进口（O），那么企业进口关税指标可以构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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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表示企业i在出现的第一年产品k的进口。M是企业总的进口，满足M=O∪P。

表5-4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表5-4（1）—（3）列使用保守的产品差异化估计方法。在表5-4（1）—（4）列的回归中，本章使用了进口关税指数、进口关税指数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分别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口、中间投入品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的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1）列中，我们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发现中间投入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正向相关关系。为了检验最终产品进口是否有类似的结论，我们将最终产品进口、最终产品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两个解释变量放入了（2）列。在（3）列中，我们加入了前文介绍过的讨论企业生产率常用的控制变量，例如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等。最后，在（4）列，我们使用宽松的产品差异化估计方法，重复（3）列的回归作为（3）列结果的一个稳健性检验。总的来说，（1）—（4）列结果显示，随着我们控制更多的变量，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关系变得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口的促进作用对于同质性行业来说尤为显著。

接下来，本章进行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使用了Kleibergen-Paap LMχ2排除了工具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其次，Kleibergen-Paap（2006）的F统计量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假设；最后，第一阶段回归中，所有工具变量的t值都非常显著，很好地支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相比表5-3，表5-4使用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可信度相对较高。根据表5-4，我们发现：（1）对于同质性行业（即产品差异化程度为0的行业），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都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2）对于产品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即产品差异化程度为1的行业），根据表5-4的（3）和（4）列回归结果可知，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非常小。这一实证结果引发了我们进一步思考：进口为何对差异化行业的生产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呢？

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有两种：进口竞争效应和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具体来说，（1）进口对于同行业的其他产品带来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成本下降，投入品质量上升，企业主动提升生产率，优化经营以使其继续在行业中生存，我们称之为进口竞争效应；（2）进口能够对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企业带来学习、示范和带动的作用，企业能够享受到技术外溢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我们称之为进口技术外溢效应。

由此可见，进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因为行业的不同，最终引起进口效应的差异化表现。关于进口效应的测算，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表5-4　IV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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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小括号中的是t值，中括号中的是F值。IV1报告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的估计系数；IV2报告了进口中间投入品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四、市场集中度对于进口效应的测算


为了解释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我们将市场集中程度这一概念引入模型分析，用以甄别不同的进口效应。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对于企业技术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市场竞争具有削弱作用。本章在回归方程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ica-tor）来表示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中企业的竞争程度，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企业垄断地位会比较高，盈利能力更强，从而更有资金进行R&D研发，更有能力从同行业的产品以及上下游产品中学习和进步，以提升企业生产率。同时，拥有相对集中的市场地位和较高的利润也会降低企业面临产品进口时的竞争压力，降低了这些企业主动优化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激励。因此，通过引入市场集中度、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我们可以对进口影响差异化行业的主要方式予以甄别，从而讨论上一节实证回归结果差异化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如下的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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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市场高度集中，赫芬达尔指数HHIi
 为1；反之为0，因此，我们定义该值为市场集中度指数。除了式（5-2）中的所有解释变量外，在式（5-3）中，我们还加入了市场集中度指数（HHI
i

 ），最终产品进口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IIM
i

 ），最终产品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F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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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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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投入品进口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it×HHI项（FIM度指数的交互项（IIM
 it

 ×N
 
i

 ×HHI
 
i

 ），以及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市场集中
 （I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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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5-5显示了方程（3）的回归结果。（1）列仅增加了市场集中度指数，检验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生产率的直接作用。HHIi
 的系数为负，说明垄断行业通常生产率较低，但是结果并不显著。（2）列中，我们加入市场集中度指数分别与中间投入品进口、最终产品进口的交互项，系数估计结果均为正。这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口对于企业的促进作用。（3）列中，市场集中度、进口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FIM
it

 ×N
i

 ×HHI
i

 和IIMit

 ×N
i

 ×HHI
i

 ）被放入回归方程中，两个新加入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但此时，进口与市场集中度的交互项（FIMit

 ×HHI
i

 和IIM
it

 ×HHI
i

 ）的系数均为负，且弱显著。最后，（4）列使用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宽松的估计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重复（3）列的回归，结果基本稳健。

这一回归结果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具体而言，对于同质性产品行业，进口与市场集中度指数负相关意味着高度集中的市场给企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于企业产品同质性较强，产品进口时，企业通常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主动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动机更强。但是，同质性产品相似性极大也使得进口技术外溢效果变弱。当同质性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时，企业具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一方面较高的利润降低了同质性产品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减少了他们主动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行业自身特质，同质性产品对于进口的同行业以及上下游产品的技术外溢的吸纳非常有限，因此获益较小。最终形成进口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负的回归结果。

在中国，一般同质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较高，例如矿业、石油等。根据我们文章的结论，如果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生产率，应当考虑以下两个途径：第一，对于这些行业应当尽量开放进口，减少关税或者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我们的研究，进口的竞争效应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第二，应当降低这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根据我们的分析，较大的市场份额会削弱进口给同质性企业生产率带来的提升作用。

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产品行业（即产品差异化程度为1），根据表5-5的（3）列，中间投入品进口的系数为：0.109-0.118+（0.280-0.212）×HHIi
 ；最终产品进口的系数为：0.024-0.024+（0.049-0.022）×HHIi
 。由此可见，市场集中度越高，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一关系在（4）列的检验中仍然十分稳健。产品差异化较大的行业，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上下游以及同行业产品中进行有效的学习和研发，通过R&D投入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因为回归方程中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我们得出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较大的行业生产率的提升非常显著。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系数本身的值非常小。

这一结论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在中国，差异化较大行业中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回归结果显示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FIM
it

 ×N
i

 ×HHI
i

 和IIM
it

 ×N
i

 ×HHI
i

 ）系数为正向、显著但数值较小。这意味着对差异化较大的行业来说，技术研发确实能够促进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但是目前这些中小企业可能由于研发投入占利润比例过低、投入不足或者研发向生产转化效率较低，最终导致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这类异质性行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

表5-5　市场集中度与进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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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中*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小括号中的是t值，中括号中的是F值。IV1报告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的估计系数；IV2报告了进口中间投入品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IV3报告了进口中间投入品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IV4报告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市场集中度指数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进口关税指数、市场集中度指数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第四节　总结与政策性分析

本章讨论了进口对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通过使用中国企业层面产出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基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进口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第二，在差异化行业分析中，我们发现对于产品差异化较大的行业而言，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于同质性产品行业来说，进口将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市场发展倾向于增加进口。

第三，为了解释进口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考虑到较高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技术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市场竞争具有削弱作用，本章将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市场集中度指数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对于同质性产品行业，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弱化了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说明进口竞争效应对于同质性产品生产率提升更重要。对于差异化较大的产品行业，较高的市场集中度提升了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说明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产品生产率提升更为重要。

第四，进一步，根据我们的回归结果，尽管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较大的行业有正向促进作用且非常显著，但是影响系数非常小。这说明中国企业的研发占利润比例较低，研发转化为生产率的效率也很低，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进口对于差异化较大的产品行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较小。

第五，根据我们发现的问题和原因，本章认为对于同质性行业应该尽量开放，鼓励进口，促进行业竞争，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应当鼓励技术转化，有效利用进口产品的特性，提高科研和学习能力，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意义：

从国际层面上来看，长期的国际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增加，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屡受质疑。如本章所述，增加进口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同时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对于国际贸易地位的改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国内同质性产品行业的企业通常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并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例如采矿和石油行业，而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大部分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例如鞋、包等行业，市场份额较低且研发能力不强。据此，我们建议：首先，尽量开放这些国有企业所处的同质性行业，鼓励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同质性产品行业的进口竞争效应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其次，降低这些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我们的研究，较高的国有企业份额会降低进口的竞争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增进效果；最后，通过培训或者技术支持，协助差异化较大的行业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实现研发和技术进步，提高进口对于这类行业的技术外溢效果。


第六章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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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想理解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通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我们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企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第一节　引言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进一步地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我国关税水平显著下降。据海关统计，我国简单平均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下降到2005年的10%，再到2010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2002年的11.7%下降到2005年9.5%，再到2010年的8.9%，目前我国关税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最低，且低于欧盟水平。

尤其是，我国大幅降低了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有选择地降低了部分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以及重要机电设备等制成品的进口关税。我国进口能源、资源类产品税率一般不超过5%，其中原油、煤炭、铁矿石等重点大宗商品均已实行了零关税。经过十几年的调整，目前我国工业品中初级产品、中间品和制成品平均税率分别约为5.9%、6.7%和10.6%，与1996年三类产品9.7%、16%和26.2%的税率相比，不仅税率大幅降低，而且结构明显改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都通过暂定税率的形式，重点降低重要能源资源性产品、生产资料、基础工业原材料、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税率，有效促进了相关商品进口和上下游产业发展。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进口持续快速增长，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根据海关贸易数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2827亿美元，同比增长39%，高于27.6%的进口总体增幅，占进口总额的34%，比重同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同时我国自2008年起对企业研发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这些对中间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减免的政策无疑对我国企业的生产和出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的10年中，对外贸易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从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不到6000亿美元，增长到货物进出口的总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10年增长了5倍以上。在贸易的推动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据统计，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0万亿元，加入WTO 10年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0万亿元，其增长率达到了4倍。

当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成本下降又将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不仅会造成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竞争加剧，更广泛地，对使用这些中间品的生产企业而言，其生产成本因此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的生产与销售。2000年之后，企业的出口和内销都经历了飞速的增长，出口也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马车。那么，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和内销的影响哪个更显著呢？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激励企业更多地扩大国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是否会使得经济结构有所改变？

目前研究最终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已有很多，但是其中甚少有研究涉猎企业出口与内销的比重问题，而研究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内销决策的文章至今还是空白。因此，本章力图弥补这个研究的空白：中间品投入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与内销决策？

具体地，本章将考察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强度。出口强度，定义为企业的出口占总销售的比例，它是反映企业出口与内销决策的重要指标。出口强度越高，说明企业越偏向于出口，越低则越偏向于内销。本章合并了两大微观数据库：中国产值500万元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最细化的产品层面海关数据库，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的度量指标，从而解决每个企业都使用多种中间品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促使企业提高出口强度。也就是说，当企业可以更便宜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时，企业更多地扩大了出口而非内销。

这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第一，当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时，企业可以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成本下降利润增加，因而更多企业可以克服出口的门槛；第二，当企业可以使用更多进口中间品时，生产出口品的部门因为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而得到扩张，如此出口相对于内销的比重也得以增加。为此我们在经典的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支持对这一假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计量实证检验。

我们同时着眼于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下降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我们将企业分成新出口企业、退出出口的企业和持续出口的企业三类。对每种类型，我们都从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两个角度研究了投入品贸易成本的下降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不仅提高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广延边际）、出口产品的种类，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强度（集约边际），但是对于企业退出出口的概率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这个结论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通过降低出口门槛和扩张出口部门两个途径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内销比例。

此外，在我们考察的2000—2006年，中国企业也享受到了外国关税下降带来的好处，企业可以出口到更多的国家，提高了出口渗透率；另外进口关税的下降也造成更多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也将影响到中国企业在出口和内销中的选择。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同时控制了这两方面因素。

值得强调的是，加工贸易是中国外贸的一个重要特点：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者中间品，经过组装加工，再将最终品出口到国外。中国的加工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了飞速发展，已经超过了传统出口贸易，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类型，加工贸易主要由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组成，其中进料加工占据了大部分。

基于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成本度量到企业层面，这也是本章对当前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一个进口企业既可以进行一般贸易也可以进行加工贸易，在指标构建中，我们同时包括了一般贸易缴纳的关税和加工贸易进口支付的利息。由于企业进行加工贸易可以享受税收的减免，因此快速增长的加工贸易可能在降低企业的投入品进口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因此对于同时进行一般进口和加工贸易进口的混合型企业，其中间品进口成本的下降可能来自进口产品关税的下降，也有可能是因为企业自主提高了加工贸易的比重。在本章中，我们区分了这两种情况，并且针对每种情况估计了其对出口强度的影响，证明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成本下降都存在，并且都显著地影响着企业的出口强度。

为了控制上述加工贸易带来的内生性影响，我们在文中用三种度量方式处理加工贸易的作用。我们首先采用企业是否进行加工贸易的哑变量度量加工贸易，但是企业的加工贸易决策实际是内生决定的：生产率越低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更多地倾向于进行加工贸易，因此我们再采用Heckman（1979）两步法将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决策内生化，并估计出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概率，最后我们再用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程度，即加工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强调企业不同程度的加工贸易对出口强度的影响。

我们还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关税的下降对转型企业的影响。所谓转型企业，即以前只专业化进行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而现在转型到两种贸易都进行的企业，以及以前两种贸易兼做而现在专业化到一种类型的转型企业。实证分析表明，投入品贸易成本的下降对与那些从只做一般贸易转型到两种都做的企业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的转型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也非常谨慎地处理了各种内生性问题。除了上述加工贸易的内生性，这里还存在另外三种可能的内生性，第一种，出口强度定义为出口占总销售的比，在贸易自由化中销售额小的企业会因为竞争加剧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因此当地政府有可能会对这些企业采取保护措施。针对这种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我们构造了工具变量处理。第二种可能的内生性来自企业出口对中间品进口的反向因果，因为企业的出口与投入品的进口紧密相关，出口多的企业需要进口更多投入品，从而改变了企业中间品关税指标。第三种可能来自企业的中间品关税的度量指标本身。如果一个企业原本需要进口的某种投入品被征收了非常高的关税，企业则反而不会进口该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的高关税也不会反映在企业面临的投入品贸易成本中，这就造成了低估。要处理上面这两种内生性问题，我们仿照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以及Amiti and Davis（2011）的方法，用企业在样本第一年的进口额代替每年的进口额从而构造出固定权重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在仔细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后，我们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结论，企业中间投入品贸易成本的下降的确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销售比。

最后，我们进行了三组重要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对进口中间品进行不同的门限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之后我们再进行分位数回归，根据出口强度的不同，投入品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也不同。我们估计了在四个分位数上的系数，并拟合了在每个出口强度值上的系数图，结论与之前的回归一致。最后我们在企业中间品关税的指标中包含了进口中间品相对于所有中间投入品的权重，用这个新指标重新回归结果与之前一致。

我们的研究也丰富了国际贸易中关于出口强度和贸易自由化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出口强度的研究。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企业的出口行为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企业只出口总产出中的一小部分。很多研究都发现并试图解释这一点，如Bernard and Jensen（1995）、Tybout（2001）、Bernard et al.（2003）以及Eaton et al.（2011）。在大国中通常被认为是本国市场效应造成的（Bernard et al.，2003），而在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国中，这种现象被归结为较低的出口产品质量（Brooks，2005）。Bonaccorsi（1992）用意大利的数据发现企业的出口强度与其规模呈正比。Greenaway et al.（2004）用英国数据研究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倾向。然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还鲜有文章研究中国企业的情况。Lu（2011）以及Lu et al.（2011）用中国数据发现中国的出口强度分布呈现U形，这与Melitz（2003）中的经典结论相违背。除此以外，我们很少了解导致企业出口强度在不同年份和企业间差异的原因。

另外一支文献是研究贸易自由化，Amiti and Konings（2007）用印尼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从中间进口品关税下降获得的好处至少是从最终品关税下降的两倍。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发现这种差距在印度有可能会扩大到十倍。Yu（2015）发现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企业做加工贸易的比重增加而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加工贸易享受零关税的缘故。

尽管上述的这两个研究领域都非常重要，并受到各国学者关注，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尤其是重点关注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成本的下降对企业出口与销售的决策。而这一点对我国企业尤其重要，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企业面对世界市场的放开，其出口与内销的关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企业又应如何处理二者的平衡，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本章将在这一方面填补理论上与政策上的空白。

第二节　理论框架

本节旨在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指导之后的实证回归，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Melitz（2003）的模型，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两种投入品：劳动力和中间品，并仿照Halpern et al.（2011）考虑中间投入品的进口行为。假设一个同时销售到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企业有以下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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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
r

 （∨r
 =d, x）是本国（q
d

 ）以及外国（q
x

 ）的产出；L是劳动力；M是中间投入品；φ是企业生产率；M是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和国内购买的中间投入品的综合指标，根据Feng et al.（2012），使用更多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往往出口更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口产品相对于内销产品使用更多的进口投入品。因此我们假设中间品M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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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r

 （∨r
 =d, x）是用于生产内销品的中间品（M
d

 ），以及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M
x

 ）；M F是进口中间投入品；M H是本国中间投入品；θ＞1是进口中间品和本国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θ越大，进口中间品和本国中间品的区别就越小；A
d

 和A
x

 表示进口中间品在生产内销品和出口品时的效率。

相对于内销品而言，我们假设用于生产出口品的进口中间品有更优的质量，即A
x

 ，这是因为出口企业或工厂往往有更好的外国资源网络，因此它们比生产内销品的企业或工厂可以得到更好的进口中间投入品。实际上，这个理论假设能够很好地被中国贸易数据支持。仿照Hallak（2006），我们用单位价值作为进口品质量的代理变量，表6-1中的（1）列显示了加工进口的中间品比一般进口的中间品有更高的质量。根据定义，加工进口的中间品仅用于生产出口品，而相反，一般进口的中间品既可以用于生产出口品也可以用于生产内销品。因此，加工进口的中间品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就说明：用于生产出口品的进口中间品比用于生产内销品的进口中间品具有更高的质量。即使我们根据广义经济分类（broader economic categories, BEC）将中间品细分为零部件和半成品，这个现象依旧成立。

表6-1　一般进口和加工进口中间品的单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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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BEC的分类，半成品包括工业用的加工的食品和饮料（代码：121），这些产品通常单价较低。零部件则主要包括大型机械产品和交通运输设备，通常单价较高。括号为t值。数据来自海关全样本数据库（详见下文描述），单位为美元，作者自己计算而得。

我们将本国中间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那么生产内销品所用的中间品的价格指数（S
d

 ）和生产出口品所用中间品的价格指数（S
x

 ）通过成本最小化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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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h
 、Sf
 是本国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价格；第二个等号是将本国中间品价格标准化为1得到的，其中我们记[image: ]
 ，∨r
 =d, x。注意由于Br
 ＞0并且θ＞1，可知Sr
 ＜1。显然，进口中间品的质量越高，价格越低，全部中间品的价格指数就越低。如Halpern et al.（2011）所述，其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企业综合使用进口中间品和本国中间品要比分别使用这两者的效率之和更有效，这一点与Hirschman（1958）的逻辑一致。因此，两种中间品综合的价格指数要比本国中间品的价格更高。

同时，企业的中间品贸易成本τ
 造成了本国中间品价格与其世界价格p*的价格差，也即Sf
 =p*（1+τ）。为了简化，我们假设中间品贸易成本不存在任何贸易条件效应，就像小国开放经济中的一样。因此可以得到[image: ]
 ∨r=d, x
 。原因很显然，当中间品的贸易成本下降时，进口中间品的价格降低，因此进口的中间品就会增加。

因此，企业生产内销品的成本函数（C
d

 ）和生产出口品的生产函数（C
x

 ）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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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Melitz（2003）一样，其中f
 是固定成本。

为了研究中间品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个生产率为φ的企业同时销售到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均衡价格使得企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类似Melitz（2003），给定一个效用具有常数需求弹性σ的代表性消费者，企业生产内销品的价格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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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σ-1）/σ。同时企业卖到国外市场的产品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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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ν
 是外国对进口品征收的关税。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企业内销的收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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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h
 是本国的总支出，P
 是总价格指数。类似地，企业的出口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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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是贸易国家的个数，ν
 是产品卖到国外的额外边际成本（比如进口关税）。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外国市场都是对称的。因此对所有国家，ν
 和该国的总支出Ef
 也都是相同的。

企业内销利润π
 
d

 和出口利润πx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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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x

 是出口的固定成本。企业利润是内销利润和出口利润之和：π（φ）=πd
 （φ）+πx
 （φ）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命题6-1：企业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会提高企业的总利润，即（dπ）/（dτ）＜0。


证明：见本章附录6-A1。

至此，企业的出口强度ζ可以很轻松地从式（6-4）和式（6-5）得到，为了更加直观，我们推导出口强度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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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6-9），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用于实证检验的结论。


命题6-2：当Ax
 ＞Ad
 时，企业中间品贸易成本τ的下降将导致企业的出口强度增加，并且这个结论与企业生产率无关。也就是说（dζ）/（dτ）＜0。


证明：见本章附录6-A2。

其经济含义如下，如数据所示，用于出口的进口中间品具有较高质量；而用于出口的最终品由于销售单价较高，相对于用于内销的最终品，它们会有更高的利润。贸易自由化保证了企业可使用更多的中间投入品。这样，随着关税的减免，企业外销就会比内销增长得更快。换言之，我们会看到企业出口强度的上升。

当然，理论模型的这个推论能否成立，得通过更多的计量实证进行验证。下面我们转向计量部分。

第三节　数据

为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本章使用如下三套大型面板数据：关税数据、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以及产品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

其中关税数据可以直接从WTO获得，中国的关税数据是在HS 6位码层面，时间跨度从2000年到2006年，由于海关数据是HS 8位码的，因此我们将关税数据合并到了海关数据中。因为本章的研究兴趣是考察企业平均面临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强度的影响，而不是某种具体产品的关税变化的影响，因此本章用企业面临的所有的关税的加权平均值度量贸易自由化。


一、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


本章使用的企业生产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的制造业企业年度调查，包括了2000—2006年每年约230000个制造业企业的生产信息。这套数据包括了完整的三张会计报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共100多个会计变量。平均而言，这套数据每年涵盖的企业生产总值占中国总工业生产总值约95%，实际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加总的工业数据就是从这套数据加总而来的。数据包括了两大类企业，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企业数目从2000年的162885家增长至2006年的301961家。

然而，这套原始数据仍然十分粗糙，包括了很多不合格的企业，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在汇报时的误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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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仿照Cai-Liu（2009）和Feenstra-Li-Yu（2014），根据“通用会计准则”（GAPP）中的规定，将出现如下任何一种情况的企业删除掉：第一，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第二，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第三，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第四，企业的编码缺失；第五，无效的成立时间（比如开业月份大于12或小于1）。最后，数据中包括的总企业数目降至438165个，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筛选中被剔除掉了。


二、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


这套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包括了2000—2006年产品层面交易的月度数据。每个产品都是在HS 8位码上，产品数量从2000年1月的78种增加到2006年12月的230种，每年平均的观察值数目由2000年的1000万增加到2006年的1600万，最终这7年的观察值总数约为118333831个，大约有286819家企业参与了国际贸易。

对每种产品，数据包括了三类信息，第一，五个关于贸易的基本变量，包括了贸易额（由美元度量）、贸易状态（进口/出口）、贸易的产品数目、交易单位、每单位产品贸易额（贸易额除以产品数目）。第二，六个关于贸易模式和方式的变量，包括出口或进口的对象国家或地区、路线（是否途经第三国或地区）、贸易类型（加工贸易或一般贸易）、贸易模式（海运，卡车，航空或邮政）、进出的海关。第三，最重要的是数据包括了七个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特别地，数据汇报了企业的名称、海关编码、所在城市、电话、邮编、CEO的姓名、企业所有制（外资/私有/国有）。


三、合并数据


尽管这两套数据信息丰富，但是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却并非易事。两套数据虽然都包括了企业编码，但是两套编制系统却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共同特征。比如，在海关数据中企业的编码是10位的，但是在企业数据中却是9位的。

为克服这个难题，我们采用Yu and Tian（2012）介绍的方法，采用两种方式合并这两套数据，首先我们根据企业的姓名和年份匹配，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企业在同一年在两套数据中都有相同的名字，那么这两个企业应该是同一个企业，这样如果使用原始的工业企业数据，我们可以匹配83679家企业。如果使用筛选过后的企业数据，则可以匹配69623家企业。

然后我们使用了另外一种匹配技术，通过企业的邮政编码和最后七位的电话号码进行匹配，因为在每一个邮政地区中，企业的电话号码都是不同的。尽管这个方法很直观，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细微的实际操作的困难（比如在企业数据中电话是包括分机号的，但是在海关数据中却没有），因此我们采用了电话后七位作为企业匹配的近似处理。

企业在每套数据中都有可能有名称、电话或邮编的缺失，为了保证我们的匹配可以尽可能包括更多的企业，我们同时使用这两种匹配方法，只要企业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法成功匹配，就将它纳入合并数据中。如此，用原始工业企业数据成功匹配的企业数上升到90558个。与其他类似的文献比较，我们的匹配数目与它们大抵一样甚至更好。最后我们用筛选后的严格的企业数据匹配，得到76823家企业。应该指出的是，合并的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合并后的数据库中企业的总出口额占了规模以上的数据库的出口额一半以上，与其他相关研究如Ge et al.（2011）的匹配成功率相当。

第四节　度量和实证


一、企业中间投入品关税（FIT）


一个企业可以生产多种产品，因此一种产品的关税对不同企业的出口销售比影响是不同的，所以构建一个度量每个企业面临的关税的指标就非常重要了。如前所述，我国有两种进口方式，即加工进口和一般进口。原则上讲，加工进口是免关税的，但是不同的加工进口方式也有不同的政策。特别是来料加工是完全免征关税的，而与此相对的进料加工，则是“先征后退”：要对进口的原料先征收进口关税，而后当企业出口最终产品时再全额退还，因此进行进料加工的企业对现金流有着更大的需求，并且企业需要支付这期间的关税产生的利息。因此我们建立如下的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指标（FIT）。

[image: ]


其中[image: ]
 是企业i在t年对产品k的进口额，[image: ]
 是产品k在t年的从价关税，[image: ]
 是企业一般进口的产品集合，[image: ]
 是除去来料加工以外的所有加工进口产品的集合，Θ是所有进口产品的集合。也就是说，如果记[image: ]
 是来料加工进口的产品集合，那么则有[image: ]
 因为来料加工进口完全免税，所以不出现在式（6-10）中。式（6-10）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项度量的是所有一般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而第二项度量的是非来料加工的其他加工进口产品在加工期间所需支付的关税的利息，我们根据Hsieh and Klenow（2009）将实际利率定在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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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产品k
 的关税前乘以的是其进口在所有进口中间品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这种产品的关税的加权项。


二、企业外部关税


为了度量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关税下降，我们构建了一个企业层面的外部关税指标：

[image: ]


其中，[image: ]
 是c国在t年对产品k征收的进口关税。企业可能对多个国家出口多种产品，因此在第二个括号中的比例[image: ]
 度量的是企业i
 出口产品k到c国占其出口的产品的总量的比重，以这个比例作为c国对产品k征税的权重。类似地，第一个括号里[image: ]
 度量的是企业出口产品k占其全部出口产品的比重。

同样地，我们控制了行业层面的我国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最终品进口关税的下降提高了进口部门的竞争。要控制进口竞争的影响，最佳的办法是通过每种商品的内销额构建一个平均最终品的关税指标。但是我们的数据中没有每种产品内销额的信息，一个近似的办法是假设每种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内销的比重和出口的比重是一样的（如Yu，2015）。但是这个假设在本章中不可行，因为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企业的出口占总销售的比例，因此我们使用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作为控制变量。


三、计量设定


为研究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我们考虑如下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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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p＿intijt
 度量的是行业j中的企业i在t年的出口强度；如前所述，FIT
it

 和FET
it

 度量的是企业层面的加权的中间投入品关税和外部关税；PE是度量企业i
 在t
 年是否进行加工贸易的哑变量；OT
jt

 是企业所在行业在tit
 年的最终品关税；Xit
 指代企业的其他特征，比如所有权结构（如国有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企业规模（以劳动力度量）和企业生产率。最后我们考虑了三种残差项：（1）企业固定效应ηi
 ，度量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厂址等；（2）年份固定效应ζt
 ，度量不随企业变化的时间特征，比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在2005年人民币升值；（3）还有一项随企业和年份不同的特质的残差项εit
 ，假设服从正态分布[image: ]
 ，用来控制其他不可预料的影响因素。

第五节　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虽然合并后的样本总出口额占规模以上企业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仍然有一部分企业因各种非技术因素（如名称不同或电话、邮编缺失）无法匹配，所以我们的合并肯定有一定的磨损率，就自然会问这样的磨损率是否会影响回归的结果，因此我们首先进行的是全样本数据和合并样本的回归结果比较。表6-2的（1）列中报告的是用全部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因为没有与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合并，企业样本中不包括产品的信息，也就无法度量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因此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去掉了企业的中间品关税，只保留了行业层面的最终产品关税，在2位行业代码上度量，我们主要观察最终品关税对出口强度的影响。表6-2（2）列中包括了更多的控制变量比如国有企业指标和外资企业的指标，并且得到了与表6-2（1）列一致的结论。表6-2（3）列中去掉了出口强度的极端值（即0和1）重复（2）列的回归。

表6-2　基于最小二乘回归

[image: ]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作为两套数据的对比，表6-2中后面几列用合并后的数据重复了（1）—（3）列的回归，可见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合并样本中的作用和全样本中的是一致的，有相同的方向和统计显著性，这显示了我们合并的数据在回归结果上是可以代表全体样本的结果的。

在表6-2中的所有回归中，企业的所有结构始终非常重要。外资企业对出口强度有正向显著的作用，而控制了时间和企业的固定效应之后国有企业的系数变成负向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将更大比重的产品销售到国内。

在开始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检查一下出口强度在全样本和合并后的样本中的分布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回归结果必将遭到质疑。如图6-1所示，企业的出口强度在全样本中的分布为U形，而在图6-2中，出口强度在合并后的样本中仍然遵循类似形状的分布。在出口强度的极值点（即0和1）上两幅图的分布有所差别，但这是因为在全样本中72%的企业不出口，而与贸易数据合并后只有17%的企业不出口，而只有或者进口或者出口的企业才出现在贸易数据中。因此从分布的角度而言，合并后的数据仍然是全数据的很好的样本代表。最后，如Ahn et al.（2011）建议的，贸易公司与其他企业i相比在生产率和销售上都会有所不同，比如间接出口商会把他们全部的商品销售到海外。因此我们把间接出口和进口商从我们的样本中剔除出去。

[image: ]
图6-1　全样本中出口销售比分布



[image: ]
图6-2　合并样本中出口销售比分布



为了研究企业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的影响，我们首先在图6-3中直观展示了加总到行业以后出口销售比和中间品关税的关系，图中显示出明显的负向关系。当然这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如前所述，最终品的进口关税，还有国外对我国出口企业征收的进口关税的下降都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强度。因此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行业的最终品关税和企业面临的外部关税（即前面构造的FET指标），同时我们也控制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和贸易类型（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回归的结果汇报在表6-3中。

[image: ]
图6-3　企业中间品关税和出口销售比



表6-3　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强度的影响

[image: ]


[image: ]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的总体影响，因此在（1）列中我们没有加入任何交互项。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可见企业的中间品关税下降导致了更高的出口强度，尽管行业的最终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外部关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如回归方程中所示，加入了加工贸易哑变量和最终品进口关税，以及和企业外部关税的交差项之后，无论是影响的方向还是统计显著性都没有改变。

但是因为样本中存在大量非出口国内企业（占17%），以及大量纯出口企业（占12%），这些企业可能会影响回归的结果。同时有一些企业自己不进行生产而是为其他企业代理进出口（Ahn et al.，2011），这些企业的出口强度也是1。因此在表6-3（3）—（5）列中我们去掉了这些出口强度为0或者1的企业。这样处理之后回归结果与之前一致，企业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出口强度。


二、影响渠道


很自然地，我们会考虑为什么中间品的关税下降会导致企业的出口强度提高。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促使企业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但更多的中间投入品是否会导致企业出口强度的上升呢？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将进口品数目放入到回归中，结果显示在表6-4中，（1）列里我们只加入了进口品种类，可以看到进口品种类越多，企业中间投入品关税越低，企业的出口强度越高；（2）列中我们加入进口品种类和各项关税的交互项，其系数仍然显著，且进口品种类越多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强度的促进作用越大，这说明中间进口品关税的下降的确通过企业进口品种类影响着企业的出口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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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强度的影响的确是通过进口品种类起作用的。

表6-4　关税下降对出口强度影响的渠道

[image: ]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是中间品对于生产率的贡献。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使企业中间进口品上升，而这有可能会促进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的提升又有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强度。我们现在通过实证回归来检验这个渠道。首先，在表6-4的（3）列中，参考余淼杰（2011），我们计算出用Olley-Pa-kes（1996）法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把它作为因变量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在控制了大量的其他相关变量后，我们发现，进口中间品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增加的确会提升企业的生产率。

那么，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会不会也增加企业的出口强度呢？表6-4（4）列依然以企业出口强度为因变量，但新加入企业生产率与进口中间品的交互项。可以发现，生产率变量为负且显著，同时企业生产率与进口中间品的交互项也为负且显著。这表明，生产率越高，企业出口强度越低，内销比重越高。同时，进口品种类越多的企业生产率变化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也越大。乍一看，生产率越高企业出口强度越低的发现，似乎与我们的经济直觉不同。但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有这个相同发现（如李春顶，2009；Dai et al.，2012）。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的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但因加工贸易的特性，它们的出口强度又很高。为验证这个假说，我们在（5）列中去掉了所有做加工贸易的企业，结果发现生产率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再显著。不过，现在因变量还是出口强度，更为直接地，在（6）列中我们直接地用企业出口对数作因变量，可以发现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得越多。

我们已经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通过进口中间品的增加来提高企业的出口强度。之所以进口中间品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出口强度，则可能是通过下面三个机制。

首先，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这样减少了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面临的信贷约束等限制（Feenstra-Li-Yu，2014），也就是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

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外销售的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出口强度上升有两方面的机制：一方面，如我们的模型所刻画的，由于生产出口品的企业比生产内销品的企业有更好的外国网络和信息，因此可以更有效地接触国外中间品市场，也就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进口投入品，中间进口品关税的下降使得生产出口品的部门优势扩大，生产出口品相对生产内销品利润增加，因此企业提高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即使我们不考虑中间进口品比国内进口品拥有较高质量，而允许企业对于国内外生产同一种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质量相同），只要用于生产出口品所用的进口中间品比国内中间品数量较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同样会导致出口强度上升。这是因为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使企业出口部门受益更多，从而出口相对于内销增长得更快。

在以上的三个机制中，如果第一个机制存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将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如果第二、第三个途径存在，即生产出口品需要的进口投入品质量更优或数量更多，那么当进口品关税下降时，用它们生产出口品更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因此相对而言，企业会扩大出口品的种类，以及每种产品的出口额度，从而提高了出口的比重。所以如果这条影响途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企业中间进口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品种类。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在下面的回归中考察了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强度的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影响。

在表6-5中，我们将企业分成了三组，之前没有出口本期刚刚开始出口的企业，即“新出口企业”；之前出口本期继续出口的企业，称为“持续出口企业”；还有上期出口但是这期不再出口的企业，叫做“退出出口企业”，当然还有“始终不出口企业”。在（1）列中，我们利用新出口企业和始终不出口的企业的数据考察了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下降，企业有更大的动机参与到出口行为中，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2）列中，我们对新出口企业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对这些新出口企业而言，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下降越厉害，其出口强度越大，因此可见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不仅在广延边际也在集约边际上提高了出口内销的比例。在（3）、（4）列中，类似在（1）、（2）列中的情况，我们考察了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机的影响，以及对退出企业的出口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中间品关税下降不是导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重要原因，对退出的企业的出口销售比的影响也微弱。而在最后两列中，我们对持续出口企业进行分析，考察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在最后一列中，由于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是个整数，因此标准的固定效用OLS回归不再适用，而应该采用负二项式（negative binomial）回归（Cameron and Trivedi，2005）。结果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促进了持续出口企业出口更多的产品种类，并且提高了这些企业的出口销售比。

表6-5　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与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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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的回归告诉我们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增加了出口企业的数目。结合上面一段的分析，这个结论提示我们中间品关税下降提高出口强度的第一条途径是成立的。即中间品关税下降增加了进口品种类，降低了出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克服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壁垒，从而带动更多企业开始出口。第二个计量结论是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同时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同样结合上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中间品关税下降提高出口强度的第二条途径也是存在的。即中间品关税下降促进了使用更优质进口投入品的出口品生产部门扩大生产，因此出口内销的比例提高。

那么，出口部门是否比非出口部门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呢？为验证这点，我们首先计算出各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即进口中间品比上所有中间品。如果我们的假设是对的，我们将会看到出口企业会比非出口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更高。而且，纯出口企业比非纯出口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也会更高。表6-6首先给出各组的均值。可以发现：出口企业会比非出口企业（纯出口企业比非纯出口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更高。接着，我们分别对每个出口企业根据销售值、生产率、企业规模找出在非出口企业的最近匹配企业（nearest-neighbor matching），然后再比较其进口中间品比率。从表6-6中可见，不管是用对处理项的平均处理额（ATT）还是对控制项的平均处理额（ATC）两种方法，出口企业都会比非出口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高约0.7个百分点，纯出口企业比非纯出口企业更是高出约2.3个百分点。

表6-6　进口中间品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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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纯加工出口企业而言，它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利润也较薄，而根据这类企业的特性，自然而然会利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因此，有必要知道把纯加工贸易企业剔除的话，是否也能得到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的结论。所以，我们在第二组中把纯加工贸易企业剔除，我们同样发现出口企业会比非出口企业（纯出口企业比非纯出口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比率更高。


三、内生性


（一）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的两个来源

在前面的回归中，我们得到了基本结论：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销售比。并且我们证明了两条可能的影响途径。但是在前面的分析中还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需要处理。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的两种不同来源。

一种类型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是普通的中间进口品产品关税的下降（即FIT度量式中的τ下降），这正是本章研究的关注点。但是还存在另一种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企业自主选择多进行加工贸易造成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度量下降。具体来说，回忆企业中间品关税（FIT）的度量式，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进口的关税，另一部分是加工贸易进口的利息，而这一部分远小于一般贸易的关税，因此即使τ没有任何改变，当企业自主选择更多地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时，一方面会拉动FIT值的下降，另一方面会带来出口销售比的增加，因此二者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的共变关系。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企业比重很大，这种由于企业自主选择加工贸易造成的FIT下降同时出口销售比上升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因此要分析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出口销售比的因果影响，我们必须控制住这一类型的中间品关税下降带来的干扰。

首先我们要检验这两种类型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是否都存在，是否都对企业的出口强度有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将这两种类型的中间品关税下降区分开来。我们考察三类企业，（1）纯一般贸易企业，即那些只进行一般贸易进口中间品的企业；（2）纯加工贸易企业，即只加工进口中间品的企业；（3）混合贸易企业，即两种类型的进口都进行的企业。在前两类企业中，不存在调整加工贸易比重的问题，其所有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都来自产品关税下降自身的原因。因此我们将利用这两类企业研究纯粹的产品关税下降的影响。但是在混合贸易企业中，两种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的来源都可能存在，为了剔除产品关税τ下降的原因，只关注加工贸易比重调整带来的企业中间品关税的改变，我们将混合贸易企业的企业中间品关税（FIT）中的产品关税τ固定在2000年，而不是像之前使用当期的关税。这样做就可以控制产品关税τ的改变带来的FIT的改变，因此所有的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都来自于加工贸易的调整。

在表6-7的（1）、（2）列中我们分别对所有纯一般贸易企业和纯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回归，在控制了各种固定效应之后可见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强度。这说明产品关税τ的下降对企业出口内销比的确存在拉动作用。在（3）列中我们对所有混合贸易企业回归，其中我们用的企业中间品关税是用2000年的τ替换了当期的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当期的产品关税变化之后，企业中间品下降全部来自加工贸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确同时带来了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和企业出口强度的上升。

表6-7　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的两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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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后面三列中，我们分别考察了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不同的转型企业的影响。我们考察了从上一期做纯一般贸易转型到混合贸易的企业，从纯加工贸易转型到混合贸易的企业，以及从混合贸易转型到非混合贸易的企业。结果显示对从纯一般贸易转型到混合贸易的企业而言，FIT的下降对出口强度提升的作用显著，而对另外两种企业而言则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对混合企业而言，自主选择提高加工贸易是造成FIT和出口强度显著的反向关系的重要原因。通过这一组回归分析，我们证明了企业中间品关税（FIT）的下降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来源，并且这两种类型的下降都在发挥着作用。这说明我们必须在计量分析中控制住企业自主调整加工贸易的行为，才能准确地评估中间品关税τ的下降对企业出口销售比的真实作用。因此我们在下面一部分的分析中，将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行为内生化，从而控制了企业自主增加加工贸易比重带来的共变。

（二）加工贸易的内生性

在之前的所有回归中，加工贸易的指标都是0或者1的哑变量，在下面的回归中，我们将把加工贸易内生化，因为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各项综合因素，因而相对于企业的出口与内销行为而言，很难说是完全外生的。因此我们用Heckman两步法将加工贸易内生化，纳入到原先的回归方程中。第一步，给定上一期的企业生产率等特征下，我们用Probit回归估计出预期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概率，并计算出逆向米勒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第二步，我们用估计出来的加工贸易概率替换原先的加工贸易哑变量，并将逆向米勒比率加入到控制变量中。Heckman两步法要求在第一步回归中显著但在第二步回归中不显著，这里我们用的是企业的年龄。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列在表6-8中，企业是否进行加工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生产率、企业属性和企业年龄。我们发现企业年龄越大，出口的概率越高。它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

表6-8　企业是否进行加工贸易的概率估计（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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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进行加工贸易的指标，回归控制了年份和企业的固定效应。

表6-9的（1）列中，我们用估计的加工贸易概率代替加工贸易哑变量，用全体样本进行基准回归，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销售比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有显著更高的出口销售比。企业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越低，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用中国企业数据的研究一致（如Lu，2011；Dai et al.，2012）。在表6-9（2）列中，我们去掉了出口强度为0或者1的极端值样本，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不变。

表6-9　控制加工贸易的内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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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采用估计的加工贸易概率也不是完美的，它不能反映当期的真实加工贸易的比重。为此我们在表6-9的（3）、（4）列回归中用当期加工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代替加工贸易哑变量，重复上面的回归。类似地，（3）列中是全体样本的回归，（4）列中是去掉有极端出口强度值的企业的回归。这组回归的结果与用加工贸易哑变量和估计概率回归的结果一致，即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出口销售比。


四、企业中间品关税（FIT）的内生性


在上面的小节中我们控制了回归式中加工贸易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本部分第一小节中我们分析的问题，即FIT指标中企业调整加工贸易比重带来的FIT的内生性。更进一步，FIT指标中的内生性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两种内生性问题。

首先，中间品关税τ的下降会影响企业进口该项中间品的比例，极端一点而言，如果一种中间品是生产某种最终品的关键投入，但是该项中间品的关税非常高，企业有可能不进口该项中间品而转而寻求其替代品，这样FIT的指标中就不含有该进口投入品的关税，FIT因此显然被低估了。其次，当外国市场的需求改变导致企业多生产某种最终品时，企业就会相应多进口生产该种产品所需的进口中间品，因此FIT中该种中间品的比重就增加了，这就造成了反向因果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种内生性问题，以及在本部分第一节中提到的企业调整加工贸易比重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仿照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我们在下面的回归中采用固定权重的FIT指标代替原始FIT。具体而言，就是将FIT指标中每种中间品关税的权重由当期的进口比重替换为2000年的进口比重，如下面的式子显示。这样做固定了每项中间品的关税τ的权重，解决了权重受到上面内生因素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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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固定权重的FIT指标回归的结果显示在表6-10中。在（1）列中我们使用全体样本，并且控制了加工贸易比重及其与各项关税的交互项；在（2）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生产率，在（3）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规模，最后一列中我们同时控制了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结果显示当控制了企业生产率之后，企业的中间品关税下降仍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销售比，同时加工贸易比重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这个结论都与前面一致。

表6-10　使用固定权重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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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内生性


最后我们考虑其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种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当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产出比较低时，它们可能会向政府寻求保护或者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游说政府降低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以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利润（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虽然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多，但是为了严谨，我们仍然控制了这种内生性。具体而言，我们在FIT指标的式子中，将当期产品关税τ替换为1996年的产品关税，以此新构造的固定关税FIT作为原始FIT的工具变量。同样，这样做一方面控制了中间产品关税τ受到当期企业产出影响的内生问题；另一方面仍然可以保证与当期的关税的紧密相关性，因此可以作为比较好的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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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在表6-11中。在（1）列中我们使用加工贸易的哑变量度量加工贸易，（2）列中使用内生化以后的加工贸易概率度量，（3）和（4）列中使用加工贸易比重度量，并在（4）列中去掉了出口强度的极端值。结果显示在每一列的回归中，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都显著地提高了出口强度，这一结论与前面一致。在表格的下面我们附上了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以及各项检测，回归显示，工具变量与FIT显著正相关，并且检验拒绝了弱检定的假设，进一步说明我们选用的工具变量有效。

表6-11　工具变量回归：企业中间品关税对出口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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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mage: ]
 表示p值低于0.001（0.01），小括号为t值，中括号为F值。


六、更多稳健性检验


（一）其他非线性设定形式

在前面的所有回归中我们使用的都是线性设定形式。但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品关税的减免可能会对企业出口强度存在着非线性的影响。比如说，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门限效应。为此，表6-12选取了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分别取50%和75%的情况。在（1）列中我们汇报了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大于50%的样本，（2）列则汇报了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小于50%的样本。（3）列中汇报了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小于75%的样本，（4）列则汇报了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大于75%的样本。结果显示，采用不同的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回归与我们之前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表6-12　企业中间品关税阈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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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位数回归

不少学者已经证明中国企业的出口强度的分布呈现U形，图6-4显示我们在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的残差项仍然具有U形分布，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回归中固定效应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残差项的分布不是常规的正态分布，为谨慎起见，我们在下面采取分位数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

分位数回归是处理残差项分布非正态尤其是非对称的有效手段。其原理是利用最小化加权残差项绝对值，以此避免OLS回归产生的偏误（Koener，1978）。其目标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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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固定效应回归残差值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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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是分位数值。我们首先选取25%、50%、75%这三个分位数点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表6-13中，第一列是OLS回归，作为对照，第二列至第四列是分位数回归，在每个分位数点，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都会显著提高出口销售比，这与之前的结论一致。

表6-13　分位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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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数值拟合了在每个分位数点的回归系数，并将这些系数拟合成连续的图（见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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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图



图6-5中显示了各个主要变量的系数在出口强度的不同分位数点上的值，其中第一个图是截距项的数值，第二幅图是行业最终品关税的系数，第三幅图是企业中间品关税的系数，最后一幅是企业外部关税的系数。我们主要看第三幅图，可见在任何分位数点的出口强度上，企业中间品关税对出口强度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也就是说，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始终会提高企业的出口销售比。第二点可见，当企业的出口强度位于中间值时，也就是说，企业既进行出口，又进行内销的时候，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出口强度的影响最大，而当企业只进行内销或只进行出口时，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作用则不明显。这一结论很符合直觉，第一，当企业不出口或者只出口很少产品时，企业的外国销售渠道和产品研发薄弱，此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并不是促进企业出口的最主要因素，而出口的固定成本以及外需的变动才更重要。第二，当企业只出口而很少进行内销时，这说明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网络以及产品研发等方面很薄弱，企业主要进行的是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因此已经享受了零关税进口的优惠政策，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于主要进行加工贸易的企业激励显然很小。因此，只有对同时进行出口和内销的企业，相对于内销而言，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的出口促进最大。

（三）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其他衡量指标

在我们之前使用的FIT的度量中，每种中间品关税的权重是其进口占全部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但如果企业大量使用本国中间品而非进口中间品，那该产品的相关权重就难以得到准确的衡量了。为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最后的回归中使用另一种FIT的度量，我们将原先的度量式中的权重变成该中间品的进口占全部中间品消费的比重。如下式所示，改进的FIT的度量与原来的FIT具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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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括号内是原先的FIT指标，括号外的分子项是全部进口的中间品，分母是全部消费的中间品。用新构造的FIT指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表6-14中。我们用加工贸易比重度量加工贸易，并控制了生产率、企业规模等不同因素，当我们去掉出口强度为0或者1的极端值时，结果显示利用新构造的FIT指标度量企业中间品关税，其下降仍然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因此考虑从国内购买的中间品并不会影响本章的结论。这进一步证明了，企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的出口销售比的提高不仅显著，而且对不同的计量方法和不同的度量方法都非常稳健。

表6-14　使用其他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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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结论

本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更低的中间品关税时，相对于内销，企业会更多地扩展出口，也就是企业的出口销售比会增加。为了得到这个结论，我们构建了针对每个企业的中间品关税指标，这个指标不仅考虑了一般贸易，更将加工贸易纳入其中。我们使用了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合并和检验，以确保合并的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大量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也确保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可靠和准确。

本章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出口销售比研究的空白，使用我国大规模的微观数据给出了关于出口强度的一些研究结果。除此之外，本章还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文章的结论揭示了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在如今全球需求疲软出口不景气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以及其他投入成本促进企业出口。


第七章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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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零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文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主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本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文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引言

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WTO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下降，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以及重要机电设备的进口关税也大幅下降，幅度超过50%。为了全面提高我国开放水平，更好地应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促进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2001年之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贸易改革的方针政策。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为了建立更加符合WTO规则的外贸政策和管理体系，我国于2004年4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提高了外贸管理质量、效率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这些战略政策开启了我国全面推进贸易体质创新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路，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之路”，帮助加工贸易企业从低端的贴牌生产（OEM）转型成有自主设计生产（ODM），甚至开创自主品牌（OBM），积极参与到国际价值链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进一步增强我国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这样的贸易自由化以及政策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有了显著的发展。1995—200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0.6%上升到1.23%。同期，科研人员的数量增长了77%。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当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增长47.7%，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68%；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增长146%，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193%。IT等产业加工贸易采用先进技术乃至全球同步技术的比率明显上升，设立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地区总部数量大为增加。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加工贸易企业的ODM和OBM混合生产出口比例达到40%，东莞市出口300强也基本实现了“设计+生产”模式。根据《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2010》，中国内地企业期望提高研发投入的比例全球第一，说明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仍有很大的增长可能和潜力。图7-1描绘了企业研发和中间品关税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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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企业研发和中间品关税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作者自己计算而得。

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和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引进核心零部件、中间品，以及先进的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吸收先进技术，带动研发创新。入世以来，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以及重要机电设备的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超过50%。每年还都通过暂定税率的形式，重点降低重要资源、生产资料、工业原材料、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税率。这些政策降低了企业引进核心零部件和资本品的成本，降低了企业接触最新技术的门槛，对提高企业研发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在国际贸易学理论上，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终品的贸易自由化导致进口该产品的部门竞争加剧，促进本国企业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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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关税的下降扩大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同样会促进企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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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也会对进口企业研发起到促进作用，但已有文献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甚少。

因此，本章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我们认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企业研发的投入。一方面，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减少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使得企业可以克服研发的固定成本，提高研发投入（Bustos，2011）。另一方面，中间品关税下降使企业有更大的可能购买到核心零部件，从而获得更多的核心技术，起到了技术转让的作用（Goldberg et al.，2009），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用于吸收和模仿外国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并促进企业自主研发投入（Kim-Nel-son，2000；Hu et al.，2005；Griffith et al.，2004）。

为在实证上验证这点，我们构造了行业的中间品关税指标，并用此对企业研发投入做回归分析。我们还使用倍差分析法（DID）进一步估计，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始终享受零关税优惠，这样中间品关税下降只对非加工企业有影响，因此我们将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对照组，非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处理组，进行自然实验分析。我们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时间序列相关问题，以及资本品贸易开放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处理，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尤其短期影响更为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主要集中在生产过程的研发而非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模仿先进技术的成本低于开发新产品的成本，中国企业自生产过程的研发上更具有比较优势。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章的发现丰富了先前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研发的研究。其中一支文献着重于研究外部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这类文章假设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研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也需要额外的生产成本，当贸易成本下降时，规模经济使得高技术的边际汇报更高，因此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选择高技术（Grossman-Helpman，1991）。如Yeaple（2005）提出的，假设工人的能力具有随机的异质性，企业根据工人的能力选择高技术或者低技术。当贸易成本下降时，企业有更高的激励使用高技术。又如Verhoogen（2008）中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并付给工人高工资激励，当货币贬值时，生产率高的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增加出口，并拉大了行业内的工资差距。通过墨西哥数据检验了结论。Lileeva-Trefler（2010）用加拿大企业数据发现外部关税下降造成生产率高的企业多出口，投入更多新产品研发以及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另一支文献着重于研究最终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本国企业研发的影响。进口品贸易自由化加剧了本国该行业的竞争，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Bloom et al.（2012）发现中国加入WTO后欧洲对中国特定产品配额取消，增加了欧洲进口部门的竞争，导致每个企业技术进步，并且促使劳动力向技术更高的企业流动。Iacavone et al.（2013）同样研究了中国入世对于墨西哥企业的冲击，发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增加了更多的研发。Bustos（2011）等研究了对称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影响。当最终品关税和外部关税同时下降时，Bustos（2011）认为这会激励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并且提高技术水平。

与上述文献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着重于中间进口品贸易自由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一方面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企业进口核心中间品的成本下降，相当于企业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得到外国技术。因此这会促进企业对新技术的模仿和吸收，增加企业研发。在已有文献中，有大量研究技术转让和自主研发的关系的文章。比如Hu et al.（2005）用中国数据研究了技术转让和自主研发的关系，发现两者高度互补。Cohen-Linvinhahl（1989）认为研发可以是自主创新，也可以是对已有技术的学习，而对产品的研发提高了企业的学习能力，促进了技术转移。Kim-Nelson（2000）用东亚的数据发现企业通过吸收模仿已有技术促进了国内研发。Griffith et al.（2004）用OECD成员的数据也支持了技术转移和研发的互补关系。

最后，我们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中间品关税下降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主要是对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对新产品的研发。关于研发类型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大部分文献认为当企业面临双边贸易自由化时对生产过程研发和新产品研发的选择。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市场，增加了生产研发的投入回报，企业应该增加生产过程的研发；另一方面进口竞争促进企业削减产品种类。Eckel-Neary（2010）、Feenstra-Ma（2008）和Ju（2008）在寡头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他们认为当进口竞争加剧时，企业为了削减内部各种产品的互相蚕食而减少产品种类，增加企业的竞争力。Bernard et al.（2010，2011）则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上考虑企业产品链的成本效应，当企业产品链拉长时，提高了企业生产以及进入市场的成本。Dhingra（2013）中综合考虑了以上两种影响因素，同时引入了品牌效应，认为当进口竞争加剧时，扩大产品种类虽然直接增加了竞争程度，但另一方面增加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因此也扩大了产品的需求。Goldberg et al.（2010）检验了印度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种类的影响，发现与美国不同，印度很少削减产品种类和已有产品的产量，对经济在广延边际的贡献几乎全部来自新增的产品和已有产品的产量增加。Qiu-Yu（2013）发现最终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会减少企业出口的种类；外部关税下降对企业的影响和其管理效率有关，对管理效率高的企业，最终品关税下降增加了产品种类，对管理效率低的企业则降低了产品种类，并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上述文献不同，本章从中间品关税下降的角度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两种类型的研发的影响，发现主要的途径是促进生产过程的研发，原因是中间品关税下降使得企业进口核心技术的成本降低，降低了企业模拟已有技术的成本。相对于自主研发，中国企业在模拟已有技术上更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这促进了企业改进已有生产技术的研发。

第三节　数据和度量

本章的样本和变量来自三套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企业年度调查、海关总署的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以及WTO的产品层面关税数据。


一、数据描述


本章使用的企业生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企业年度调查，包括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提供了企业的销售、出口、劳动力、资本、利润、所有制等100多个企业信息，也包括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数据年份为2000—2006年，每年大约有230000个制造业企业。这套数据的100多个变量来自三张完整的会计报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这套数据每年平均涵盖了中国总工业生产总值约95%，实际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数据就是从这套数据加总而来的。

虽然这套企业的数据内容丰富，但有些观察值质量也比较低。一些企业在汇报时的误报造成了部分数据不合格。我们仿照Cai-Liu（2009）和Feen-stra et al.（2013）中所采用的“通用会计准则”（GAPP）对数据进行筛选，如出现如下任何一种情况，则将该企业定义为不合格企业并将其剔除：第一，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第二，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第三，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第四，企业的编码缺失；第五，成立时间无效（比如开业月份大于12或小于1）。这样，数据中包括的总企业数目降至438165个，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被剔除掉了。

本章企业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包括了2000—2006年每个企业每种产品进出口的月度数据。每个产品都是在HS 8位码上，产品数量从2000年1月的78种增加到2006年12月的230种。将其按年份加总后，年度的观察值数目由2000年的1000万个增加到2006年的1600万个，大约有29万家企业参与了国际贸易。

对每种产品，这套数据包括了三类信息：第一，五个关于贸易的基本变量，包括了贸易额（由美元度量）、贸易状态（进口/出口）、贸易的产品数目、交易单位、每单位产品贸易额（贸易额除以产品数目）。第二，六个关于贸易模式和方式的变量，包括出口或进口的对象国家或地区、路线（是否途经第三国或地区）、贸易类型（加工贸易或一般贸易）、贸易模式（海运、陆运或空运）、进出的海关。第三，该数据库还包括了七个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特别地，数据汇报了企业的名称、海关编码、所在城市、电话、邮编、企业经理姓名及企业所有制（外资/私有/国有）。

每种产品的关税数据可以直接从WTO网站获得，关税数据是在HS 6位码层面（2000—2006年）。由于海关数据是HS 8位码的，因此我们将关税数据合并到了海关数据中。因为本章的研究兴趣是考察行业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平均影响，而不是某种具体产品的关税变化的影响，所以本章用行业所需的所有中间品关税的加权平均值度量贸易自由化。


二、数据合并


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数据和贸易数据虽然都包括了企业编码，但是两套编制系统却完全不同，在海关数据中企业的编码是10位的，但是在企业数据中却是9位的，两套编码没有任何共同特征，因此将两套数据合并非常困难。

为此，我们采用Yu-Tian（2012）介绍的方法，采用两种方式合并这两套数据。首先我们根据企业的姓名和年份匹配，如果两个企业在同一年在两套数据中都有相同的名字，那么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是同一个企业。这样如果使用原始的工业企业数据，我们可以匹配83679家企业。如果使用筛选过后的企业数据，则可以匹配69623家企业。第二种匹配方式是通过企业的邮政编码和最后七位的电话号码进行匹配，因为在每一个邮政地区中，企业的电话号码都不同。尽管这个方法很直观，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细微的实际操作的困难（比如在企业数据中电话是包括分机号的，但是在海关数据中却没有），因此我们采用了电话后七位作为企业认证的近似。企业在每套数据中都有可能有名称、电话或邮编的缺失，为了保证我们的匹配可以尽可能地包括更多的企业，只要企业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法成功匹配，我们就将它纳入合并数据中。如此，用原始工业企业数据成功匹配的企业数上升到90558个。与其他类似的文献比较，我们的匹配数目与他们的大抵一样甚至更好。最后我们用筛选后的严格的企业数据匹配，得到76823家企业。值得指出的是，合并的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合并后的数据库中企业的总出口额占了制造业企业数据库的出口额一半以上，与其他相关研究如Ge et al.（2011）的匹配成功率相当。


三、关键变量的度量


（一）企业研发

我们使用的研发数据来自制造业企业额生产数据，包括了企业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前者度量的是企业对于研发在投入方面的指标，而后者度量的是研发产出方面的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1—2006年（其中2004年缺失）。

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因为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中间品零关税，所以它们不受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二是加工贸易企业总体上的研发投入比较低。加工贸易主要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根据Feenstra-Hanson（2005）和Yu（2013），来料加工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技术，只有进料加工企业有自己的技术。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使用加工企业作为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控制组。图7-1汇报了纯加工企业和非纯加工企业的研发走向，每一年非纯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都比纯出口企业高，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由于大部分纯出口企业都是纯加工出口企业，考虑到与海关数据合并之后的数据容量减小，我们首先使用纯出口企业作为加工贸易企业的近似代理，用所有的制造业企业样本进行分析。表7-1列出了所有纯出口企业和非纯出口企业在每一年的研发投入的统计信息。图7-2画出了这两类企业研发的走势，可以发现：非纯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总是比纯出口企业高，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二者的差距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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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纯加工企业与非纯加工企业的研发



[image: ]
图7-2　纯出口企业与非纯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作者自己计算而得。

表7-1　根据企业类型统计企业研发（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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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加入WTO之后纯加工出口企业的研发也大幅提高。这是因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从2003年之后，国家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加工贸易进入调整升级阶段。同时2004年颁布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大大提高了外贸管理体制的统一与透明度，提高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这一系列的政策带来了更优质的贸易环境，而进入外国市场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都大幅促进了进料加工企业的发展与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见图7-3），进料加工成为主要加工贸易生产方式。因此造成加工贸易企业在加入WTO之后研发增加的原因并不是中间品关税的下降，而是企业面临的外部关税下降，以及配套政策的发展。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控制这些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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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中国企业的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



（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根据Amiti-Konings（2007）和Topalova-Khandelwal（2011）的方法，我们构造平均行业中间品关税。我们选取的行业水平是中国工业分类（CIC）4位码，其指标为：

[image: ]


其中[image: ]
 为行业f在2002年使用投入品n的总产量，τnt为这种投入品在t年的关税。根据行业投入产出表，我们可获知每个行业使用的每种投入品的产值以及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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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每个行业所使用的投入品不止一种，每种产品的关税不同，因此我们使用该行业对每种投入品的使用量占总投入品的比重作为这种产品关税的权重，经过加权平均得到该行业面临的平均中间品关税。我们之所以将每种产品的权重固定为2002年的使用权重值，是因为当产品关税变化时，会造成使用该产品量的内生改变。比如当某种产品在某一年的关税非常高时，进口该产品的比例会很小，那么其权重值就会很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中间品对企业生产不重要。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我们一方面将该产品的权重固定在2002年，排除了关税随时间的波动造成内生权重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使用该种中间品的全部使用量占所有中间品的权重，而不是进口额的权重，可以进一步排除关税在不同产品间波动造成的内生变化。类似地，我们同样构造了行业最终品的平均关税。表7-2汇报了行业中间品关税，最终品关税和一些重要的企业特征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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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关键变量统计信息（200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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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作者自己计算而得。

第四节　实证方法和结果


一、基准固定效应回归


我们首先用行业的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研发投入回归。关税变化在不同行业间的波动和在不同年份间的波动不相同，既与不可观察的企业特性有关，也与年份因素有关。因此我们控制了不同年份和企业的固定效应，吸收掉不随企业变化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企业因素的影响。在表7-3的（1）列中，行业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增加了研发的投入额，关税下降1个百分点带来研发投入增加11.6%。表7-3的（2）列控制了最终品关税对研发的影响。最终品关税下降增加了国内竞争程度，降低了每个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企业可用于研发的资金缩减，另一方面更高的竞争激励企业增加研发，同时由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的作用，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会被挤出出口市场，因此平均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这部分企业的利润更高，研发投入也会更大。由于一部分研发投入是由最终品关税下降引起的，控制行业最终品关税后，中间品关税下降一个百分点造成研发增加下降2.9%。除此之外，造成企业研发增加的因素还有企业自身特性。生产率高、规模大、利润高的企业往往有更大的研发动机。国有企业受到政府保护更多，研发的动力小，但是国有企业往往有高利润，因此有更多的资金支持研发。因此在表7-3的（3）列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率、规模、利润和所有制。结果显示行业中间品关税下降仍然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生产率、企业规模、利润都与研发显著正向相关，而企业所有制与研发的关系不显著，这与我们之前的分析一致。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开始变成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升值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对企业研发是一个冲击，同时在2005年，纺织品的《多种纤维协定》到期，对纺织品的各种配额限制被取消，对我国的出口形成了正面的刺激，从而也会影响企业的研发决策。因此为了消除这些特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表7-3的（4）列中，我们使用2001—2005年的样本重新估计，结论不变。

表7-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影响（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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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然而企业的研发与行业的中间品关税有可能存在内生的相关性。生产率低的行业往往研发投入比较小，这些行业会游说政府寻求产业保护，因此可能面临较高的关税保护（Bown-Crowley，2013），当加入WTO市场更为开放时，这些行业的关税下降较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缓慢。因此我们使用WTO与企业是否是纯出口企业哑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行业中间品关税的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由于大部分纯出口企业都是加工贸易企业，而加工贸易企业因为始终享受零关税而几乎不受入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表7-4中，在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之后，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仍然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表7-4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影响（工具变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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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二、全样本下的倍差法回归


对回归结果带来困扰的因素还有不可观测变量，比如宏观经济波动同时影响企业研发和关税变化。因此为了处理这种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我们使用加工企业作为控制组进行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根据我国的政策，加工企业进口是免关税的，因此加入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对加工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影响甚微。因此，我们使用加工企业作为控制组可以较好地解决企业生产率对于关税影响的内生问题。

不过，因为生产率低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概率大、研发低，贸易自由化对非加工贸易企业研发的促进可能来自加工出口企业和非加工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而不仅仅是关税下降。为了排除这种分组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率，保证贸易自由对研发的影响与生产率无关。我们同时控制了企业规模、利润和所有制等重要的企业特性，避免遗漏变量造成内生性。

根据Dai-Yu（2013），加工贸易企业很大比例上是纯出口企业（也即只出口不内销），因此我们首先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所有企业数据，按照是否是纯出口企业分组，进行对照分析。如果企业选择纯出口，那么很大概率上可以认为企业进行的是加工贸易，因此其研发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比较小。如果企业不是纯出口企业，那么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为研发创造资金条件。企业也可以更便宜地进口包含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相当于提高了隐性的技术转移水平。技术转移往往和企业研发存在互补关系，因此促进了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吸收与模仿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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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考虑如下回归式，回归方程中的β
 3
 应该为显著为负。

lnRnDit
 =β
 1
 WTOt
 +β
 2
 PureExporteri
 +β
 3
 WTOt
 ×PureExporteri
 +εi


在表7-5的（1）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加入WTO的哑变量，企业是否是加工贸易的哑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行业的最终品关税和企业的特征，以及企业固定效应，使用所有年份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加入WTO对企业研发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和预期一致。加入WTO造成的纯出口企业研发投入增加的百分比比非纯出口企业的要小56.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由于一些不可观察的宏观经济变量也会引起关税下降，在表7-5的（2）列中我们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结果与之前一致，影响幅度也相似。

表7-5　合并前样本DID（对照组：纯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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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中国加入WTO对关税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关税减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入世后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以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都对企业的研发有着更复杂的长期影响，因此在表7-5的（3）、（4）列中我们区分了加入WTO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我们同时控制了行业的最终品关税，以及外国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入世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世界市场，我们使用加权的世界平均GDP，作为世界市场的代理变量。表7-5的（3）列中使用2001—2003年的数据回归，在2003年以前中国政府的配套政策和新战略方案还未出台，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下降在短期对企业研发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幅度大于用2001—2006年估计的平均值。这说明企业预见到长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就有充分应对，因此加入WTO对企业研发在短期有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在表7-5的（4）列中我们考察长期影响，为了排除人民币升值和《多种纤维协定》到期的影响，我们剔除掉了2006年的样本。结果显示纯出口企业和非纯出口企业在长期对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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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合并样本的倍差法回归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使用纯出口企业作为加工企业的代理变量，但是纯出口企业和加工企业并不完全等价。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生产数据和海关的产品出口数据合并，合并之后的数据虽然损失了一些样本，但海关数据提供了企业的出口种类，可以准确判断加工出口企业和一般出口企业，因此有利于提高分析的准确性。

同时，注意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与销售方面具有本质不同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说明加工贸易企业的研发行为可以作为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反事实度量，也即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研发行为在“入世”前基本同质，我们在控制了企业生产率、规模、利润和所有制之后进行了两组“入世”前的匹配，匹配方法是倾向得分匹配（PSM），比较匹配之后和匹配之前的差，如表7-6所示，发现匹配前后两组的差都不显著，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企业在“入世”前在研发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在表7-7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发现每个控制变量偏误都不显著，且匹配的总体平均偏误为3.2，p值为0.208，这就支持了所选择的控制变量的合理性。由于我们的研发数据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在后面的回归中我们使用的是没有匹配的样本。

表7-6“入世”前得分匹配法的企业研发比较（合并后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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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匹配后样本的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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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表7-8使用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合并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为了和表7-5的回归结果做一个比对，我们首先按照企业在初始年份2001年的出口状态将企业分为纯出口企业和非纯出口企业，然后按照表7-5中（1）列重新回归。结果显示加入WTO仍然促进非纯出口企业有更高的研发投入，这说明合并之后的数据仍然有较好的代表性。为了剔除企业在纯加工企业和非纯加工企业之间的角色转换，我们在表7-8的（2）—（5）列的回归中，使用合并以后的数据按照所有年份信息将企业分为始终是纯加工出口的企业和其他非纯加工出口企业两组。同时，为剔除掉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影响，我们使用平衡面板进行回归。表7-8的（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WTO对于纯加工出口企业的研发提高显著高于非纯加工出口企业。在表7-8的（3）列中，为了处理连续时间的序列相关问题，类似表7-5的做法我们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因此加入WTO的哑变量被吸收掉，同时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由于此处分组不随时间改变，因此纯加工出口的哑变量也被吸收掉。回归显示纯加工出口的企业在加入WTO之后研发投入显著增加更多，并且增加的幅度相比表7-8的（2）列的结果更大。在表7-8的（4）列和（5）列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其他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加入WTO仍然显著地增加了纯加工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

表7-8　合并后样本DID（对照组：始终纯加工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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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四、更多稳健性回归


首先，注意本章使用的研发和关税数据是2001—2006年的连续样本；而根据Bertrand et al.（2004）及Bustos（2011），这期间的不可观测的宏观政策变量会同时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使得残差项具有序列相关性，这会使得估计系数的标准误被高估，显著性下降。因此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将所有样本分为加入WTO之前和之后两阶段，计算两个阶段各变量的平均值，然后做一阶差分，或者与此等价地引入年份固定效应。表7-9显示结果与之前的分析一致。

表7-9　两阶段倍差法回归（对照组：始终纯加工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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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其次，为进一步验证中间品关税只对非加工企业的研发造成影响，我们进一步缩减处理组样本，使用从不进行加工贸易的非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处理组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表7-10的（1）列和（2）列，非加工贸易企业与纯加工贸易企业相比，在加入WTO之后仍然显著地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的增加，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表7-10　非加工企业处理组和零研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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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再次，由于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真正有研发投入（R&D＞0）的企业仅仅占到总数目的20%左右，在取完对数后研发投入水平为零的企业信息会丢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把研发投入为零的企业的对数研发值也设定为零，这样做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零研发“的问题。因为研发值等于1的企业数目很少，在合并后的样本中只有100个左右，而研发投入低于1的企业的研发值都是0。这样处理对数研发值之后我们用Tobit处理了零研发带来的样本截断问题，并汇报在表7-10的（3）至（5）列中，结论与之前一致。更进一步地，用R&D投入的绝对水平衡量企业研发可能因企业规模的差异造成回归有偏。为此我们使用研发投入的强度，即研发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另一个研发的度量指标，分别使用合并前的全样本和合并后的样本复制前面的主要回归，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结论。结果显示在表7-11中。

表7-11　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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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最后，我们使用始终进行纯加工贸易的企业作为对照组，但是在样本中存在大量同时进行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混合型出口企业。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程度不同，其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使用不同加工贸易比重的企业作为控制组和对照组，分析结论应该不受影响。为此我们按照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不同比重将企业分组，在表7-12的（1）列中我们定义加工贸易比重大于25%即为加工贸易企业，（2）列中定义比重大于50%为加工贸易企业，（3）列和（4）列分别定义为比重大于75%和95%为加工贸易企业。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分组方式，加入WTO总是使非加工贸易企业（即对照组）更多地提高研发投入，并且结果始终显著，说明结果对分组方式是稳健的。

表7-12　按不同加工贸易比重划分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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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五、影响渠道和不同研发类型的识别


中间品关税下降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有两个可能渠道：一个是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企业研发的空间；另一是增加了企业对核心中间品的进口，提高了企业的技术转移，因此增加了企业进行技术模拟吸收的研发的投入。由于我们缺乏较好的度量进口中间品技术含量的指标，因此无法对第二条途径进行准确的检测。我们只对第一条途径进行了检测，表7-13显示，当被解释变量换成企业的利润之后，回归结果显示非纯加工贸易企业在加入WTO之后相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仍然有显著的利润增加，证明了第一条途径的成立。

表7-13　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研发的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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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对于第二条影响途径的一个疑问是，进口高新技术设备也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特征。中国“入世”后资本品进口关税也大幅下降，如果不加控制，则同样会导致计量模型出现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根据BEC分类，将定义为资本品的行业剔除。具体地，根据BEC分类，41和521属于资本品，对应我国工业分类（CIC-2位）的编号36和37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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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这两个行业剔除掉，重复前面的主要计量分析，汇报在表7-13的（4）到（6）列。结果仍然一致，说明中间品而非资本品的关税下降的确对企业的研发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

最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有两种类型：对已有产品的生产研发和对新产品的开发。根据Dhingra（2013），当企业具有规模经济的时候，企业进行生产研发会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提高边际利润。进行新产品研发会增加已有商标下的产品种类，一方面造成企业内部各种产品间的自我蚕食，另一方面使消费者对本企业商标的认知度增加，扩大了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需求。因此当面临贸易自由化的时候，企业对生产研发和新产品研发的决策取决于企业内部产品的替代性和企业之间产品替代性的关系，以及不同企业初始的市场份额等特性。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使用的被解释变量都是企业的总研发投入。在表7-14中，我们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增加的主要来源，是生产研发还是新产品研发。由于我们不知道企业新产品研发的具体数值，我们使用企业的新增出口品产值和新增产品种类作为新产品研发的代理变量。在表7-14中（1）列使用全部样本，（2）列到（4）列使用匹配样本。结果显示行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7-14的（3）列和表7-14的（4）列中我们对新产品种类进行负二项回归，在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之后，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减少了企业新产品的种类。这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企业产品种类，但是增加了每一种产品的产值，也即其对贸易的促进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而不是广延边际。

表7-14　贸易自由化与新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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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稳健t值，***（**）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由于中间品关税下降减少了企业的新产品种类，而又增加了企业总的研发投入，可以推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研发，降低了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增加了企业产值。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进口外国核心产品的成本下降，使得企业可以更便宜地模仿外国技术，因此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研发；另一方面进行新产品研发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并且很难通过模仿已有技术实现。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在开发新产品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在进行生产研发方面具备比较优势。总之，从上述回归中可以推测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研发而不是新产品研发。

第五节　小结

本章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利用中国企业生产和出口数据，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由于加工贸易企业进口关税始终为零，我们使用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对照组，控制了“入世”后的政策和其他类型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之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不同的对照组分类和计量方法稳健。同时我们发现企业研发的增加主要来自对于已有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是研究新产品。这与中国企业在模拟已有技术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的观察一致。

本章对中国现实经济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进一步减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有利于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由低端加工的出口模式向高端自主研发的模式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正在上海自贸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地进行贸易便利化的进一步试点，这将进一步带动企业研发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八章　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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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使用2000—2005年我国高度细化的海关全样本进口数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的提升作用。为了准确地将质量从进口品价格信息中分离出来，我们运用了Kh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由于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受到最终产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我们运用倍差法，选择受到关税免除保护的加工贸易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

第一节　引言

本章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贸易开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我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减免进口关税。2001—2006年，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从16.4%下降到了9.2%。在此期间，中国也跃居世界第二大贸易体。在2013年，我国更是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了新一轮的贸易改革。那么，贸易开放能给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的质量升级带来哪些收益？贸易自由化除了给我国带来贸易量的大幅提升，是否给我国贸易和经济带来的“质”的飞跃？

经典的贸易与增长的模型预测，自由贸易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品来促进经济增长。在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质量梯度模型中，发达国家利用本国在创新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开发出新一代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通过模仿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工艺来实现增长。这些模仿过程正是通过进口新的、质量更高的中间品来实现。如果我们发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之后确实进口了质量更高的中间品，这正印证了贸易自由化促使中国制造业进行质量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猜想。进一步地，质量更高的中间品提升了我国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这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一个生产低端廉价产品的国家，走向一个生产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制造业大国。

近年来，经济学者大量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TFP）的影响（如Amiti-Konings，2007；Topalova-Khandelwal，2011；Yu，2015）。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关税下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最终产品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竞争和新的出口机会通过优胜劣汰使得全行业的生产率得到普遍的提升。近年来，经济学者在考虑贸易开放深化的影响时，不仅仅关心最终产品关税减免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更关心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由于中间品关税下降会使得进口厂商得以选择种类更多以及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品，这同样使得国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中间投入品的关税下降使得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升。这些研究包括Amiti and Konings（2007）率先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的研究，Goldberg et al.（2010）对印度企业的研究以及Yu（2015）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那么，更进一步地，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是通过哪些渠道或者机制使得生产率得到提高？Gold-berg et al.（2009）强调了中间品关税下降使得国内厂商可以选择更多、更便宜的进口中间品，从而为厂商节约成本，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Amiti and Konings（2007）指出，除了更多种类的中间品，国内厂商也可能通过进口质量更高的中间品来获得生产率的提高。本章通过对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的实证检验，试图印证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第二个渠道，即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高。

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会如何变化呢？首先，在供给方面，在进口关税下降之前，只有那些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能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在贸易自由化之后，贸易成本降低，更多生产率更低的企业能出口到中国。它们出口的中间品质量也可能更低。

在需求方面，随着我国进口中间品的关税的下降，进口最终品的关税也下降了。国内的厂商在国内市场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行质量升级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空间。在实证上，Bustos（2011）发现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使得国内的厂商投资于技术并带来质量升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的厂商也可能进口质量更高的产品。此外，贸易自由化同样引起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这使得国内厂商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更低，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相对低质量的国内中间品价格更低。相对价格的下降会进一步提升对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需求。

本章运用2000—2005年我国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加入WTO带来的关税减免对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为了准确地将质量从进口品价格信息中分离出来，我们运用了Kh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在控制了关税的内生性后，我们发现，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的质量。进一步地，由于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受到最终产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我们选择受到关税减免保护的加工贸易为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相对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在关税减免之后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本章为准确地衡量我国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关税减免对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避免实证的估计误差，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1）使用最为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作为样本；（2）运用Khandelwal（2010）的方法，在HS 8位编码产品层面上估计出各国出口到我国的中间品质量；（3）在用回归估计出中间品关税减免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后，采用倍差法进一步估计出整体关税减免（中间品和最终品）对于中间品质量的影响。

首先，本章与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生产率的研究密不可分。Amiti-Konings（2007）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发现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10%会给那些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带来12%的生产率提升，这种由于中间品关税下降带来的提升是最终产品关税的两倍。Laszlo et al.（2005）利用匈牙利的数据有了相似的发现，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会使得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约12%。更重要的是，Yu（2015）利用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对整个样本来说，中间品关税10%的下降会带来企业生产率10%的提升，对非加工贸易企业来说，这一提升更加明显。这印证了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中间品关税下降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事实也发生在中国。进一步地，近期文献讨论了造成这一效应的机制。Goldberg et al.（2009）发现，更低的中间品关税贡献了印度国内31%的新产品，而这个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更多种类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我们的研究则提供了使得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渠道的证据，即更高质量的中间品。

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产品的质量，对进口中间品质量进行准确度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上，经济学家用单位价值（unit value）作为产品质量的近似指标，但这个指标精确度有待商榷。近期的一系列研究试图找到一个更准确的度量质量的指标。Hallak-Schott（2010）提出了一种方法，估计了1989—2003年，世界上几大出口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其中的经济学理论是，如果我们控制了出口价格，那么那些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出口的产品（相对于有贸易赤字的国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他们发现，发达国家往往出口质量更高的产品，而单位价值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度量质量的指标。进一步地，Khandelwal（2010）提出了一种方法，利用了价格和数量的信息，在最细分的产品层面估计了进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如果一个产品在控制了价格之后仍然有较高的市场份额，那么它被认为有更高的质量。结果发现，对于同质性的产品来说（“较短质量梯度”），价格并不是度量质量的很好的指标。

国内较早的文献也通常将单位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近似指标，如施炳展（2010）发现，随着我国出口量的大幅增长，出口产品的价格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出口品的质量提升有限。刘伟丽（2012）运用了Khandelwal的模型，估计了2000—2008年我国进出口品的质量，并将中国产品的质量梯度与美国产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其着眼点在产品的质量梯度并不在产品质量本身。施炳展（2013）在一文中通过“回归反推法”，运用了与Khandelwal（2010）相似的逻辑，结合企业出口产量和价格的信息，估计了中国企业出口品的质量。而本章是第一篇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估计进口中间品质量，考察贸易自由化对进口质量的影响的文章。

相比其他方法，Khandelwal（2010）的模型有如下优点：第一，Khandelwal（2010）的方法在产品和来源国双重层面上估计产品的质量，而其他方法，比如Hallak and Schott（2010）只能在国家层面，不能在细分产品层面估计质量；第二，Khandelwal（2010）的方法来自产业组织中经典的估计需求与供给函数的结构模型，而其他模型均为约化式回归；第三，Khandelwal（2010）的方法由于利用了价格和销量的信息，最适用于研究进口产品的质量，而其他模型多用于估计某个国家平均出口品的质量。在本章中，我们采用了Khandelwal（2010）的方法测量进口到中国的中间品（HS 8位制编码）的质量。

第二节　数据

为了度量中间品质量以及探讨进口关税下降的影响，我们使用两套数据：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

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可以直接从WTO官方网站下载，可得的进口关税数据是在6位制编码（HS 6）产品层面上的。可以看到自我国在1992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国未加权的平均关税为42.9%。在WTO乌拉圭回合后不久，为了争取早日加入WTO，我国将关税水平从1994年的35%削减到1997年的17%左右。而在1998—2000年期间，进口关税几乎没有变化。在“入世”前夕，我国将关税从16.4%下调至15.3%。在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后，当年的平均关税为14.6%。2002年平均关税继续下调至11.5%，此后关税逐年下降，分别为2003年10.5%、2004年9.6%、2005年9.2%。2005年后平均关税基本保持平稳。

中国2000—2005年细分的进口数据从中国海关处可得。对每一笔进口，这个数据库记录三种信息：（1）基本的贸易信息：总价值、数量、进口或出口、贸易单位，以及单位价值；（2）贸易方式如进口国、进口模式（加工贸易或一般贸易）、运输方式（海运、陆运或空运）；（3）进口企业的信息。为了处理方便，我们首先将月度的数据加总到年度层面。

由于进口贸易数据中不仅包含了中间品，也包括了最终产品。我们根据广义经济分类法（broader economic categories, BEC）2002版本中定义的中间品，将最终产品和中间品从贸易数据中分离。最后得到的进口中间品分为工业原材料、半成品和机械零部件三个部分。表8-1汇报了在我们的样本期间内三种进口中间品的数量。

表8-1　2000—2005年间进口中间品数量（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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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库。

第三节　质量估计


一、质量估计模型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产品的质量，经济学家往往用单位价值（unit value）来作为产品质量的近似指标。但是，单位价值往往会因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而波动。比如，两个国家拥有不同的制造成本（劳动力工资），它们可能会为同样质量的产品制定不同的价格。如果在进口国的消费者偏好一些产品的特殊性质（如款式、剪裁），那么即使是成本高的产品在进口国仍有生存的空间。

在Khandelwal（2010）的模型中，质量被定义为任何能够增加消费者平均效用的有形或者无形的特征。模型背后的直觉在于，两国国家出口相同价格的同类产品，但在进口国拥有不同的市场份额，那么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必定拥有不同的质量。显然地，市场份额越大的产品拥有更高的质量。换句话说，如果一种产品在跟同类产品的竞争中，能够提升自己的价格而又不损失其市场份额，这种产品的质量一定得到了提升。

在我们的贸易数据中，我们无法观测到进口产品，尤其是进口中间品的产品特质。于是，我们估计出的质量将代表所有的能够增加消费者平均效用的特质。根据中国进口数据的结构，我们定义从c国进口的产品h（8位制编码）为一种中间品ch。进一步地，我们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将每一个制造业行业（CIC 2）定义为一个市场，所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8位制中间品ch在市场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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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8位制编码的产品具有相似的特征，所以它们同属于一个类别（nest）。

根据Berry（1994）关于异质产品的nested logit模型，Khandelwal（2010）成功将此模型应用到面板进口数据中。于是，我们沿用K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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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由于从同一个国家进口的同一种产品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中也有可能拥有不同的质量，我们分别对一般进口和加工进口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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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s cht是指中间品ch的市场份额，定义为（q
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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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间品ch在t年的进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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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个行业i的市场规模。为了得到行业层面的市场规模，我们用行业层面的进口数量除以行业层面的进口渗透率，即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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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该中间品在同一产品类别h（HS 8位制编码）中的进口份额，定义[image: ]
 。如果同一种产品类别中更多中间品ch出口到中国，即使质量不变，它们的市场份额也会变小，加入同一类别的进口份额控制了这种因素带来的总体市场份额变小。p
cht

 是中间品ch在t年的单位价值。最后，我们控制了中间品ch和年份t的固定效应，即λ


1，ch和λ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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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估计方程（8-1）所得的系数，我们定义中间品的质量为：

[image: ]


也就是说，我们将两个估计出来的固定效应和残差项之和定义为中间品的质量。其中的含义在于，我们将市场份额中不能被价格和进口份额解释的部分定义为产品的质量。

（一）质量估计结果

我们分别对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代码：13—40）估计方程（8-1）。在估计之前，我们首先对贸易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处理。首先，由于进口数据有很多噪音，我们去掉了那些进口数量为1的中间品；其次，对每个行业的市场份额和单位价格进行了5%水平上的缩尾，以保证我们的回归结果不受极端值的影响。表8-2提供了质量估计中的关键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8-2　质量估计中关键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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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对每一个行业，我们分别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估计质量，表8-3汇报了质量估计中的各个系数。除了价格系数为正的烟草制造业（代码为16），所有的价格系数和组内份额系数都显著。烟草行业之所以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烟草行业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保护性补贴以及要素禀赋错配。由于市场份额和价格变量都是对数值，价格的系数可以认为反映了价格弹性，我们估计的价格弹性的均值为-0.19，中位数为-0.16。

表8-3　质量估计中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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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在垂直的产品市场，Bresnahan（1993）发现，所有消费者都认同价格，这就相当于认同对产品质量的排序，所以价格是质量的有效指标。但如果产品拥有很多水平方向上的特质（如款式、颜色等），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对应就不那么明显了。下面的回归探讨了不同质量阶梯的产品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Khandelwal（2010）的模型中，质量梯度（quality ladder）被定义为同一产品中最高质量与最低质量之差，衡量了产品的异质性。由于质量梯度是产品本身的特性，与国家无关，我们采用了Khandelwal（2010）对于质量阶梯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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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估计了下面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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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cht是我们用式（8-2）估计得到的产品质量水平，α
 h和α
 t分别表示产品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在表8-4中，交互项前的系数β
 
2

 为正且显著，说明了质量梯度越长，质量到价格的对应更加明显。但当质量梯度变短，也就是说在同质性的产品市场，价格并不是质量的很好的度量指标。

表8-4　价格与质量的关系

[image: ]


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

第四节　实证策略及主要结果


一、基准回归


通过式（8-2）得到每种中间品的估算质量后，我们来考察贸易自由化（表现为关税减免）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具体地，考虑以下回归：


λ
 cht=α
 h+α
 t+β
 1τht+β
 2 Xcht+εcht（8-4）

其中，λ
 cht代表中间品质量，而τht代表在6位制编码（HS 6）的产品进口关t分别控制了2位制编码（HS 2）的产品固定效应和年份的固定效应。由于进口的中间品在国内市场上与企业可选的其他国内中间品构成竞争，行业特质也会影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因此我们在X税。α
 h和α
 cht中包括了一系列产品所属行业的特质，包括行业总雇佣人数和行业生产率。由于加工贸易本身是免进口关税的，我们的回归只针对一般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

表8-5的（1）、（2）列汇报了最小二乘法的结果。从（1）列我们可以看到，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使得一般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显著提高，估计的系数为-0.029且在常规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2）列中我们控制了产品所属行业层面的特性，关税对质量的提升作用依然稳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行业规模较大（雇用人数多）、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对应的进口产品质量也更高。一般来说，行业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那么此行业生产的产品也具有较高的“性价比”，那么国内厂商在进行中间品的选择时，会优先选择国内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国外进口，那么进口产品的质量也会越高。

表8-5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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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雇用人数、生产率（TFP）均为行业层面数据，TFP的估计采用了Olley-Pakes（1996）的方法。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在行业层面加总或平均。

产品的进口关税并非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一些产品特质的影响。产品质量较差的行业可能会将低质量归因于进口中间品关税过高，从而迫使政府降低该行业的关税。如此，这些关税降低幅度很大的行业可能进口中间品质量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将低估进口关税对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工具变量估计（IV）是处理这类问题里较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里，我们用上一年的关税作为本年关税的工具变量。直观上来看，由于关税政策存在时序相关，上一年的关税跟本年的关税相关度很高（corr=0.95）。而企业在进口本年的中间品时，会根据本年的进口关税决定进口的质量，所以上一年的关税与本年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关系不大（corr=-0.10）。

表8-5的（3）、（4）列汇报了工具变量法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关税的内生性后，关税对质量的提升作用仍然显著。与最小二乘法的结果相比，进口关税减免对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这跟我们预测的系数变动方向一致。此外，表8-5还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所有的统计量都显著大于10，说明我们有效地避免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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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层面（HS 8）质量变化


进一步地，Trefler（2004）提出了一种有效解决关税内生性的方法。他首先选择关税变动之前的时期作为对照，对回归方程取两次差分，然后用期初的行业特质作为工具变量。由于已经取过两次差分，残差不可能与期初的水平值相关；再者，期初的行业特质决定了期初的关税水平从而决定了此后的关税变化。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再对基准回归做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注意，如果我们继续用中间品品种ch作为观察单位，在两次差分之后，我们只剩下了在期初（2000年）、期中（2001年）和期末（2005年）三个时期都持续存在的中间品，这将大大减少观察值；另外，这些存续的中间品也很难代表整个样本，因为关税下降不仅仅使得厂商从同一国家进口质量更高的中间品，他们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8位制编码（HS 8）的产品（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作为观察单位，考察在产品层面上的质量升级。

由于我们的数据是2000—2005年的，选择2000年和2001年作为前WTO时期。具体来说，用Δλ
 h0代表在加入WTO之前质量的平均变化，用Δλ
 h1代表在加入WTO之后质量的平均变化，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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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我们分别定义Δτh0和Δτh1为加入WTO之前和加入WTO之后进口关税的平均变化。由于我们关心关税的下降对质量提升的影响，估计下面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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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都是加入WTO前后的差分。由于关税变化的内生性，最合适作为关税变化的工具变量的是在2000年时行业层面的水平值。由此，我们选择2000年行业的总雇佣人数作为关税变化的工具变量。由于关税可能保护那些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故行业的总雇佣人数与关税变化相关。此外，我们将2000年的关税水平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因为期初的关税水平与其后的关税变化也紧密相关。

表8-6报告了产品层面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由于观察单位是8位制编码的存续产品，我们的样本数明显地减少了，分别报告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影响。从（1）、（2）列可以看出，关税减免显著地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在（3）、（4）列中，关税减免对加工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加工贸易从一开始就是免除进口关税的，因此关税的下降对其质量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这也为我们后面使用倍差法提供了实证基础。

表8-6　8位制（HS 8）产品层面工具变量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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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


三、倍差法回归


进口的中间品可能加工为不同的产成品，产成品的关税下降也可能引起本行业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提高。例如，国内汽车生产厂商在面临汽车进口关税减免时，国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会使得国内汽车厂商进口质量更高的轮胎。而我们在回归中很难控制产成品的关税，因为轮胎除了加工为汽车，可能还加工为其他产品。这使得我们之前的回归很难完全估计出整体关税减免（包括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关税下降）对中间品质量提升的影响。

加工贸易的存在为我们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随机实验。作为中国贸易最显著的特征，加工贸易是指国内的厂商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经过本地的加工，再将产成品出口到国外的过程。在2000—2005年，中国总贸易量的76%的构成是加工贸易。表8-7说明了2000—2005年中国的进口构成。

表8-7　2000—2005年间进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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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库。

最重要的是，加工贸易在中国受到关税豁免的政策优惠，正因如此，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关税（包括中间品关税和产成品关税）下降对加工贸易没有影响，进一步地，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也不应该受到影响。之前的回归结果也印证了在产品层面上，进口关税对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因此，我们利用这一特征，将总的进口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选择一般贸易为实验组，而加工贸易为控制组。

在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之前，我们需要验证，在除关税影响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差距是否随时间不变？一般贸易的产成品销往国内，而加工贸易的产成品销往国外，那么在样本期间国内国外市场经济环境的不同，可能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异发生变化。但国内厂商对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的选择是内生的，如果国外市场竞争加剧，国内厂商可能会转为一般贸易，主攻国内市场。那么，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构成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在短期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之间的差距是稳定的。另外，在我们的样本期间，除了关税政策，没有其他政策仅仅影响加工贸易或者一般贸易。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在关税变化前后的差距的变化来估计出进口关税的影响。

具体来说，我们比较在中国加入WTO前后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化。我们估计以下方程：


λ
 
cht

 =α
 
ht

 +β
 
1

 Treatment
s

 ×Post
t

 +β
 
2

 Treatment
s

 +δX
cht

 +ε
cht

 （8-6）

其中，λ
 cht代表中间品ch在t年的质量；Treatment
s

 是一个哑变量，如果中间品进口属于一般贸易，取值为1；如果属于加工贸易，取值为0。Post
t

 也是一个哑变量，当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取值为1。X
ch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品行业层面的总雇佣人数和生产率。

表8-8汇报了估计方程（8-6）的结果。表8-8中（1）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大于0，表明在加入WTO之后，一般贸易的进口中间品质量相对于加工贸易显著提高了。一般贸易的哑变量前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一般贸易的进口中间品质量普遍较高。表8-8中（2）列控制了HS 2位制的产品固定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较是基于同一个产品类型的，交互项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8-8中（3）列加入了一系列产品层面的控制变量，这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回归结果。不过，由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显著的时序相关性，表8-8中（1）—（3）列的标准差可能存在着偏差。为解决这一计量上的问题，我们仿照Betrand-Duflo（2004），在表8-8中（4）列将加入WTO前后的时期平均分为两期，再用倍差法估计，得到的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8-8　双重差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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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我们的进口中间品由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组成，那么关税减免是否对三类中间品的质量有着不同的影响？表8-9汇报了在一般贸易中的关税减免对三类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其中，进口关税减免显著提升了进口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质量，对进口机械零部件的质量提升效应特别明显。而进口关税减免对原材料质量的影响为正，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原材料的价格和质量更多地由关税以外的成本因素决定。

表8-9　关税减免对三类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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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其中中间品的分类根据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

在Khandelwal（2010）的模型中，质量梯度（Quality Ladder）代表着产品的异质性程度，质量梯度较短的产品是相对同质性的产品，而质量梯度较长的产品是相对异质性的产品。那么关税的下降对于不同质量阶梯的产品来说，影响是否不同呢？我们将一般贸易中的产品按照其质量阶梯分为四等分，然后对每一等分做基准回归。表8-10报告了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关税对前25%和后25%质量阶梯的产品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关税减免对同质性最强的产品和异质性最强的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同质性较强的产品一般为原材料，而针对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减免幅度较小，从而造成系数较高。而（2）、（3）、（4）列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产品的异质性越高，关税减免对质量提升的效果越明显。

表8-10　关税减免对于不同异质性产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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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

最后，我们利用分位数回归考察关税减免对于不同质量的产品的不同影响。表8-11报告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关税减免对其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反映在不断提高的系数上。

表8-11　分位数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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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15、0.25、0.50、0.75、0.85分别表示在此分位数上的回归，括号中为按企业水平调整后的稳健性t值，*（**）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5%）。

第六节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估计了我国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关税减免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首先，我们参考了国际文献中最新的估计质量的计量方法，较为准确地估计了在2000—2005年，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在解决了进口关税的内生性后，我们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显著地提高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质量。

进一步地，由于产成品的进口关税下降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可能会促使国内厂商进口质量更高的中间品。我们不可能在不控制产成品关税的情况下，准确地估计出进口品关税对于质量的影响。再者，我们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中间品关税和产成品的进口关税。加工贸易的产成品由于不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产成品关税下降对其影响微乎其微，所以我们采用倍差法，估计出贸易自由化（包括中间品和产成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作用。

我们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较为准确地在产品细分层面上估算出其他国家出口到我国的中间品质量；第二，在实证方面，证明了关税减免有利于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第三，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的问题。


第三部分

第九章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需求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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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和第十章重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第九章先从微观的层面进行研究，主要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需求弹性的影响。本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以加工进口企业为“控制组”，以一般进口企业为“处理组”，采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提高了劳动需求弹性。进口关税下降越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提高也越多。

第一节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我国的未加权平均关税从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的42.9%，下降到2003年的11%，进出口额、FDI金额等贸易指标也呈指数趋势增长。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4年降低了10.73个百分点（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和忧虑，因为它可能与我国日益严重的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密切相关（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2007；李稻葵等，2009）。国外大量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劳动需求弹性，而更大的劳动需求弹性会弱化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让劳动者承担更多由负面市场冲击带来的成本（Rodrik，1997）。我国的贸易自由化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发生，是否是因为劳动需求弹性发生变化所导致？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需求弹性？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章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制造业企业分为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自1988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加工进口贸易一直实行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加工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在加入WTO前后基本不变，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我们使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加入WTO后显著提高了0.068。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越大，企业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得越多。本章对已有文献主要有两方面贡献。第一，本章是第一篇以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需求弹性影响问题的文章。现有的文献计算劳动需求弹性时并没有建立供给和需求的联立方程组，而是使用劳动雇佣数量对工资水平直接回归，这种单一方程的估算方法建立在劳动供给弹性无限大的假设之上。Hamermesh（1993）和Mahomedy（2013）均指出，只有在使用更微观的数据时，这一假设才是成立的，因此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细化到企业层面。我国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文献均是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周申，2006；盛斌和牛蕊，2009；盛斌和马涛，2008），劳动供给无限弹性的假设很难成立。本章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这一问题，估计出的结果更加稳健，因为单个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可以认为是无限弹性的。第二，影响劳动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即便包含再多的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也总是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章使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以加工进口企业这一“控制组”作对照，检验一般进口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相对变化。只要影响劳动需求弹性的因素对“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影响是对称的，使用倍差法得到的实证结果就是稳健的，这样不仅减少了需要控制的变量个数，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回归的内生性问题（Angrist-Pischke，2008）。

第二节　文献回顾

Allen（1938）和Hamermesh（1993）在假定完全竞争市场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需求弹性ηLL的表达式：

ηLL=-[1-s]σ-sη

其中，s为劳动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σ为固定产出情况下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η为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弹性，且s、σ和η均为正值。劳动需求弹性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即[1-s]σ（替代效应）和sη（规模效应）。替代效应是指保持恒定产出条件下工资上涨导致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它主要受到工会和要素市场刚性程度的影响。当工资上涨时，企业会减少对劳动的供给，增加价格水平较低生产要素的使用。替代效应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如果劳动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会较少地传递给劳动需求弹性。规模效应反映了产品市场的变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当工资水平提高时，完全竞争性的企业会提高产品价格，如果产品的需求弹性更大，产品价格提高导致的需求减少也更严重，劳动雇佣数量下降更多。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产品需求弹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会导致劳动需求弹性变化。

贸易自由化也是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条渠道影响劳动需求弹性的。首先，大多数的贸易理论（如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均认为贸易自由化会提高一个国家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得消费者更容易找到产品的替代品，从而提高产品的需求弹性（Slaughter，1997）。因此，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劳动需求弹性。其次，贸易自由化提高了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可以直接通过替代效应提高劳动需求弹性。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Amiti and Konings，2007；Kasahara and Rodrigue，2008；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Mar-shall et al.（1976）指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也会提高，从而增大劳动需求弹性。总结来看，贸易自由化会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提高劳动需求弹性。

大量的研究从实证角度探索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Slaughter（1997）使用美国行业层面的数据系统考察这一问题，发现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弹性。之后的研究使用其他国家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法国（Jean，2000）、俄罗斯（Akhmedov et al.，2005）、印度（Hasan et al.，2007）、英国（Mirza and Pisu，2009）等。然而也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不确定甚至没有影响，如南非（Mahomedy，2013）、韩国（Mitra and Shin，2012）、巴基斯坦（Akhter and Ali，2007）、乌拉圭（Cassoni and Allen，2004）、突尼斯（Haouas and Yagoubi，2004；Mouelhia and Ghazalib，2013）、土耳其（Krishna et al.，2001）等。我们认为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中衡量贸易自由化的指标不同，贸易自由化是通过影响多种微观因素起作用的，不同的指标只是衡量了不同微观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使用的数据不同。多数研究使用的是行业层面的数据，不仅无法满足劳动供给无限弹性的假设，还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以我国为对象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周申（2006）使用我国34个工业行业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同时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两条途径影响我国工业劳动的需求弹性，但是替代效应作用明显强于产出效应。盛斌和马涛（2008）、盛斌和牛蕊（2009）同样使用工业部门行业层面数据发现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有显著的拉动效应。不同的行业对劳动者知识技能、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要求不尽相同，劳动力在行业层面转移的成本远远高于在企业层面转移的成本，在面临“用工荒”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部门行业层面的劳动供给弹性不可能是无限大的，因此有必要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研究这一问题。

本章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将重点关注贸易自由化通过替代效应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国加入WTO后，进口关税不断降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提高，企业在生产要素选择方面更加灵活，很可能提高劳动需求弹性。此外，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也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余淼杰，2010；刘瑞翔和姜彩楼，2010），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也可能会提高。总之，我们预期贸易自由化通过替代效应会提高劳动需求弹性。

第三节　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我们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进行回归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可分为两大类：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加工进口企业是从事加工贸易进口的企业，即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加工成成品后复出口的企业。加工贸易有16种之多，最重要的有两类，即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自1988年起，我国海关就对加工进口企业进口原材料实行保税政策，即免收关税，而且对加工贸易中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也全部免收关税。对一般进口企业进口则不减免关税（特殊情况除外）。中国加入WTO以后，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迅速下降，加工进口企业由于一直享受保税政策面临的进口关税几乎无变化（见图9-1）。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加工进口企业可以被看作“控制组”，一般进口企业可以被看作“处理组”，采用倍差法，我们可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产生的影响。

[image: ]
图9-1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面临的中间产品关税指标



注：本指标是按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计算得出，详见下文。

为检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首先用雇佣人数对工资进行回归，以得到劳动需求弹性的表达式。建立多期倍差法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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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变量ln（Lft
 ）表示企业f在t年雇佣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我们假设劳动供给是完美弹性的
105

 ，所以雇佣人数就代表了企业的劳动需求数量。ln（w
ft

 ）为企业f在t年支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treatmentf
 标示了企业f是否属于“处理组”的企业，即一般进口企业。只要企业在2001年前（包含2001年）从事过加工贸易，我们就认为该企业在进口方面具有关税优势，将其视为加工进口企业，treatment=0，否则，treatmentf
 =1。postt
 为标示企业所处的年份t在2001年前后的哑变量。之所以选择2001年为分界点，是因为我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且在此之后，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出现明显的下调（Brandt et al.，2012）。若年份t在2001年之前（含2001年），则postt
 =0，否则postt
 =1。本章重点考察替代效应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控制了与规模效应相关的变量X
ft

 ，参照之前的研究，X
ft

 可以是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ln（k
ft

 ）），也可以是产出的自然对数（ln（y
ft

 ））。M
ft

 为企业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所有权归属（国有和集体、港澳台、外资、其他）等。α
 f是企业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劳动需求的影响。λ
 
t

 是年份固定效应，剔除时间趋势对结果的影响。ε
it

 为误差项。

利用方程（9-1），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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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2

 衡量了一般进口企业与加工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差异，β
 3
 衡量了两类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中国加入WTO后的平均变化。β
 
4

 则是我们所关心的回归系数，它衡量了中国加入WTO前后两类企业劳动需求弹性变化幅度的差异。若β
 
4

 ＜0，相比加工进口企业，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上升提高，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需求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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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β
 
4

 ＞0，相比加工进口企业，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下降降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劳动需求弹性。

此外，我们在计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时，以企业为聚类标准，既考虑了异方差问题，又考虑了序列相关的问题，使用“三明治”形式的方差矩阵调整标准误差。


二、数据


本章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年度调查数据，我国制造业中的全部国有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被收集进这个数据库，变量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三大会计报表中的财务信息。第二个数据来源是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企业贸易数据。该数据库覆盖了各贸易企业产品目录下的各种信息，包括产品的贸易价格、贸易额和统一编码8位码的产品价值。海关数据中有一个变量专门汇报企业的进口行为是属于一般进口贸易还是属于加工进口贸易，我们可以用其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加工进口企业。

将企业生产数据和产品贸易数据合并会面临一定的技术困难。虽然这两个数据集内都有企业标识编号，但两组数据的编码系统却完全不同。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编号是10位的，企业数据库编号则为9位，难以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加以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章采用了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通过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数字识别企业。

在合并后的数据里，我们发现企业层面的数据有一些异常值，这可能是因为统计失误，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太小没有独立的会计核算人员。为了减小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仿照Feenstra et al.（2013）的做法，剔除了以下几种类型的观测数据：（1）就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2）总收入、就业人数、总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工业总产值、中间产品价值、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中至少一项为负或为缺省值的企业；（3）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的企业；（4）增加值和销售额的比率小于0或大于1的企业。经过剔除以后，总共剩余1953478个观测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9-1所示。

表9-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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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描述性统计量的计算是基于1998—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我们按照企业类别将数据分组，使用雇佣人数的自然对数对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进行回归，获得了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见图9-2）。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劳动需求弹性是降低的。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加工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高于一般进口企业，但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加入WTO后，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超过了加工进口企业。这一变化趋势可以用替代效应来解释，“入世”前，加工进口企业一直享受进口方面的关税优势，可以获得国外先进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劳动需求弹性较高。“入世”后，一般进口企业可获得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逐渐增多，劳动需求弹性赶上甚至超过了加工进口企业。从图9-2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需求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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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变化情况



第四节　实证结果


一、多期倍差法


为了更细致地检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使用多期倍差法进行回归分析。表9-2中（1）、（3）、（5）列未控制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2）、（4）、（6）列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劳动需求弹性总体趋势是降低的，在这个过程中，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加入WTO后显著提高了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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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回归方程中加入固定资产或产出以控制规模效应后，结果几乎无变化。中国加入WTO后，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中间产品、资本、技术，在雇用劳动力方面更加灵活，劳动需求弹性提高。

表9-2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多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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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圆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统计量，且经过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修正。


二、两期倍差法


Bertrand et al.（2004）指出多期倍差法具有序列相关性问题，高估了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两期倍差法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们依旧将整个样本期间（1998—2007年）划分为加入WTO前（1998—2001年）和加入WTO后（2002—2007年）两个阶段。对于加入WTO前的样本，将方程（9-1）中每个企业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取算术平均值。对于加入WTO后的样本，采取同样的操作。最终获得的样本是一个平衡面板数据，每个企业只有两期的观测值。我们建立两期倍差法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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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ostt
 是时间哑变量，表明企业所处的时期是否在中国加入WTO后。其他变量是方程（9-1）中对应变量的算术平均值。表9-3展示了回归的结果，和多期倍差法的结论保持一致，贸易自由化通过替代效应对劳动需求弹性的正向影响依然非常显著。

表9-3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影响回归分析结果（两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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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圆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统计量，且经过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修正。

（三）“处理强度”倍差法

如果贸易自由化通过关税下调影响了劳动需求弹性，那么关税水平下调幅度不同，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变化也会不同。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我们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中间产品进口关税指标（FIT），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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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kft
 是企业f
 在t年对产品k
 的进口额，τk
 t
 是产品k
 在t
 年的从价关税，Θ
 
ft

 是企业f
 在t
 年进口的产品集合。因为来料加工进口完全免税，所以不出现在式（9-4）中。该式度量的是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每个产品k
 的关税前乘以的是其进口在所有进口中间品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这种产品的关税的加权项。

由于FIT值缺失较多，本章按照HS 2位码行业分类，分别取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FIT的算术平均值，得出每个行业中的两类企业在加入WTO前后面临的平均中间产品进口关税水平。最后，用加入WTO前的关税水平减去加入WTO后的关税水平，得到关税下降的幅度，作为“处理强度”的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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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立两期倍差法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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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rt＿intensity
f

 为企业f面临的“处理强度”。其他变量和方程（9-3）相同。回归结果如表9-4所示，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水平下降越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相对提高幅度也越大，这与我们前面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9-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处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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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圆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统计量，且经过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修正。

第五节　结论

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发生在同一时期，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在贸易改革的过程中被弱化？在中国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很有意义。本章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以加工进口企业为“控制组”，以一般进口企业为“处理组”，使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WTO后显著提高了0.065。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越大，企业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得越多。

贸易自由化之所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迅速提高。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在要素选择上的灵活性，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会采用更省劳力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导致劳动需求弹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以非技术工人为主，其可替代性高，如果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过大，很可能损害非技术工人的利益，拉大个人收入差距。在当前产业和技术升级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对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一方面补充我国稀缺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


第十章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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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章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因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第一节　引言

自1995年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根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的测算，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1995年的十多年间基本保持不变，而在1995—2004年降低了10.73个百分点，在剔除了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后，1995—2003年仍然降低了5.48个百分点。这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和忧虑，因为它与我国日益严重的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密切相关。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2007）指出要素分配份额是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决定因素，他们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高的国家，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较低，而且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基尼系数。李稻葵等（2009）也认为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由资本所有者获得，这难免导致社会最终分配的不均；相反，如果初次分配中大部分的收入由劳动者所有，或者由自营者（自我雇佣者）获得，这样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就不会太高。收入分配格局又会影响到我国内需，当前中国的出口又面临很大困难，内外需的不足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非常关键。

无独有偶的是，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时间也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为了加入WTO，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我国的未加权平均关税从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的42.9%，下降到2003年的11%。进出口额、FDI金额等贸易指标呈指数趋势增长，到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发生是偶然的吗？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影响的深入性和广泛性，促使我们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章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制造业企业的数据，是因为根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的计算，各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工业部门的贡献最大，为1.65个百分点。而张杰等（2012）的测算也显示，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在1999—2007年下降幅度达到10个百分点。我们将从事贸易进口的企业分为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我国政府对加工进口贸易一直实行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加工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在加入WTO前后基本不变，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加工进口企业可以被视为“控制组”，一般进口企业可以被视为“处理组”。在样本期间（1998—2007年）内，进口关税水平在2002年出现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下调，我们可以将这次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劳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中间投入品和劳动替代型技术的可获得性，降低了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本章对已有文献主要有两方面贡献。第一，已有文献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使用国家级、省级、行业级别的宏观数据。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探究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无法探究微观层面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层面探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本章首次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的数据分析这一问题。第二，影响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很多，即便包含再多的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也总是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章使用倍差法进行研究，有“控制组”作对照，可以减少需要考虑的变量个数，因而能很好地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Angrist-Pischke，2008）。

第二节　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深刻的贸易自由化。这直接导致我国由一个几乎完全孤立的经济体变成世界最大的开放经济体之一。我国的开放率（即进出口总值除以GDP）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大约10%跃至2008年的73%。如余淼杰（2010）指出的，我国贸易自由化可总结为三波进程：第一波是政府在80年代初设立出口加工区来推动自由贸易，这主要是通过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以允许出口加工的原料免关税来实现的；第二波是开放两个东部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允许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签订出口加工合同；第三波则表现为90年代早期出口加工区的猛增浪潮，从而把对外开放政策扩散到其他的东部沿海及中部内陆省份。事实上，到2003年年底，我国已经有超过100个享受各种特别外贸政策的投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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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面临的中间产品关税指标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有外贸企业如同“气囊”一样将我国与世界隔绝，关税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了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关税体系。1992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国的未加权平均关税是42.9%，大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相当。在WTO乌拉圭回合之后不久，为争取早日进入WTO，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平均关税水平从1994年的35%削减到1997年的17%左右，下降幅度达到50%（余淼杰，2009）。此后的1998—2007年，我国的未加权（加权）平均关税并没有下降很多。

除关税以外，我国也使用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来保护面临进口竞争的工业。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分类，非关税壁垒包括许多类型的措施，如价格控制措施、数量控制措施、海关费用和税收、财务措施、技术措施、垄断措施以及混合措施。根据Fujii and Ando（2000）的计算，我国在许多产品上保留着大量的非关税壁垒。例如，1996年的核心非关税贸易量（NTMs）对木材的比率是51.9%，化学制品的比率是55.1%。

同时，为完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我国在1986年申请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经过15年的努力，在2001年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尽管如此之长的过程是未始料及的，我国仍然一再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期早日加入WTO。

第三节　文献回顾

大量研究试图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宏观角度入手，这一方面的研究占绝大多数。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研究者们考察最多的一个因素，该类观点认为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是由经济体中各个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加权平均得到的，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经济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其他的宏观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李稻葵等，2009），从根本上分析也是基于经济结构的变化。

另一类从微观角度入手，探讨在企业层面什么因素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Bentolila and Saint-Paul（2003）使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发现在企业层面上，劳动收入份额唯一决定于资本产出比。但当产品或劳动力市场扭曲、资本和中间产品价格变化、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发生时，劳动收入份额就会偏离均衡水平。例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沿着这一思路，采用1998—2005年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工业部门的情况。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产品市场垄断程度提高导致了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认为我国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外资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的流入动机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下降。

贸易自由化也是通过作用于上述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因素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目前很少有直接关于贸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研究，实证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以及罗长远和张军（2009）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进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姜磊和张媛（2008）利用中国1996—2006年省际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出口产生正面影响，进口产生了负面影响。肖文和周明海（2010）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存在显著负效应。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使用1985—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又得出了开放程度变化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差别如此之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选择衡量贸易自由化的指标不同，贸易自由化是通过影响多种微观因素起作用的，不同的指标只是衡量了不同微观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研究选择的数据多为宏观层面的，以省级数据为主，影响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非常多，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很多因素是不可观测的，内生性问题非常严重。

本章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并且采用倍差法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少，内生性问题可以得到一定控制。我们认为贸易自由化会通过三条途径影响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第一条是资本成本途径。贸易自由化不仅降低了资本品的进口关税，而且通过加剧资本品市场的竞争带来的国内资本产品价格下降，提高了资本品的可获得性。在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的情况下，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降低。根据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3）的模型，资本相对成本降低会促使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但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不确定。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替代弹性足够大，资本成本途径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反之，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第二条是中间投入品价格途径。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化的中间投入品（田巍和余淼杰，2013a）。和第一条途径类似，Bentolila and Saint-Paul（2003）也提出了中间投入品价格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不确定影响，如果中间投入品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足够大，中间投入品途径可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反之，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第三条是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途径。技术进步可以是生产工序、管理方法上的创新，也可以是由引进的资本、中间投入品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Ethier，1982；Markusen，1989；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miti and Konings，2007；Kasahara and Rodrigue，2008；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余淼杰，2010）。大量研究证明，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刺激企业采用劳动替代型的技术（Hicks，1932；Habakkuk，1962；Allen，2008；Acemoglu，2010）。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技术引进成本，企业采用劳动替代型的技术，从而降低了劳动份额，所以该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向的影响。

因此，我们预测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本成本途径、中间投入品价格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不确定，通过劳动替代型技术途径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第四节　模型

我们将中国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分为两大类：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加工进口企业是指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加工成成品后复出口的企业。加工贸易有16种之多，最重要的有两类，即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自1988年起，我国海关就对加工进口企业进口原材料实行保税政策，即免收关税，而且对加工贸易中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也全部免收关税。对一般进口企业进口则不减免关税（特殊情况除外）。2002年我国制造业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迅速下降，加工进口企业一直享受保税政策，面临的进口关税几乎无变化，但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设备、中间产品进口关税迅速下降。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自然实验”，加工进口企业可以被看作“控制组”，一般进口企业可以被看作“处理组”，采用倍差法，我们可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产生的影响。

在回归模型中，我们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HS 2位码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估计企业层面TFP时，为处理由普通最小二乘法所产生的同步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章采用了Olley-Pakes（1996）的半参数估计方法。我们还参考Brandt et al.（2012）构建的产出和投入平减指数，获得工业增加值、资本、投资、中间产品的实际值以估计TFP。行业层面TFP由企业层面的TFP取算术平均得到。

我们先衡量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总体的影响，建立多期倍差法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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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变量laborshareft
 表示企业f在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我们用劳动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劳动收入包括企业支付的员工工资、劳动与失业保险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其他应付福利费用。postt
 为标示企业所处的年份t在2002年前后的哑变量。之所以选择2002年，是因为我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而正如数据所示，在2002年进口关税出现一次明显的下调。若年份t
 在2002年之前（含2002年），则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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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标示企业f
 是否属于“处理组”的企业，即一般进口企业。只要企业在2002年前从事过加工贸易，我们就认为该企业在进口关税上具有优势，将其视为加工进口企业，treatment=0，否则，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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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劳f动收入份额的影响。λ
 t是年份固定效应，剔除时间趋势对结果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成本价成比、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变量和总出口额、国内销售额、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等HS 2位码行业层面的变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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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误差项。

本章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在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就无须考察企业层面或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像之前的研究那样考察企业的类别、所在地区、行业等变量。在方程（10-1）中，β
 是我们所关心的回归系数，它衡量了中国加入WTO前后一般进口企业和加工进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平均差异。若β
 
1

 ＞0，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加工进口企业提高，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若β
 1
 ＜0，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加工进口企业降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为了验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三个渠道——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三个渠道的代理变量——劳均固定资产净额、劳均中间投入品和企业层面TFP，建立多期倍差法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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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fix＿assets
ft

 /L
ft

 ）是劳均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可以衡量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资本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ln（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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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是劳均中间投入品的自然对数，衡量中间投入品价格渠道的影响；ln（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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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企业层面TFP的自然对数，可以检验技术进步是否具有劳动替代效应。其他变量的定义和方程（10-1）相同。如果贸易自由化通过这三条途径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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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统计上不显著或者绝对值变小。正如前面的分析，我们预测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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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符号可正可负，β
 
4

 的符号应该为负。

根据Bertrand et al.（2004）的研究，多期倍差法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夸大了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两期倍差法模型，将整个样本期间1998—2007年划分为加入WTO前（1998—2002年）和加入WTO后（2003—2007年）两个阶段，仅保留在两个期间均存在的企业样本。对于加入WTO前的样本，我们对每个企业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取算术平均值。对于加入WTO后的样本，采取同样的操作。最终获得的样本是一个平衡面板数据，每个企业只有两期的观测值。类似方程（10-1）和方程（10-2），建立两期倍差法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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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ost
t

 是时间哑变量，表明企业所处的时期是加入WTO前还是加入WTO后。其他变量的解释类似方程（10-1）和方程（10-2）。

如果贸易自由化通过关税下调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关税水平下调幅度不同，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也会不同。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a），我们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中间产品进口关税指标（FIT），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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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是企业f在t年对产品k的进口额，[image: ]
 是产品k
 在t
 年的从价关税，Θft是企业f在t年进口的产品集合。因为来料加工进口完全免税，所以不出现在式（10-5）中。该式度量的是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每个产品k
 的关税前乘以的是其进口在所有进口中间品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这种产品的关税的加权项。

利用FIT，我们可以计算不同企业面临的“处理强度”，即关税变化水平。由于FIT值缺失较多，本章按照HS 2位码行业分类，分别取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FIT的算术平均值，得出每个行业中的两类企业在加入WTO前后面临的平均中间投入品关税水平。最后，用加入WTO后的关税水平减去加入WTO前的关税水平，得到“处理强度”的衡量值。我们建立两期倍差法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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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rt＿intensity
f

 为企业f面临的“处理强度”。其他变量与方程（10-3）和方程（10-4）相同。

第五节　数据

本章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年度调查数据，我国制造业中的全部国有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被收集进这个数据库，变量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三大会计报表中的财务信息。利用这一数据，我们可以计算1998—2007年的劳动收入份额、TFP、成本加成比率等企业层面的指标和总出口、国内总销售收入、平均TFP等行业层面的指标。第二个数据来源是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各企业每一笔贸易交易数据。该数据库覆盖了各贸易企业产品目录下的各种信息，包括产品的贸易价格、贸易额和统一编码8位码的产品价值。产品层面海关数据有一个变量专门汇报企业进出口的产品是属于一般进口还是加工进口，所以我们可以用其判断企业是否加工进口企业。

将企业生产数据和产品贸易数据合并会面临一定的技术困难。虽然这两个数据集内都有相同企业标识编号，但两组数据的编码系统却完全不同。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编号是10位的，企业数据库编号则为9位，难以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加以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章采用了另外两个变量来标示每个企业：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这是因为每个企业都会属于某个邮政区域，而且有自己独享并唯一的电话号码。具体合并过程请参考田巍和余淼杰（2013b）。在合并的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不能识别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以下几类企业：（1）没有邮政编码或电话号码的企业；（2）邮政编码无效（即邮政编码数值小于100000）的企业；（3）七位电话号码无效（即号码数字小于1000000）的企业。将两个数据集合并以后，为了适应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仅保留了只从事一般进口和加工进口的企业。

在合并后的数据里，我们发现企业层面的数据有一些异常值，这可能是因为统计失误，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太小没有独立的会计核算人员。为了减小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仿照Feenstra et al.（2013）的做法，剔除了以下几种类型的观测数据：（1）就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2）总收入、就业人数、总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工业总产值、中间产品价值、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中至少一项为负或为缺省值的企业；（3）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的企业；（4）增加值和销售额的比率小于0或大于1的企业；（5）劳动收入份额小于0或大于1的企业；（6）考察期间内仅有一年数据的企业。经过剔除以后，总共剩余179102个观测样本。样本分布情况和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别如表10-1和表10-2所示。

表10-1　回归样本按年份和贸易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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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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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描述性统计量的计算是基于1998—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post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参照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成本价成比由销售收入除以销售成本得到。企业规模由雇员人数的自然对数代理。

我们用企业层面劳动总成本除以劳动雇佣人数计算每个企业的单位用工成本。如图10-2所示，1998—2007年，我国贸易企业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呈指数趋势上升，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上升的趋势更为明显。虽然两类企业面临的单位劳动成本不同，但二者的差距却没有明显变化，变化趋势相同，说明这种差异是由两类企业的固定因素导致。推动劳动成本上涨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教育住房成本的攀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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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面临的单位劳动成本



图10-3展示了两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随时间变化情况。在中国加入WTO前，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相同，加入WTO后，加工进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高，但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依旧平稳。尽管两类企业面临的单位劳动成本一直在攀升，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所以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负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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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为了探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我们研究了两类企业的劳均固定资产、劳均中间投入品、TFP的变化。图10-4和图10-5分别展示了劳均固定资产和劳均中间投入品的自然对数变化。在加入WTO前，加工进口企业享受关税优惠政策，而且有些国外关联企业甚至会提供设备、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资料，它们比一般进口企业有更多的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品。但加入WTO后，关税水平降低，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品的可获得性提高，一般进口企业的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品逐渐增多，甚至超过了加工进口企业。尤其是在劳动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般进口企业更愿意利用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替代劳动，这可能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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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劳均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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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劳均中间投入品



图10-6展示了两类企业TFP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可以是直接的生产方式、管理流程上的创新，也可以是含有更高技术的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的引进。在2002年前，加工进口企业在技术获得上具有优势，TFP高于一般进口企业。二者之间的差距保持在稳定水平，说明差距由固定因素引起。2002年后，一般进口企业获得技术更加容易，所以TFP也赶上了加工进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有可能是由技术替代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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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TFP



第六节　实证结果


一、多期倍差法


为了更细致地检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使用多期倍差法进行回归分析。表10-3中（1）、（2）、（3）、（4）列汇报方程（10-1）的回归结果，检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影响。（5）、（6）、（7）、（8）列展示方程（10-2）的回归结果，检验贸易自由化是否通过我们提出的三条途径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考虑到公司进入和退出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不仅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还剔除新进入或已退出的公司，使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加入WTO后显著降低了3.2%。考虑了三条途径代理变量后，倍差法交互项前的系数依然显著，这可能因为三个代理变量不能够完全反映固定资本、中间投入品、技术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这并不会影响检验结论，因为交互项系数绝对值减小，显著性降低了，这说明贸易自由化确实通过这三条途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而且三条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品的成本降低，企业采用更多的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品替代劳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也说明我国的固定资本、中间产品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并不像之前的研究发现的那样小。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引进了劳动替代型的技术。我们使用平衡面板数据和非平衡面板数据得到的结果相同，这说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结论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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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期倍差法


为了控制序列相关性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方程（10-3）和方程（10-4）进行两期倍差法回归。最终样本仅保留了在加入WTO前和加入WTO后均存在的企业，是一个平衡面板数据。表10-4展示了回归的结果，和多期倍差法的结论保持一致。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依然非常显著。考虑了三条途径的影响后，倍差法交互项系数绝对值变小，显著性降低，三条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负向影响。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本成本、中间产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的技术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表10-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回归分析结果（两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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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
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如果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方程中无须加入treatment
f

 ；否则，回归方程应该加入treatment
f

 。表中所有回归均考虑了成本加成比、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总出口额、国内总销售额、平均TFP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三、“处理强度”倍差法


如果贸易自由化通过关税下调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关税水平下调幅度不同，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也会不同。我们使用方程（10-6）和方程（10-7）分别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5所示。关税下降水平和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说明进口关税下降越多的企业，受到影响越大，劳动份额下降越多。三条传导途径的回归结果也很显著，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表10-5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回归分析结果（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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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f
 是衡量企业受到的“处理强度”（由于关税降低，因此为负），即中国加入WTO前后面临进口关税的变化量。如果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方程中无须加入treatmentf
 ；否则，回归方程应该加入treatmentf
 。表中所有回归均考虑了成本加成比、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总出口额、国内总销售额、平均TFP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四、传导途径检验


我们使用方程（10-1）中定义的多期倍差法模型，检验在贸易自由化前后劳均固定资产、劳均中间投入品和TFP是否发生了如图10-4、图10-5、图10-6的变化，表10-6、表10-7、表10-8展示了回归的主要结果。一般进口企业和加工进口企业确实发生了非对称变化。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均固定资产、劳均中间投入品和TFP显著提高，这三个因素是贸易自由化最容易影响到企业层面劳动份额的渠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的技术，侵蚀了劳动份额。

表10-6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固定资产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多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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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
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
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如果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方程中无须加入treatment
f

 ；否则，回归方程应该加入treatment
f

 。表中所有回归均考虑了成本加成比、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表10-7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中间投入品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多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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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
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如果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方程中无须加入treatmentf
 ；否则，回归方程应该加入treatment
f

 。表中所有回归均考虑了成本加成比、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总出口额、国内总销售额、平均TFP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表10-8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TFP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多期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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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处在2002年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如果考虑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方程中无须加入treatment
f

 ；否则，回归方程应该加入treatment
f

 。表中所有回归均考虑了成本加成比、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总出口额、国内总销售额、平均TFP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第七节　稳健性检验

虽然倍差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是它依然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信性，我们做了两方面的稳健型检验。


一、同趋势假设检验


倍差法最重要的假设是同趋势假设，即在没有外在“实验处理”的情况下，“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结果变量应该沿着同样的趋势发展。只有满足同趋势假设，两组样本之间的变量才具有可比性。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选取了中国关税大幅度下调前四年的样本——1998—2001年的观测，分别以1999年、2000年、2001年为分界点（分界点包含在后一时间段内）做倍差法回归。我们发现倍差法交互项前面的系数并不显著（见表10-9），即加工进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满足同趋势假设，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两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距应该保持在固定值。

表10-9　同趋势假设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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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post
t

 表示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在分界年份之后的哑变量。treatment
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一般进口企业）的哑变量。表中回归均没有考虑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因为即使不加入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倍差法交互项前面的系数就已经很不显著了。


二、非关税壁垒


贸易自由化不仅包括关税的下降，还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减少，中国加入WTO时就做出承诺，将在2005年前取消制造业进口产品的所有非关税贸易壁垒。所以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减少发生在2001—2005年，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就会面临“多重处理”的问题，非关税贸易壁垒有可能在2002年后对两类企业产生非对称的影响。此外，为了验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关税的降低，而不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减少，我们也要考虑非关税贸易壁垒。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争议也很大，我们只能间接地考虑非关税贸易壁垒。在所有行业中，纺织业减少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最多的，而且纺织业进口企业占样本总数的11.24%，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剔除所有纺织业企业的观测值进行回归，发现结果依然稳健（见表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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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结论

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非常重要。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年以后不断降低，这与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转型、三大产业的部门转移是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时间上惊人的一致。本章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层面的数据，通过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引进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对中国来说，企业资本化程度提高、中间产品使用增多、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影响不完全是负面的。因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不断加速的产业升级，其结果是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但是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提高。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低技能工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高技能工人。对工人的培训是一个耗时长、花费大的过程，但由于工人在企业间流动性较大，单个企业对工人培训的动机不足。所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服务平台，帮助低技能工人向高技能工人转变。


第十一章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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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起初它们大多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并发展本国幼小产业，但结果却不太令人满意。基于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发挥其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以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经济因此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由于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中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事实上拥有比日本更高的GDP值，位列世界第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10%左右。尽管“中国奇迹”如今看来已毋庸置疑，但是仍然存留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呢？

在本章中我们指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植根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特点：（1）大量的农村劳动力；（2）较低的城市化水平；（3）较低的人口抚养比。这三大基本特征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为一种自然的经济选择。换言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

其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如下：中国囤积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得劳动力收入的增长缓慢而且有限，加之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国不得不面临较小的国内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另外，低水平的人口抚养比造成了中国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总投资扮演着比总消费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不得不将大量商品远销海外以解决过剩的国内供给。

第一节　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


一、中国的剩余劳动力


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13亿人口中有7.27亿人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55.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7年中国的农业产出只有28090亿元，仅占GDP总值的11%。由此我们不禁会问：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

鉴于上面给出的事实，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显然。然而，该问题本身绝非无关痛痒，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论争息息相关：中国已经渡过刘易斯拐点了吗？

根据刘易斯（Lewis，1955）的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工资将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耗尽后开始快速增长。以他名字命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在中国工资率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广泛流传。一些学者（如Garnaut and Huang，2006；蔡昉，2008）认为中国已经渡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个问题仍不能盖棺定论。

按照定义，如果一个农业经济减少部分劳动力不会影响其产出，那么就存在剩余劳动力。考虑一个包括农业和工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经济，其人口规模为L
 ，可被分配到两个生产部门中。如图11-1所示，农业产出Q
 由一个短期生产函数F
 （l
 ）表示，其中l是劳动投入。如果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分割点L1

 （L
 
1

 也被认为是短缺点），那么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就会变为0。也就是说，此时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中，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然而，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劳动的边际产出为0，因此不能成为工资率。于是，每一位工人得到制度工资ws
 ，可以理解为是被农业规范所制度化的、以维持工人基本生计的工资水平。刘易斯拐点，即图11-1中的L2

 ，被定义为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ws

 时的点。当农业雇用了多于L2

 的劳动力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ws

 ，因此工业就可以按固定不变的工资率ws

 来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这就是所谓的无限劳动供给。当工业中雇用的劳动力超过了拐点，农业的边际产出就会大于ws

 ，工业则不得不面对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隐含之义即当经济体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后，该国就必然面临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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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刘易斯拐点



以中国来看，诚然底层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长。然而，工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经过的刘易斯拐点。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近期的工资增长。首先，真实工资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农村收入增长所致，在图11-1中表现为ws

 的增长。即工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不影响拐点的情况下向上平移。由图11-2可知，中国的平均农村人均净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涨至2007年的4140元，相当于以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83计算的616美元。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样越来越快，增长率从2003年的4.3%已增至2007年的9.5%。



[image: ]
图11-2　农村人均净收入及其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多个年份）。

其次，工资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一种现象，此时需求曲线右移与供给曲线在后者的上升部分相交。但是，这种需求冲击很可能是暂时的，正如时下金融危机大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类似状况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曾发生过，当时四分之一的移民工人失去了工作。

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面对占总人口55%和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的惊人对比，如果我们不把它解读为一种过剩劳动力的例证，恐怕难再找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利用各省的数据对中国近十年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模拟。图11-3显示了所选年份的几条曲线。这几年里中国都没有超过刘易斯拐点，因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总是在平坦的部分相交。

[image: ]
图11-3　模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需求和供给曲线



注：图中曲线是作者计算出的模拟结果。[image: ]
 分别表示模拟的1998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二、人口流动和城市化


城乡分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958年中国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居住登记制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户口”制度。它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1949—1992年）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一种内在要求。为了保障重工业充足的资本积累，政府不得不依靠“剪刀差”向农民索取，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政府得以从农民手中榨取农业剩余（林毅夫和余淼杰，2009）。但是为了使“剪刀差”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限制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自从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三次城乡移民浪潮，“户口”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开。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城镇城市化战略。只要农村居民能够在城镇和小城市中找到工作或购买住房，他们就可以得到那里的“户口”。第二波浪潮开始于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实施，尤以广东省为例的诸多沿海城市表现出对额外的劳动力供给的巨大需求。于是，大量的人口流动产生并侵蚀“户口”制度。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浪潮开始于90年代。如图11-4所示，1993年农村移民的数量达到6000万人左右，仅十年后又翻了一番。

[image: ]
图11-4　中国的人口流动（1993—2004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目前，原先持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正式的城市居住权。第一，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城市“户口”；第二，城市扩建将周边地区纳入城区范围，其居民将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第三，达到一定级别的退伍军人可得到城市工作；第四，较富裕的人可以通过以较高价格购买“户口”或在城市中投资新生意以取得城市“户口”（Naughton，2006）。

除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滞后于其收入水平。图11-5绘出了2003年不同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美元，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低于一般水平的。

[image: ]
图11-5　世界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2003年）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2006）》。


三、人口转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来阐明此点。目前，中国的农业GDP占GDP总值的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却拥有55%的中国人口。结果是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维持3:1的比例，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又将如何呢？假设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比例为x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方程（11/89）/x
 =1/3，从中可以得出x
 等于0.37或27/73。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并保持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变的话，中国的城市化速率将不再是45%，而是73%。而事实上农村人口的确拥有非农业收入。因此，这一估值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速率的上界。

不仅是结构性的转变，人口转型也是解释中国为何会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将英国和中国的人口转型做一个比较。

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就于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由图11-6可以看出，英国的人口转型在1750—1980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两百年间，英国的死亡率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只有20世纪前10年和40年代例外：英国的死亡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增长。从出生率来看，我们可以把整个英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50—1790年。出生率由35%上升至40%左右，但由于死亡率也很高，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是1790—1929年。出生率在该阶段前期增长，但随后持续下降超过一百年，并于1910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达到最低点。但是死亡率却下降得更快。因此，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在该阶段的早期。这段时间英国享受到了大量的人口红利。第三阶段是1929—1980年。这一阶段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

[image: ]
图11-6　英国人口转型（1750—1980年）



资料来源：Maddison（2001）。

图11-7显示的是1950—1981年中国的数据。这里提供了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并于1960年因“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2年）而达到最低水平。相反，中国的死亡率却在该时期达到了25%的最高点。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出生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而最有趣的发现是，作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的自然增长率却在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保持固定而没有发生变化。除了困难时期，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与英国的第一阶段相应的情况。大体上，中国多处于第二阶段，目前这一阶段也接近尾声。和第二阶段长达140年的英国相比，中国的第二阶段由于计划生育被大大压缩了。

[image: ]
图11-7　中国人口转型（1950—2001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然而，计划生育带来了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人口抚养比是指年龄在16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年龄在此之间的人口的比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07年仅为0.4，不仅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还绝对是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在考察了工作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人口抚养比的倒数）后，这一结论不言自明。如图11-8所示，平均看来东亚国家目前拥有最高的工作比率，之后依次为欧洲、美国、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换言之，东亚国家拥有世界最低的人口抚养比。不过该指标从未低于0.4。实际上，其劳动适龄人口比（working age ratio）从1990年起对的增长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相同。

[image: ]
图11-8　世界范围的劳动适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比率



资料来源：Bloom et al.（2007）。

中国的低人口抚养比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多重的潜在影响。首先，由于低人口抚养比，中国得以拥有极为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越低，储蓄就越高，因而消费就更少；最后，低人口抚养比还会使投资比率更高、资本积累更快。总之，低人口抚养比可以说是自1978年经济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人口红利，一般用来描述由于人口抚养比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之前的研究如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曾指出，人口红利可以解释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东亚奇迹以及17%的中国增长。

中国令人瞩目的人口红利到底能持续多久呢？毋庸置疑，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势必会上升。2007年，中国64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11亿人，占13亿人总人口的9%左右。最近一份官方预测显示这一数字将于2015年达到2亿人左右，而在2044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不会迅速下降。2008年中国的全国储蓄率为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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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没有理由相信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会在近期内迅速下降。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证据支持，两国也都曾出现过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滞。

综上所述，人口是决定中国增长模式和增长轨迹的根本动力。中国的确压缩了其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也因此其经济增长走上了不同寻常的道路。此外，大量的农村人口也预示着中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成本”的经济增长。

第二节　人口和中国的经济模式

受到中国人口转型的推动，中国经济有两大特点。第一，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选择是市场推动的和自我选择的。低抚养比和大量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过度供给的制造业产品必须出口国外。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并充分地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图11-9中1950—2007年中国进出口的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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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中国对外贸易（1950—2007年）



资料来源：Tong（2008）。

除了出口以外，中国的人口转型还意味着较大比重的投资和较小比重的消费。投资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利润的快速积累，而后者又是低工资水平的结果。中国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自1998年以来显著地快速增长。如图11-10所示，一些关键的会计指标，如利润总额与权益比就从1998年的5%增至2006年的约14%。

[image: ]
图11-10　中国企业利润率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组（2007）。

另一方面，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内的比重日益下降。尤其如图11-11所示，该比重由2000年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6.3%。如果考察自1978年以来更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这一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官方数据存在一定问题，并重新计算了劳动收入比重，其结论显示在图11-12中。即使根据他们调整过的数字，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1995—2004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伴随着中国GDP的不断增长，人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了。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具有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了。

[image: ]
图11-11　中国GDP构成



注：数据来自多个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没有相关报告，因此2004年的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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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劳动收入占中国GDP比重



资料来源：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

与此相对的是，企业和政府却变得相对富有。资本收益的比重从2000年的22.2%上升至2007年的36.5%。这些资本收益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另外，政府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所上升，但在21世纪初保持稳定。由于存在这种劳动收入和企业政府收入之间的不对称，近期中国储蓄的增长基本得益于企业和政府。这在图11-13中得到清楚的展现，它显示了商业银行中的储蓄组成。

[image: ]
图11-13　商业银行中的储蓄组成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与之一致的是，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重却在上升（见图11-14）。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消费的比重就开始下降，但近几年下降速度显著加快。在2000—2007年，该比重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以至于仅占GDP支出的48%。与此同时，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却分别达到了GDP的43%和9%。

[image: ]
图11-14　中国GDP收入组成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探究人口抚养比、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提供一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正如表11-1中所示，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相似的人口抚养比。然而40年之后，如今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比印度低很多。由此表可到的重要信息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两国的储蓄率都有所上升。虽然中国这些年的储蓄率都比印度要高，但是其差距基本保持在13个百分点不变。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印度的储蓄率比中国增长得更快。

表11-1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单位：%

[image: ]


资料来源：Ahya et al.（2006）。

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图11-15分别绘出了中国和印度两国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其结果是惊人的。尽管在中国，当人口抚养比下降至65%以下（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消费比重就已经下降得很快，但是印度的消费比重随着下降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得更快。

[image: ]
图11-15　消费占GDP比重与人口结构的演变关系



资料来源：Ahya et al.（2006）。

上述比较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中国的模式不是唯一的，它符合关于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的理论；第二，一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具有误导性。两国所采取的看似不同的模式实际上只是同一发展轨迹的不同阶段而已。

第三节　结论

本章通过经验资料论证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因为中国经济具有两条重要特征：低人口抚养比（相应的是高人口红利）和低城市化水平。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并揭示了两国采取的看似不同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由人口决定的同一增长路径的不同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以积累大量未尽利用的储蓄为代价的，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就是明证。但是通过缩减出口以调节中国收支平衡的做法是错误的，出口是中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方面比较优势的最优选择。促进国内消费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是由人口和城市化等长期因素所决定的。为了提高国内消费，中国必须采取相关的结构性调整，其中加快城市化步伐是重要一环。

城市化的加速将会带来巨大效益。事实表明一个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57倍，如果城市化水平升至73%（在前文假设计算得出），那么国民消费将会增加

（27%+73%×2.57）/（55%+45%×2.57）-1=25.8%

并且是在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如此一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由目前的49%上升至6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注意这一计算仅仅考虑了消费的直接影响。城市化还会导致服务业的扩张，而这又会反过来促进消费，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表明，发挥一国的比较优势（常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基于中国人口特点的自然选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要跟随中国的模式，但它们要探索符合自身的物质禀赋和劳动禀赋的比较优势模式。这点对于印度尤其重要。作为一个与中国具有相似人口特点的国家，印度的最优选择是发展制造业。与之相伴的则是不可避免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第十二章　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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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口结构对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作为人口结构的核心变量——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的呢？这是本章的研究主题。

人口结构是否会影响国际贸易？我们发现：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利用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并控制多边阻力等因素，在引入劳动人口比之后，对贸易引力方程的回归分析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测：贸易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会增加双边贸易流。出口国（进口国）平均劳动人口比上升1%，出口（进口）会上升至少3%（2%）。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人口大国（如中印）或贸易大国（如中美）的贸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引言

本章研究人口结构转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过去的文献虽有研究人口转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一部分文献探讨国际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鲜有研究关注人口转型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直接关联。

图12-1显示了全球1970—2006年的进口增长和劳动人口比的变化情况。进口的单位为百万美元，劳动人口比定义为劳动人口（16—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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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对比，两者都取了对数。就进口而言，平均的对数进口额由1970年的6.17上升到了2006年的8.13。这意味着，2006年的双边贸易已达1970年的两倍以上。与此同时，参与贸易国家的劳动人口比也从1970年的56%上升至2006年的68%。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伴随着抚养比下降而来的人口红利是否增加了国家之间的贸易？

[image: ]
图12-1　世界进口和进口国劳动人口比（1970—2006年）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GDP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和贸易自由化三个因素会显著地推动国际贸易（Baier and Bergstrand，2001）。一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类似于其GDP规模的改变。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从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

本章通过使用一个加入劳动人口比的改进版引力方程来检验贸易伙伴的人口转型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我们的理论模型有两方面的创新。首先，我们区分了总人口和劳动人口。这个区分是很必要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总人口规模与总消费（需求）直接相关，劳动力规模则与总产出（供给）直接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导出了包含劳动人口比的引力方程。基于Krugman（1979）、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的工作，我们又进一步用劳动收入代替经济规模（GDP），并进一步将劳动收入分解为劳动力及其工资。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研究贸易参与国的人口红利对其贸易量的影响了。其次，我们也把传统的基于国家层面的引力模型拓展到行业层面，以便更好地与我们所用的大型面板数据相互印证。

利用改进的引力方程，我们使用176个IMF成员1970—2006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估计了劳动人口比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通过控制潜在的“多边阻力”等因素，并对比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发现，较低的抚养比显著地促进了双边贸易。具体地，出口国的平均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升1%会推动出口增加至少3%；同时，进口国的平均劳动人口比上升1%会推动进口增长至少2%。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劳动人口比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行业层面上的回归，并按每个不同年代平均做了分段估计。

本章拓展了我们对人口结构和贸易关系的理解。先前的研究如Leff（1969）、Bloom et al.（2002）、Bloom and Sachs（1998）、Bloom and Williamson（1998）主要研究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Leff（1969）是讨论人口红利对于储蓄率影响的开创性文献；Higgins（1998）则考虑了储蓄率与经常账户盈余之间的动态关联，并进一步检验了人口结构对于一个国家经常账户头寸的影响。此后，研究的重点转到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关注人口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方面。例如，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发现人口转型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奇迹”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地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超过三分之一应当归功于其人口红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转型滞后（Bloom et al.，2002；Bloom and Sachs，1998）。尽管关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在内生增长理论文献有了深入的研究（Grossman-Helpman，1991；Feenstra，2003），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人口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直接关联（姚洋和余淼杰，2009）。据我们所知，本章是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去研究人口转型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的首篇论文。

第二节　理论模型

在本节中，我们从两方面拓展了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的国家间双边贸易的引力方程模型。第一，我们把人口抚养比引入到引力方程；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经典的国家间双边引力模型拓展到行业层面。

如Yu（2010）所用的方法，每个国家生产特定的产品种类。我们用h
 表示产品，k
 表示行业，i
 表示出口国，j
 表示进口国。每个出口国i
 =1，……，I
 有K
 个行业。行业k
 ∈K
 生产Mi
k

 种产品。那么，进口国代表性消费者具有以下的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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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是进口国j对于由i国k行业生产的产品h
 的消费。两个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
 可以表示为σ
 =1/（1-ρ
 ）。为简化模型，如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假设出口国i同一行业内的所有产品价格一致，那么，同一行业内所有产品的产出也一致。则效用函数（12-1）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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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j的代表性家户在给定下面预算约束的情形下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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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j是j国的GDP。求解可得每种商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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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国的加总价格指数被定义为[image: ]
 。进而j
 国从i
 国k
 行业进口的产品总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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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个等式是由对于出口价值的定义所得，第二个等式则是基于不同种类产品间价格相等得到的。

如Samuelson（1952）指出的，“冰山”运输成本如同给到岸价格pi, j，k

 （包含关税、保险和运费）和离岸价格p
i, k

 之间加了一个楔子。因此，我们按照Eaton and Kortum（2002）的做法，使用地理距离（d ij
 ）来代理运输成本，则有：pi, j

 ，k
 =d
 
i
 , j

 pi, k

 ，把它插入到式（12-5）中，可得到k行业中从i
 国到j国的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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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察供给面。如同Krugman（1979），假设每种产品只需要劳动来生产，同时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具体地，以lik

 代表i
 国k
 行业中代表性企业的劳动投入，它包括一个固定成本[image: ]
 和一个可变成本[image: ]
 ，其中[image: ]
 k是常边际成本，[image: ]
 是产出量，

[image: ]


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其均衡意味着代表性企业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代表性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因为对于如式（12-1）的CES需求函数，其需求弹性会等于替代弹性σ，则可得第一个均衡条件：[image: ]
 ，其中w
i

 为i国的工资。

其次，由于企业可以自由进入，i国代表性企业获得零利润。从[image: ]
 [image: ]
 的利润方程可得到i国k行业的均衡产出水平-yi[image: ]
 [image: ]
 。注意i国的GDP是[image: ]
 ，其中sik
 是k行业在i国的产出占比。则行业面的双边贸易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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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GDP只包含劳动收入：Yn
 =wn
 Ln
 ，∨n=i, j，其中L是劳动力数量。定义一国的劳动人口比为λn
 =Ln
 /Nn

 ，其中Nn是n国的总人口。则从式（12-8）可得k
 行业的双边贸易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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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行业层面的双边贸易除了取决于贸易参与国的工资、总人口数、出口国的行业产出份额、出口国的代表性企业固定生产成本和各种价格指数之外，还依赖于劳动人口比：出口国的出口不仅和本国的劳动人口比成正比，而且也与进口国的劳动人口比成正比。就出口国而言，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提高产品供给，因此出口增加；就进口国而言，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提高收入，因此增加进口。

为估计引力方程（12-9），我们对之两侧都取对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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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出口国的代表性企业产出（[image: ]
 ）和行业产出占比（[image: ]
 ）都是无法观测到的。此外，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行业价格指数数据也不可得。所以，我们按照Feenstra（2002）的做法将式（12-10）中方括号内各项都放入到残差项中，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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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计量检验


一、数据


本章数据涵盖1970—2006年全球176个国家（地区）。名义直接进口数据从如下两个来源收集而得：2002年之前的数据来自Feenstra et al.（2005）编制的NBER-UN贸易数据，而2002年之后的数据则直接来自UN Comtrade。由于所有的名义数据均以美元计价，我们采取和Rose（2004）同样的方法将它们按照美国CPI（1995年=100）进行了平减，以获取真实值。与人口总量和劳动人口比相关的信息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数（WDI，2010），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则取自Rose（2004）。由于没有行业层面的数据，我们不得不在式（12-14）的估计式中把行业价格都归于误差项内了，但我们按照Baier and Bergstrand（2001）的做法，在回归中控制贸易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价格指数也是从WDI（2010）获得的，1995年为基准年。工资数据同样也来自WDI（2010），由一个国家的雇员薪酬和奖金除以该国的劳动人口得到。在估计行业层面贸易时，我们还使用了OECD的一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SITC 4位数行业的工资数据，使用这些工资数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控制行业的异质性。但这些数据只能覆盖1983—2003年的时期。表12-1列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12-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image: ]


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的均值和方差不同是因为进口国不一定同时是出口国，反之亦然。因此两者的统计特征并不完全相同。


二、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使用国家层面的贸易数据估计式（12-14），检验劳动人口比对于双边贸易的总体效应。表12-2给出基准回归结果。回归（1）、（2）为OLS估计，其中（2）比较完整地控制了经典重力方程中的大部分变量，因为文章后面的回归多是国家对的固定效应回归，因此诸如地理距离、是否具有相同语言、相同边界、殖民地关系等变量就被自动去掉。回归（3）、（4）为固定效应（FE）回归，回归（5）考虑了零出口问题。主要控制变量的符号都符合预期，和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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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S回归的结果显示，出口国劳动人口比每增加1%，该国出口增加7.16%；而进口国劳动人口比每增加1%，则出口国的出口增加5.92%。回归（2）的固定效应回归控制了进口国和出口国的配对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其结果显示，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的效果略有增加，而进口国的劳动人口比的效果降低很多。

“多边阻力”是指在理论模型中，如式（12-5）所示，价格指数同时受所有国家影响，而只控制了进口国和出口国两个国家会造成偏误。如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所强调的，控制住“多边阻力”是精确估计引力方程的关键。在Baldwin and Taglioni（2006）中，通过多加入2×N×T个国家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控制多边阻力，其中N是国家数，T是年份数。这些虚拟变量包含了N×T个出口国家×年份对和N×T个进口国家×年份对。但是因为控制国家×年份的固定效应之后，本章的主要变量劳动人口比的对数会被自动去掉，我们退而求其次，分别控制了进口国、出口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且根据Baldwin and Taglioni（2006）的研究，两者的结果是相近的，加入这些虚拟变量使得我们可以控制由其他贸易参与国家带来的变动，从而缓解多边阻力效应，表12-2的回归（4）报告了结果。回归（4）对不可观测因素的控制最为严格，因此其结果显示出口国和进口国劳动人口比的影响都有所下降。可以发现，即便按照这组结果，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上升1%的幅度，其出口也上升2.97%，而进口国的劳动人口比上升1%，出口国对其出口也上升2%。以中国为例，2010年的劳动人口比例是0.72，若其上升一个百分点到0.73，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那么中国的出口将增加约4.1%，进口将增加约2.8%，无论以何种标准度量，这都是很大的效应。

如Silva and Tenreyro（2006）、Helpman et al.（2008）的研究所指出的，一个可能给对数线性化形式的引力方程带来估计偏差的源泉是零贸易问题：由于在估计时需要对双边贸易量取对数，所有贸易量为零的样本都不得不被删除掉。Silva and Tenreyro（2006）指出，截断的泊松拟似然（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PPML）方法会是处理零贸易量问题的一个合理手段。我们因此直接使用双边贸易量作为应变量进行了PPML估计。如表12-2的回归（4）所示，在控制了年份特征效应后，PPML的估计结果与回归（2）的结果类似。除此以外，Helpman et al.（2008）在Heckman两步法的基础上同时处理了企业异质性造成的偏误，这部分分析结果将在下面的部分具体讨论。

表12-2　国家层面基准估计（197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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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了最后一列外，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最后一列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三、行业层面的估计


为考虑行业的异质性，我们对式（12-14）进行了行业层面的回归。我们将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SITC 4位数的贸易数据加总到SITC 1位数行业。表12-3的（1）至（4）列显示了和表12-2类似的四个回归的结果。与表12-2回归不同的是，FE和PPML回归增加了行业固定效应，以便控制不可观察的行业特征。表中的结果显示，劳动人口比的系数和表12-2显示的系数没有质的差别。

表12-3　行业层面的估计（197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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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了最后一列外，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3）、（4）列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5）列根据HMR（2008），选取两国是否具有共同宗教信仰作为第一阶段的外生变量，第二阶段回归中比传统Heckman估计多了由企业异质性造成的偏误纠正项，用出口概率的潜在变量（逆出口概率）估计值的多项式形式拟合作为该项的近似估计。

使用PPML方法处理零贸易问题的一个通病是回归的t值通常都会很大，因此为更细致地处理零贸易带来的偏误，我们在（5）列严格按照Helpman et al.（2008）的办法进行了重力方程版本的Heckman两步法回归，第一阶段回归与传统的Heckman两步法一致，需要一个只出现在第一阶段的外生的解释变量，即该变量只影响企业是否出口，不影响企业的出口额度。我们也和他们同样使用两国是否具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作为此外生变量。在第二阶段回归中，相对于传统的Heckman两步法，Helpman et al.（2008）证明了由于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导致的企业出口概率不同，会对传统Heckman估计的结果带来偏误，因此在第二阶段中需要增多一项此偏误的修正。我们使用Helpman et al.（2008）建议的一种方法，用逆出口概率的拟合值的多项式作为该修正项的近似估计，再进行OLS估计。回归结果显示进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仍然显著地促进了两国的贸易。

在表12-3的估计中，工资数据来自WDI数据库，是用一国雇员的薪酬和奖金除以该国工作人口来进行衡量的。使用这一工资数据的优点是，它能覆盖更长的时段和更多的国家。但是，这些数据是国家层面上高度加总的。在现实生活中，各个行业的工资存在很大的差别。为此，我们使用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提供的OECD成员行业层面的工资替代国家层面的工资，对OECD样本再次进行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列于表12-4中。总的来说，它们与之前的发现没有质的变化。

表12-4　OECD样本的行业层面回归（1983—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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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了最后一列外，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最后一列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四、内生性与工具变量估计


不仅人口结构对贸易会产生影响，同时贸易也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反向的影响。开放度高的地区人民的思想更加进步，妇女的自我意识、劳动参与率就越高，而生育率就相对越低，这些都会影响到劳动人口的比例。此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为严谨起见，我们在回归中处理由此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要找到完美的工具变量并不容易，在表12-5中，我们使用婴儿死亡率作为人口结构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一方面婴儿死亡率与贸易的直接关系很微弱（见Yu，2010），另一方面婴儿死亡率又会直接影响到人口结构，从而影响贸易量。为使这个工具变量更有说服力，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我们在各列加入了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和LM统计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了弱检定和检定不足的可能，说明了婴儿死亡率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变量。在表12-5（2）列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年份、行业和国家对固定效应，结果仍然显著并稳健。

表12-5　工具变量回归，并控制更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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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现实中一个国家不仅使用人口这一种要素投入，资本也是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人口结构的改变可能会引起两种要素使用上的替代，所以在表12-5（3）列中，我们控制了各国的资本构成，在控制了内生性和各种固定效应之后，进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的提高仍显著促进了两国贸易，与前面的结论相同。而两国的资本构成越高，进出口值越低，这是因为当国内投资很高时，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就相对较小，因此贸易就较低。

人口结构对贸易的影响还与参与劳动的人口性别等其他因素有关，具有同样的劳动人口比例的两个国家，女性参与劳动更多的国家和男性参与更多的国家在经济和贸易结构上必然有着显著不同特征，因此在表12-5（4）列中我们引入了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之比这个变量，度量劳动人口的性别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当我们控制了内生性以及各种固定效应之后，我们发现进出口国的劳动人口比的提高仍显著促进了两国贸易，与前面的结论是相同的。出口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男性越高，出口量越大，进口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男性越高，进口量越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国家，女性权益组织的力量越大，这些组织会游说政府保护女性劳工集中的行业，从而减少了这些行业的进口，增加了出口。不过，对这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已超出本章的范畴，但可以作为后续的一个可能研究课题。

第四节　两个“巨人”的人口转型与出口增长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数量之和超过23亿人的“巨人”，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让人赞叹的经济表现：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超过了10%，而印度也达到了6%以上。除了GDP规模的扩张之外，这两个国家也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从贫困封闭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变成为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兴市场国家。Bloom et al.（2010）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印两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与它们的贸易增长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中国和印度都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经历典型的人口转型——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预期寿命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预期寿命转变（见图12-2和图12-3）。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大体还和印度相当，但之后它们以比印度更快的速度持续下降。同时，中国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逐步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也加快了这一过程。如果将生育率和死亡率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重新达到均衡作为人口转型结束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一轮人口转型大概在未来20年里到达尾声。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转型则要平缓得多，预计将持续超过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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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1950—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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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1950—2050年中国和印度劳动年龄人口比



资料来源：UN Database。

如此剧烈的人口转型，也意味着中国会更大强度地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将比印度更早地进入老龄化。从图12-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尚与印度相近，但之后以明显更快的速度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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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从1975年的0.56上升到了2010年的0.72，而同期印度则从0.57上升至0.64。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都会在2010年前后到达最高点。相应地，中国的老龄化也会比印度更迅速。大概从2035年开始，相对印度来说，中国将不再有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而是开始处于劣势。

本章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扣除了其他因素之后，人口转型变化对于中印两国的出口贡献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中国和印度过去30年的人口结构做一个互换，然后比较中国、印度的实际出口量和两种虚拟情况下两国的出口量，一种情况假设中国自1980年以来经历了印度的人口转型轨迹，另一种情况假设印度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中国的人口转型轨迹。我们使用表12-2中基准国家层面估计在加入年份、出口国和进口国固定效应的方法下得到的参数（β5

 =2.97）作为计算依据。

从图12-4我们可以发现，假设做了这样的互换之后，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出口上的相对差异（两国出口额的比值）将会减少近50%。一方面，这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解释中印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将更持续地享受人口红利，同时更晚地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印度，在未来数十年中将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image: ]
图12-4　中、印人口转型互换对两国出口的影响（1980—2006年）



与欧洲不同的是，由于外国移民总体相对年轻，以及国内部分族裔生育率相对较高，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人口年龄结构比较稳定。在1980—2006年，美国的劳动人口比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仅从66.1%上升至67.2%。换句话说，来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美国贸易增长贡献微弱。但是如果对中美两国的人口变迁进行互换的话，那么美国的出口总额将上升超过70%，而相应地，中国的出口将下降超过40%。这意味着，人口结构这一因素对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第五节　结论

本章讨论了贸易国的人口结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通过一个修改版的引力方程论证了人口抚养比是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个有较低的抚养比或者较高的劳动人口比的出口国与它的贸易伙伴相比，会有更丰裕的劳动力，从而可以生产和出口更多的产品。对于进口国而言，一个有着更多劳动禀赋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因而有能力进口更多。

为更清楚地刻画这一理论，我们通过加入人口抚养比到模型中，扩展了源于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的一般均衡引力方程。在以引力方程为理论基础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使用大样本面板数据将人口抚养比（或者说，劳动人口比）对于双边贸易的效应估计出来。我们发现稳健的证据表明，贸易伙伴的低人口抚养比会导致高贸易量，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吻合。即使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双边贸易引力方程估计中的多边阻力并允许不同的计量设定的情况下，这一发现仍然稳健。

我们的这篇文章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许多正在享受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战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去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国家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人口特征，这使得在劳动密集部门出现了国内过度供给。从这一点来看，如林毅夫（2007）一直强调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被这些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采用，是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的。也如姚洋和余淼杰（2009）指出的，中国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最后，我们的模型也可从下列几方面来拓展。其一是将动态的框架引入到模型中来。由于我们的模型是基于前人引力模型的框架，它本质上是静态的。因此，引入动态结构的拓展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其二则是偏离国际贸易中引力方程研究的经典假设，在模型中允许贸易失衡，这将使之更接近现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第十三章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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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明显提高，出口的产品专业化、差异化更加明显。这一经济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最主要的两股动力。

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继续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需要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目的国家，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则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保持了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21世纪以来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按照当前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元现价）达到9万亿美元，为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可望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117

 与此同时，201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800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线（3946美元）。

此外，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的组成。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在2013年达到25万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占比为4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第二产业平均年增长率常年维持在13%左右。显然，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当今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加工厂”，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工业制造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本章主要研究中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问题。具体地，本章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业价值链提升为什么重要？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产业价值链是否有所提升？第三，当前产业升级面临什么挑战，动力是什么？这些动力因素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如何促进产业升级？

第一节　中国的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其收入由最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低于3666美元）升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为3666—10000美元）时，经济很容易从此徘徊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无法继续快速爬升，从而无法顺利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等国都陷入这一困境。同时，也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成功地避开了这一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比如日本和新加坡在1987年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韩国则于2001年实现了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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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根据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要把人均收入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随着GDP增长，工资相对上升，同时，伴随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率降低，老龄化渐现，致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下降。再者，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稀缺，“资源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经济学界在这点上有一共识，就是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绩效提高，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升级。判断产业是否升级的指标有多个，但对中国而言，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国际比较窗口。如果一国的出口产品的“出口复杂度”高于其他国家，则该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本章运用罗德里克提出的“出口复杂度”（EXPY）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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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了各国在2008年的“出口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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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出口产品复杂度，就是指一国所有出口行业收入的加权平均值。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它生产的产品就越尖端，技术含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图13-1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经济体（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以及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另外几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然后再用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它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1）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其他经济体在近10年内的出口复杂度呈上升趋势；（2）未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陷阱”比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出口复杂度水平要低；（3）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比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要高，和成功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相近，甚至更高。前面两点的比较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越低。第三点发现启发了作者关注以下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有没有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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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中国与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出口复杂度水平比较



第二节　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本节探索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把研究的时间维度集中在21世纪，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在21世纪保持着高速的发展，这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样本；其二，21世纪后微观数据更为丰富，可从企业微观层面来分析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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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首先分析制造业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高科技产品的变革。价值链的升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行业间的生产“宽度”和行业内部的生产“深度”。然后，从生产深度和中间产品投入来研究加工贸易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作用。最后，根据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可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测算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上分析结果均证明中国正在经历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对外贸易是了解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理想窗口。首先考察各行业之间外贸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5%，而工业制品出口占65%，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65%。当今，中国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2007年时，工业制品占出口总额的96%，其中重工业出口占86%。其中，高资本密集度产品出口又占了73%。同时，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77%，而机械制品和运输设备的进口占其中的44%。

21世纪以来，中国出口与GDP之比在35%左右，出口占第一、第二产业产值的60%。为了解中国如何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本章集中考察了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出口比例（即某一行业的出口量与所有行业总出口量之比）。电器行业在1998年时有最高的行业出口比例（23.7%），其次是纺织业（22%）。鉴于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因此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纺织业出口是再正常不过的。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预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国）会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制品。但奇怪的是，中国却存在着大量的机械产品出口。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现象愈发明显。2008年时电器设备的出口比例上升至42.7%，与此同时，纺织业的出口比例下降到了12.6%。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有明显份额。高科技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中国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大部分是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占2009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总额的74.2%。其他重要的技术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3.3%）、光电技术（5.9%）和生科技术（3.2%）。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很普遍的一种贸易模式。国内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国内的加工技术进行加工，然后向国外出口最终产品。为了鼓励加工贸易，政府通常为待加工的中间产品提供关税免征、减征、退税等优惠政策。

从以下两个角度检查加工贸易的发展情况。首先，到底是哪些行业用了较多的进口中间品呢？本章发现，机械部门和非金属矿业部门使用了大量的进口中间产品（比例分别为30%和17%），而纺织业只使用了12%的进口中间产品。这与直觉相符：机械行业大量使用了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其次，哪些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呢？图13-2按照产品的“生产深度”（即产品附加值除以产值）对所有的制造业进行排序。可以看出，矿业的附加值较高而电子设备的附加值较低。以苹果公司的iPod为例。中国生产的一台iPod的出口值是209美元，但在中国实现的产品附加值只有9美元。不过，这也就引出相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产业能够实现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提升呢？

[image: ]
图13-2　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深度”（附加值与产出之比）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不同的产业附加值实现之所以大小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的生产率高低不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的：“生产率不是全部，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并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产业价值链得以提升。他认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只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才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遭到重创。那么，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生产率水平如何？生产率是否逐年上升？

目前，学术界衡量生产率通常有两种方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即是企业产品附加值除以工人数，它的优点是计算方便，但缺点是过于简单，无从衡量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贡献，因此，比较可靠的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的生产率，它的衡量通常是用观察到的产出和最小二乘（OLS）估计值之间的差距。本章因此用了国家统计局收集的大中型“规模以上”企业样本来衡量中国企业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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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列出本章估算的中国各个工业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本弹性系数，据此可计算企业的生产率（结果列在最后两列）。从中可见，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较高，通过计算各年的增长率，Brandt et al.（2012）根据中国企业的生产数据发现，在1998—2006年期间，使用总生产函数计算的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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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发现，如采用附加值来计算，平均而言，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7.5%左右——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增长！这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能够保持8%左右的年增速。

表13-1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000—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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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篇幅所限没列出标准误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要。

第三节　中国进一步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上面大量的经验和典型事实已证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的确经历了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更进一步地，作者想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产业升级：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首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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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其他因素不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能够有充分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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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前20年中，中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正是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是一致的。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理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之所以能占外贸的“半壁江山”，也正是利用了中国低价的劳动力优势。

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产业能够升级，价值链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如克鲁格曼所强调的：比较优势不是各国贸易唯一的原因，规模经济是另一种贸易收益的来源。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从贸易中获得收益。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国内市场也在21世纪蓬勃发展。例如，到2009年年底，中国已实现近1500万台（辆）的汽车销售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那么，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还能不能存在呢？同样，加入WTO后得到的市场扩大效应会不会继续自动地发挥它的作用呢？或者说，中国较大的出口市场规模能不能继续得到保证呢？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正面的回答，那下一个十年产业的升级，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

先来考察一下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变化。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渐辐射到中部内陆省份。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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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目前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却无异议。虽然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但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比却相对较高。由于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也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因此中国工资水平的相对上升就削弱了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同时，由于中国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就会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实现。

再来考察一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受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相较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变化有三：第一，传统的主要出口国经济乏力。一直以来，欧美日都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但欧盟各国受严重的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复苏缓慢，平均GDP增长速度只能徘徊在0.7%—1.5%。日本在2011年遭受地震、海啸、核辐射三重天灾人祸后，短时期内经济难以复苏。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失业率更是一直居高不下，持续稳定在8%左右，近期虽因美国政府采取“制造业回流”等多项刺激政策，经济停止滑坡但依然增长乏力。

第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中国同发达国家（包括出口产品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会有更多局部贸易摩擦。有学者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将停滞不前，长期的低增长将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为保护本国就业，发达国家必将会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势不可免。比如，近期由于中美存在巨额的双边贸易逆差（2011年中美贸易逆差近2200亿美元），美国势必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反补贴、反倾销的“双反”措施，以保存本土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哪些行业会首当其冲呢？主要是在一些两国间竞争力势均力敌的产业，或者说，是两国比较优势都不明显的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光伏产业、铜版印刷纸等。

第三，为了促进美国的出口，2011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力推目前已有9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强调将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所有商品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TPP生效后，美国会从越南等东盟国家直接进口纺织类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原因很简单，虽然中国的同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东盟各国成本相对较低，但因为TPP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关税为零，美国转而从东盟各国进口，将会使中国同类产品在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负面的冲击。以上这三个方面都说明了中国面临的出口国际市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不乐观。

第四节　进一步产业升级的对策：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要保证中国能进一步顺利的产业升级，笔者以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应该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政策方向进行调整，赋予改革开放的国策新的内涵，重点方向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并非是停止开放，而是强调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和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

对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主要出口目的国。欧美市场一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消化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过度依赖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当这些经济体不景气时，大幅度减少进口中国产品，将导致中国出口行业波动加剧。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更加关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俄罗斯于2011年正式加入WTO后，必然会放开一系列的产品市场，同时进口关税也必将大幅度下降，给中国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可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中国出口部门的波动，为出口行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使其能够提升生产率，推动产业升级。

对外改革的第二项任务是做实东盟10+3自由贸易区。目前东盟10+1（中国）已有一定基础，但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制度建设把中国—东盟自贸区做实。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比较容易，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速缓慢，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而中国对东盟93%—97%的产品都实行了零关税。双方制度化建设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当前从自贸区中的获益还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因为日韩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中间品进口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所以，“中日韩自贸区”对促进中国的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三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日本朝野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对日本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各方合作意愿加强，正是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大好时机。

对外改革的第三项任务是调整加工贸易方式。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重。而在进料加工中，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的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但问题是最终出口品附加值太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而如何转型升级呢？则重在研发投入。研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传统工序的优化和创新，另一种则是生产全新的产品。研发重点应放在第一类。改进传统工序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同时中国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对现有技术的改造、再吸收是更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战略。

同样，对内开放不是说要止步改革，而是说改革应当更加关注开放国内市场。通过开放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国内各地区间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差异还很大。如果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将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但是目前各地区的行政机关仍然思想僵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巧立名目地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区壁垒，使得地区间贸易难度甚至要大于对外贸易。这严重制约了各地区的协同发展，也阻碍了各地区的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开放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相较产品市场而言，中国要素市场的准入门槛还很高，行政指令色彩比较浓重，这制约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强调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的进入门槛，让民营资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强竞争、提升效率。同时，劳动力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改革户籍制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开放劳动力要素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改革户籍制度能够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就业结构；放开二胎政策则能有效应对老龄化渐现、人口红利耗散的现实问题。这两项政策，对于劳动力密集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内开放的第三项任务是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中国的产品市场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行政指令的成分已经很小。但是生产企业的税负还是很重，此外还有花样繁多的行政事业收费，这使得产品价格过高，而且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维持企业活力，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不仅要进行结构性的减税，减少行政收费项目，减轻企业的负担，还要加快推进营业税改革等税制改革措施以减少重复征税、双重价格扭曲的低效率问题。

第五节　小结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实现了工业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产业升级。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大幅提高，出口更多复杂的、差异化明显的产品，甚至还包括加工贸易模式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即使在扣除加工贸易的因素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在三十多年中有明显的升级换代。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是中国产业不断升级的主要动力。

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产业升级所倚赖的两股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不断弱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附录

第三章

附表3-A1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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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4）的推导证明


证明：从式（3-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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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边对lnpi
 求偏导，对式（3-3）左边求导则有：


əlnG/əlnpi=əG/G·pi
 /əpi
 =pi
 yi
 /G≡si

 （3-A1）

上面第二个等式的推导运用了包络引理（Envelope theorem）；第三个等式为定义。

现记式（3-3）右边为RHS，对其求偏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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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等式我们略去与lnpi
 无关的各项。在等二个等式中，我们对各加项作调整，在这里用到了文中所提到的对称性假设，γij
 =γji

 ，∨i, j
 和δkl
 =δlk
 ，对第二个等式直接求偏导可得第三等式。联立式（3-A1）和式（3-A2）可得文中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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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表4-A1　合并前后的统计量：企业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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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列汇报的是年度海关贸易数据中HS 8位产品层面的月度观察值，（2）列汇报的是每年的企业数目，（3）列汇报的是未经筛选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企业生产数据中的企业数目，（4）列汇报的是按照GAAP标准筛选后生产数据中的企业数目，（5）列汇报的是用原始生产数据与贸易数据，通过企业名称合并的数据中的企业数，（6）列汇报的是用筛选后的生产数据按企业名称合并后的企业数目，（7）列是用原始生产数据按企业名称以及邮编电话合并后的企业数目，（8）列是用筛选的生产数据按企业名称以及邮编电话合并后的企业数目。

附表4-A2　数据统计（200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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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录6-A1：证明命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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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企业内销的利润函数为πd
 （φ）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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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由企业出口的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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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企业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导致企业利润增加[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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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A2：证明命题2


要证明企业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导致企业出口强度增加，就是证明[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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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是与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最早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2015年第1辑，第3—35页。


[2]
 包括Feenstra et al.（2011）在内的一些研究报告甚至预测，采用实际价格调整的购买力平价口径，中国将在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4]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5]
 具体而言，定义行业j占某国c出口额的比重和代表c国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


[6]
 在这一点上，我们得益于与Adam Eddy Szirmai教授的讨论。


[7]
 的确，一个关于“产业升级”更狭义但更准确的定义是指每名工人的增加值提高。但过去30年间，中国每名工人的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与技术复杂度增大一道推动了产业升级。


[8]
 对此类制造业层面数据，以及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详细讨论和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Yu and Tian（2012）。


[9]
 应当承认，由于1979年以来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引发了人口结构变迁，目前中国还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的确，围绕目前中国是否已经跨过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期的转折点），中国学术界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10]
 余淼杰（2014）等研究报告发现，学习借鉴位于中国出口加工区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实践，将取得强有力的积极效果。


[11]
 本章是与博士生崔晓敏合作的成果，发表在《国际商务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5页。


[12]
 我们根据GDP和人均GDP将东盟十国划分为六个相对发达和四个不太发达的国家。


[13]
 1分位的SITC行业分类为：0—食品和活畜；1—饮料和烟草；2—除燃料外不可食用的原材料；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4—动物和植物油、脂肪和蜡；5—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及其他未列明的化学产品；6—按材料简要划分的制造业产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杂项制造业产品；9—未在上述分类中列示的商品和交易。


[14]
 CEIC数据库也提供了部分行业贸易数据，数据缺失较多。


[15]
 不包含东盟各国内部的相互出口。


[16]
 本章也可以在引力模型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主要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时间和国家层面固定效应控制GDP和距离的影响。


[17]
 （1）和（2）列中都控制了这两个GDP，但其回归系数并未列示。


[18]
 本章最早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卷第2期，标题为《国际贸易的麦敕勒悖论及其验证：来自美国及OECD成员的经验证据》，并获第15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奖二等奖。


[19]
 Kohli（1991）一书对GDP转换对数函数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GDP转换对数函数模型的优点之一在于它所估计的是多行业的一个系统方程组，因此这就准许把其他行业的价格因素也包含在同一似不相关（SUR）估算中，这样就使得控制需方成为可能。随后，Harrigan（1997）又成功地运用GDP转换对数函数去估算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变动等因素如何体现不同国家因比较优势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分工。


[20]
 注意əlnG/əlnpi
 =əG/G·pi
 /əpi
 =pi
 yi
 /G≡si
 。第二个等号的推导运用了包络引理（enve-lope theorem）。


[21]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估算，专业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了20%。


[22]
 如前文所指的各种影响行业产量份额的诸如消费者消费偏好等难以衡量的需求面的因素。


[23]
 Nicita and Olarreaga（2006）也构建了一个包含更多国别更多年份的相关面板贸易数据库，但由于其缺乏各贸易国各行业产量份额数据而不得不放弃使用。


[24]
 根据美国商务部官方网部统计披露，2005年美国—墨西哥贸易量（出口加进口）总和约为2900亿美元。


[25]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制造业生产的外包（outsourcing）相关。Feenstra（1998）和Yi（2003）曾对此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讨论。但生产的国际转移或外包不在本章的研究范围，因此暂不展开深入讨论。


[26]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官方网站，http：//www.bea.gov。


[27]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the Economic Effect of Significant U.S.Import Restraint，2004。


[28]
 美国劳务部固然有1983—2006年的工会数据，但却是高度合成到SIC 1位码水平，对于SIC 2位码水平，却只有自1994年以后的数据。


[29]
 本章最早题为“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2015，125（June），第943—988页。


[30]
 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是一个例外。


[31]
 其中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包括Bernard et al.（2003）对美国和Trefler（2004）对加拿大的研究。然而，更多研究结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得出的，如Bustos（2011）对阿根廷、Schor（2004）对巴西、Pavcnik（2002）对智利、Fernandes（2007）对哥伦比亚、Harrison（1994）对科特迪瓦、Krishna and Mitra（1999）以及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0）对印度、Amiti and Konings（2007）对印度尼西亚、Levinsohn（1993）对土耳其的研究。其他的研究，如Lu, Lu and Tao（2010）；Lu（2011）以及Ma, Tang and Zhang（2011）也研究了中国出口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关系。


[32]
 这些类别的加工贸易包括境外援助（编码为12）、来料加工（14）、进料加工（15）、补偿贸易（13）、商品寄售代销（16）、货物租赁（17）、边境小额贸易（19）、工程承包（20）、外发加工（22）、易货贸易（30）、保税仓库进出口贸易（33）、保税区转口贸易（34）等。


[33]
 来料加工在海关官方报告中也被称作“提供原料加工”或在Feenstra and Hanson（2005）中被称作“纯加工”。对应地，进料加工通常也被称作“进口原料加工”或“进口中间投入并加工”。


[34]
 与加工贸易进口商不同，非加工贸易进口商在进口中间投入品时需要支付关税，尽管这些中间品可能是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关键的不同在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向海关出示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合同或许可证。


[35]
 数据来自WTO网站http：//tariffdata.wto.org/ReportersAndProducts.aspx。注意TRAINS数据通常存在缺失值问题，特别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关税存在缺失。因此若一个产品—目的国—年份组合对应的关税缺失，该组合将被删除。


[36]
 事实上，每年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工业部门的整体数据就是编制自这一数据库的。


[37]
 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并没有建立正规的会计系统，其会计报表往往以“元”为单位，而规范的要求是以“千元”为单位的。


[38]
 注意到在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中，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规定，企业向贸易中介销售产品被认为是本国销售而非出口。


[39]
 在中国，纯贸易公司被要求使用含有“贸易公司”或“进出口公司“字样的公司名称进行注册。


[40]
 特别地，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编号是10位的，而企业层面生产数据库中编号则为9位，且二者间没有共同的元素。


[41]
 年份变量作为辅助识别变量是必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企业在不同年份可能会更改名称，新注册成立的企业可能使用这些企业之前的名称。


[42]
 例如，产品层面贸易数据中的电话号码包含了电话区号和一个连接符，但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不含有这些。


[43]
 注意在附表4-A1第（7）列所示的合并样本中，有些企业在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出口值大于在国家统计局生产数据库中的销售额。文章在附表4-A1第（8）列中剔除了这些企业以保证合并数据的质量。


[44]
 注意表4-2中一般贸易进口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占比与表4-1中一般贸易进口量和加工贸易进口量范畴不同，因为加工贸易进口企业（纯加工贸易进口企业除外）一般会同时从事加工贸易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


[45]
 约60%的企业是出口企业，另外40%的企业是进口企业。合并样本也包括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本章附录的最后一段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46]
 海关贸易数据包括单位价值的信息，可以作为每种进口产品价格的代表。然而，进口中间投入的价格可能与本国中间投入的价格十分不同（Helpman, Koren and Szeidl，2010）。使用进口中间投入作为所有中间投入的代理可能产生额外不必要的估计偏差。当本国投入要素广度与进口投入要素广度差异较大时，这种偏差还会更大。


[47]
 与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一样，产出平减指数在构造时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参考价格”信息，投入平减指数根据产出平减指数和中国国家投入产出表（2002）构造。


[48]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的官方定义，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企业（代码为110）、国有联营企业（141）和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143），但不包括国有独资企业（151）。附表A1报告了所有国有企业的转换概率。


[49]
 由于企业层面数据库仅提供了企业资本存量的账面价值，本章需要获得企业资本存量的初始价值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这点，本章采用了表达式[image: ]
 ，其中At
 表示企业在年份t的资本存量账面价值，A0
 是企业在年份0资本存量购买时的初始价值，rs
 是估计的年份s中省份—行业层面的名义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该数据可以从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中获得。由于At
 和rs
 对于每个企业是已知的，因此企业初始的名义资本账面价值可以得到。


[50]
 如Blundell and Bond（1998）讨论的，即使一些序列存在临时性测量误差（即），系统GMM方法仍可以对式（4-2）的系数得到一致估计。


[51]
 或者，加权最终品关税可以写成[image: ]
 k的国内价值[image: ]
 ，其中Yi
 是企业i在初始年份的总销售额。这样，第二个括号中的差额衡量了企业i的国内销售总额。


[52]
 此外，当企业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销售时，产品质量很可能是不同的，出口产品会有更高的质量。由于可以作为产品质量代理变量的单位价格数据对国内产品不可得，本章此处无法区分企业国内销售产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待相关数据可得时，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感谢审稿人正确指出这一点。


[53]
 之所以不使用加权进口关税仍是因为避免关税的内生性：进口与关税负相关。


[54]
 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发布一次，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07年。由于本章的样本数据是2000—2006年的，因此采用了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特别地，本章按照以下步骤计算行业层面关税。由于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有71个制造业行业，而中国工业分类（即CIC）仅有40个制造业行业，第一步是找到投入产出表和CIC中对应的行业。第二步是将CIC行业与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进行匹配。注意中国政府在2003年对CIC进行了调整，文章在样本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第三步是将ISIC和HS 6位码联系起来以从WTO中获得对应的关税。最后一步是在CIC行业层面加总计算平均行业层面关税。


[55]
 例如，如果行业f中的企业i使用50%的木料和50%的钢材，木料的关税为1%，钢材的关税为10%，则企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为5.5%。然而，如果行业f使用更多本国木料，行业木料使用比重上升到70%，则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为0.7×1%+0.3×10%=3.7%，显著低于相应的企业层面中间品关税。


[56]
 具体说来，外国投资企业（FIEs）包括以下类型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编号为31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20），外资企业（330），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40），港、澳或台资合资经营企业（210），港、澳或台资合作经营企业（220），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230），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40）。


[57]
 初看起来，这些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研究（如Feenstra, Li and Yu，2013）中的相应比例。然而，这简单反映了本章的分析对象仅为大型参与国际贸易企业的事实，大型的不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被剔除。


[58]
 Feenstra, Li and Yu（2013）同样利用这种方法估计了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59]
 与Heckman and Vytlacil（1998）类似，文章需要Eit
 uit
 项协方差条件同方差的假设以保证估计没有偏误。


[60]
 如通常做法，文章中所有含有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的R2均不包括企业特定和年份特定虚拟变量。


[61]
 约40%的观察值缺少投资数据。


[62]
 注意即使企业年龄包括在内，其在第二步Heckman估计中的系数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63]
 从而，在所有工具变量回归中，以不变权重计算的滞后期企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与企业加工贸易参与程度拟合值的交互项被用来作为其余项的工具变量。


[64]
 注意到此处采用企业固定效应将会损失大量观察值，因为很多企业在样本中没有连续的面板数据。这种情形在使用滞后一年关税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中更为突出。因此，本章在所有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中使用高度细化的CIC三位码层面的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65]
 注意Cragg and Donald（1993）F统计量不再合理，因为该统计量仅在独立同分布假设下有效。由于此处有四个（大于三个）内生变量，STATA没有报告Kleibergen-Paap（2006）弱工具变量检验的阈值。在这种情形下，Baum, Schatter and Stock（1997）将10作为安全的阈值。由于文章所有Kleibergen-Paap（2006）F统计量在一阶均显著大于10，在所有估计中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是合理的。


[66]
 实际上文章此处的估计有四步：（1）式（4-11）选择方程；（2）用于获得加工贸易参与程度预测值的第二步Heckman方程；（3）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第一步，其中预测的加工贸易参与程度作为自变量；（4）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第二步。面板bootstrap通过在后两步中随机抽取企业编码实现，从而在企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修正。


[67]
 注意如果企业外部关税使用不随时间变化的出口权重计算，文章的主要结论不变。选择随时间变化的出口权重的理由是允许企业出口对外部关税减免进行动态调整。


[68]
 除了投入种类，Amiti and Konings（2007）强调了更便宜的进口投入提升生产率的另外两种可能的渠道：学习效应和质量效应。


[69]
 特别地，2004年的研发数据全部缺失。此外，样本中50%的企业报告的研发支出为负或为零。


[70]
 本章的估计与其他研究十分接近，如Amiti and Konings（2007）使用印度尼西亚企业数据发现最终品（中间品）关税下降10个百分点，生产率会至多提升6.4%（12.7%）。


[71]
 研究关税减免对加工贸易进口即总进口的纯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是有意思的。由于加工贸易进口零关税，纯加工贸易企业的企业层面中间品关税降为零，无法直接从表4-12（1）列计算生产率提升。然而，由于中间品关税减免的影响为-0.0174+0.0249E（Pextit
 ｜Zit
 ），通过使用充分高的加工贸易参与程度（如E（Pextit
 ｜Zit
 ）=0.69的十分之九分位）作为纯加工贸易企业的代理，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对生产率的影响为零，证明了从事加工贸易较多的企业几乎不能从中间品关税减免中获得生产率提升。


[72]
 例如，如果鞋和橡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这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则为1%。然而，整体的橡胶和鞋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大于1%，这是因为橡胶企业给生产鞋的企业提供中间品，故生产鞋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会随着橡胶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而累积。


[73]
 为计算Domar矩阵为权重的全要素生产率，要将Domar矩阵乘以4，合并样本中的总产出仅为全样本集总产出的四分之一。


[74]
 本章是我与李晋博士合作的成果，最早发表于《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第85—97页。


[75]
 关于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进口具体意义，我们将在第二节数据中予以详细介绍。


[76]
 具体来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的企业编码是10位的，但是企业层面产品数据中的企业编码却是9位的，并且两者没有共同的要素。


[77]
 年份变量是必要的辅助识别变量。因为一些企业可能在不同的年份改变它们的名字，或者新进入的企业有可能使用之前企业的名字，从而造成混乱。


[78]
 例如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的电话号码既包括区号，又包括连字符，而企业层面的产出数据并不包括。


[79]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ot.asp？Lg=1


[80]
 关于细节的讨论，请参考Feenstra et al.（2001）。


[81]
 本章的数据中排除了纯贸易企业，具体关于贸易公司的讨论参见Ahn et al.（2001）。


[82]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2位的分类标准计算得到的行业层面的最终产品进口额。


[83]
 外国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有限股份公司。这里的外商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84]
 根据官方的中国城市年鉴（2006），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编号：110）、国有合资企业（编号：141）、国有和集体所有合资企业（编号：143），但不包括国有独资公司（编号：151）。


[85]
 本章是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已发表在2012年的《管理世界》，有删减。


[86]
 比如，有一些家庭企业没有正式的会计人员，因此在汇报的时候将1000元的数据单位当作了1元的单位。


[87]
 改变这个实际利率的大小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


[88]
 注意，去掉了出口强度为0和1的极端值，重复前两列的回归，我们依然得到和（1）—（2）列一致的结论。为节省篇幅，这里略去不报。


[89]
 本章是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世界经济》上，有删减。


[90]
 Bloom et al.（2011）；Iacovane et al.（2013）。


[91]
 Bustos（2011）；Lileeva-Trefler（2010）；Aw et al.（2007）；Aw et al.（2011）。


[92]
 τnt
 为行业f所使用行业n的投入品的平均关税。我们使用两种方法计算，分别是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


[93]
 其中企业生产率为根据Olley-Pakes（1996）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计算过程同Yu（2015）。


[94]
 根据Kim-Nelson（2000）、Griffith et al.（2004）和Hu et al.（2009）的研究。


[95]
 在表7-4的回归中，虽然引入了年份的固定效应，但是纯出口企业的哑变量并没有被吞噬掉。这是因为企业在2001—2006年中，企业的纯出口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会在纯出口企业和非纯出口企业中转换状态。


[96]
 41包括除了运输设备之外的资本品，对应HS 2位的行业是82，包括核反应器、蒸汽、机械和医疗设备及其零部件，对应到我国工业分类（CIC-2位）的是编号36的产品。BEC中的521包括了运输设备和其零部件，对应HS 2位的是编号86，包括铁路、有轨电车及其轨道相应设备、全部车辆及零部件、交通信号器材，与之对应的是CIC 2位的37号行业。


[97]
 本章是我与马里兰大学的李乐融博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


[98]
 我们将6位数编码（HS 6）的产品与制造业行业（CIC 2）对应起来。


[99]
 在一般进口中，中间品价格为其到岸价格（c.i.f.）；在加工进口中，由于进口中间品免关税，其到岸价格等于其离岸价格。


[100]
 其中，进口渗透率数据来自余淼杰的《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发表在《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97—110页。


[101]
 在Khandelwal（2010）的模型设定中，加入了人口以控制无法观测到的产品种类。原因在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大国可能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但进口数据可能将这些更细分的种类记录为同一种类中更多的进口。这样可能带来估计的偏误，但如果不考虑来自中国的进口，这种偏误可以忽略不计。


[102]
 进一步地，Khandelwal（2010）在文章中说明，质量梯度很难随时间而改变。在他所测量的质量梯度中，产品期初和期末的质量梯度的相关性为0.7。


[103]
 Staiger-Stock（1997）认为在2SLS回归中，若一阶段的F统计量大于10，则有效地避免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104]
 本章是我与梁中华博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2014年的《南方经济》上，有删改。


[105]
 国内外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研究均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这主要是因为反映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数据难以得到，无法建立供给和需求的联立方程。Hamermesh（1993）和Mahomedy（2013）均指出，在使用更微观的数据时，这一假设是成立的。本章使用的是企业层面的数据，符合这一标准，单个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可以认为是完美的。


[106]
 估算出的劳动需求弹性是负值，所以系数为负时表明劳动需求弹性增大。


[107]
 劳动需求弹性本身为负值，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劳动需求弹性绝对值增大。


[108]
 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进口关税水平是下降的，因此“处理强度”均为正值。


[109]
 本章是我与梁中华博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2013年的《管理世界》上，有删改。


[110]
 本章是与姚洋教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金融研究》2009年1月，有删改。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gov.cn。


[112]
 本章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田巍老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周翌博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经济研究》2013年11月，并获得第18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113]
 另一种比较通行的定义劳动人口比的方法是劳动人口/被抚养人口（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这和我们的定义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114]
 我们也尝试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如土地边界、岛屿数目、WTO会员、自由贸易协定（FTA）、货币联盟以及普遍优惠制等其他区域性贸易协议，但没有发现主要结论有显著的变化。为节省篇幅，我们不加以汇报。


[115]
 人口抚养比是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高于65岁的人口）与劳动人口（16—65岁人口）的比值，和劳动人口比呈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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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是与王宾骆硕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在《国际经济评论》，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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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Rodrik, Dani，“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World Economy，2008，14（5），pp.1—19.


[120]
 为了衡量中国出口的复杂度，本章使用了Hausmann和Hidalgo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即构建一个指标，将一国人均GDP包含在出口指标中。这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构建一个包含人均GDP平均值的指数（PRODY），用每个行业的比较优势程度来作为权重。[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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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
 是国c国内行业j的出口额与出口总额的比例，分母[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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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share, = B,post, x treatment, + Bspost, + a, + v, + &, (10-3)

laborshare, =g, post, x treatment, + Bspost, + B,In(fix_assets,/L, )
+ ByIn(inputs,/L,) + B,In(thp,) + o, + v, +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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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 =B, + B, FIM, + B,1IM,, + B,FIM, x N, + B,1IM,, x N,
it BXiz B wi 5 nz +lu’iz (5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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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share, =g, post, X trt_intensity, + SBtrt_intensity,
+ Bspost, + o + v, + &, (10-6)
laborshare, =g, post, x trt_intensity, + Btrt_intensity, + B5post,
+ B,In(fix_assets;/L,) + B;In(inputs,/L,)
+Bn(tfp,) +a, +v, +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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